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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者前言

2001年3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举行“权力交接”仪式，新任所长霍耐特（Axel Honneth）正式接替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成为研究所的“第三代”核心人物。在他身边，集聚着维尔默、本哈比、约阿斯、奥佛等一批著名学者。

作为哈贝马斯的弟子和接班人，霍耐特在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法哲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生平比较简单，1949年生于北部城市埃森（Essen），曾在波恩、波鸿、柏林等地学习哲学、社会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做哈贝马斯的助手，1990年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到康斯坦茨大学哲学系任教，1992年转到柏林自由大学，1996年应聘到法兰克福大学接任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教职。

霍耐特的主要著作包括：《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1985）、《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1989）、《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1992）、《非一体化》（Desintegration. Bruchstücke einer soziologischen Zeitdiagnose，1994）、《黑格尔法哲学之重建》（Suffering from Indeterminacy. A Reactualiz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2000）、《正义的他者》（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2000）、《麻烦的不确定性》（Leiden an Unbestimmtheit，2001）以及与弗雷泽（Nancy Fraser）合著的《再分配或承认》（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2003）。

《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是霍耐特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霍耐特至少迈出了重要的四步，推动了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哲学传统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思潮渐渐合流，霍耐特本人就推进了批判理论的这一新近流向。在他的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中，他就致力于将福柯的学说整合到批判理论，形成一种新的理论定向。他把福柯的知识/权力结构分析从相当狭隘的知识论和符号学领域之中解放出来，整合到视野更加广阔的社会理论之中，展开权力批判的新维度。

其次，霍耐特着力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沿着哈贝马斯的思路，继续为批判理论重构规范，以克服社会批判哲学的内部危机。在一次访谈中，霍耐特指出，要弘扬自己学派的批判精神、延续社会批判哲学的大业，就必须走规范性和经验性相融合的路子，而重要的是继续重构在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那里被淡化的规范。可是，到哪里去寻找重构规范的思想资源呢？在《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中，他指出了一条返回本源之路——返回到早期的黑格尔。

再次，在20世纪社会哲学中，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是有关社会冲突和道德斗争的思想，霍耐特致力于在社会哲学中复兴这种思想。在《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中，他向米德（G.H.Mead）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运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在黑格尔的原始洞见与我们的思想处境之间搭起桥梁，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这一理论姿态的重大后果是恢复了道德斗争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联系。

最后，霍耐特重构现代社会的三种重要的承认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展开了一种规范社会理论的构想，并表达了德性生活的理想。

综上所述，批判思路的进一步拓宽、批判规范的进一步探寻、斗争道德的复兴以及对承认伦理的阐发，都体现在了《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这部著作当中。因此，这部著作不仅奠定了霍耐特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学术地位，而且也把他推到了当代实践哲学理论的争论中心。

曹卫东

2003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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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书是在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目的是要根据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阐明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这项研究与我在《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中得出的结论紧密相关：任何一种力求把福柯历史著作的社会理论内涵整合到交往行为理论构架中的努力，都必须依赖于同道德动机共存的斗争概念。而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为这个概念提供了迄今为止依然是最好的理论资源，因为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1)对黑格尔的论证结构进行系统的重建，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结果就是要区分出三种承认形式，其中每一种形式都包含着一种冲突的潜在动机。但是，回顾青年黑格尔的理论模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之所以发挥出效力，部分地得益于理性的唯心主义前提，而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条件下，这些前提再也无法维系了。

因此，本书第二部分即理论部分尝试以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为根据，推动黑格尔理念的经验转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体间性理论的人格概念，其中，有可能出现一种未被歪曲的自我关系，它们都基于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法律和团结。为了消除这一假设的纯粹理论历史性质，我将在接下来的两章里用一种经验的重构形式，根据相关现象对不同承认关系加以论证：这种探讨的结果是，与承认的三种形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蔑视形式，每一种蔑视可以说都是激发社会冲突的行为动机。(2)

第二步探讨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批判理论的观念；根据这一理论，要说明社会变迁过程，就必须采用相互承认关系内部所固有的规范要求。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从三个方向上继续探讨上述基本思想所打开的视野。首先，将对理论历史的线索再次进行追溯，目的是为了探明自黑格尔以来，哪些思想家还提出了用以解决类似冲突模式的思想方法。由此，才可以揭示蔑视经验的历史意义，这样的考察方式可以普遍推广，以便充分揭示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这样一种模式，只有在它的规范参照点得以明确之后，才能被发展为一种批判框架，用来解释历史发展过程；所以，我最后想扼要描述一种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概念，用来完成上述使命。不过，上述考察除了阐明正在酝酿中的概念的直观地位之外，无法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如果我的考虑靠得住的话，上述考察应该指明我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的理论方向。

尽管当今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常常涉及一种承认的理论，但我还是必须放弃与这种讨论进行批判对话的想法。(3)因为，和女性主义进行对话，不仅会打破我的论证框架，而且也大大超出我现有的专业水平。此外，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解释青年黑格尔的承认理论(4)，在提出我的解释方案的过程中，我也不能充分考虑新近出版的有关著作。但是，我有这么一种印象，即这些著作关注的都是一些现象，而对此，我兴趣不大。

如果没有哈贝马斯的不断督促和关怀，作为教授资格论文提交给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本书前半部分，就不能在规定的必要时间内完成。在此，我想为我和他长达6年的合作表示感谢；这6年时间对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确被他本人低估了。我的朋友汉斯·约阿斯（Hans Joas）自始至终密切关注着我的思想的进展。我希望他明白，他的建议和批评对我的著述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彼德·杜斯（Peter Dews）、阿勒桑德罗·法拉拉（Alessandro Ferrara）、亨利希·冯克—艾特尔（Hinrich Fink-Eitel）、君特·弗兰肯贝格（Guenter Frankenberg）、克里斯多夫·蒙克（Christoph Menke）、安德里亚斯·维尔特（Andreas Wildt）和鲁兹·文格尔特（Lutz Wingert）等人的建议，使我获益匪浅。尽管我并没有把他们的想法都纳入我的著作当中，我还是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此外，我在柏林的同事们向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让我有10个月的时间，专心致志地撰写我的初稿。最后，我还要感谢瓦尔特劳德·普菲伏尔（Waltraud Pfeiffer）和第尔克·蒙德（Dirke Mende）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他们帮助我把初稿整理成书。

霍耐特

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1)　请参阅我的后记（1988），载霍耐特：《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88，S.380ff。本书前两章是对黑格尔的重新阐述，先前已经发表在其他地方，见霍耐特：“道德发展与社会斗争：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社会哲学”（Moralische Entwicklung und sozialer Kampf. Sozialphilosophische Lehren aus dem Fruehwerk Hegels），载霍耐特，麦卡锡（Th. McCarthy），奥佛（C.Offe）和维尔默（A.Wellmer）：《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 Im Prozeßder Aufklärung），Frankfurt am Main，1989，S.549ff。

(2)　请参阅我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霍耐特：“一体性与蔑视：承认道德的主题”（Intergrität und Mißachtung. Grundmotive einer Moral der Anerkennung），载：Merkur，501，1990，第1034页及以下诸页。

(3)　请参阅本哈比（Benhabib，Seyla）：“一般的他者和具体的他者”（Der verallgemeinerte und der konkrete Andere. Ansätze zu einer feministischen Moraltheorie），载利斯特（List Elisabeth）：《思想关系》（Denkverhältnisse. Feminismus und Kritik），Frankfurt am Main，1989，S.454ff；杨（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1990；班拜（Bambey Andrea），Das Geschlechtverhaeltnis als Anerkennungs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Geschlechterdifferenz in feministischen Theorien，Studientexte zur Sozialwissenschaft，特刊，Frankfurt am Main，1991。

(4)　请参阅罗特（Roth，Klaus）：《黑格尔耶拿著作中自由的制度化》（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Freiheit in den Jenaer Schriften Hegels），Rheinfeld/Berlin，1991。


第一部分
历史回顾：黑格尔的原始观念

终其一生，黑格尔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始终致力于消除康德的个人自主概念当中纯粹的应然要求特征，认为它在理论层面上早就是一个社会现实的历史有效因素；而且，黑格尔一直都认为，对由此而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把现代自由学说与古代政治思想，即道德与伦理（Sittlichkeit）协调起来。(1)但只是在他作为哲学讲师执教于耶拿的那几年里，他才打磨出完成这一任务的理论工具，其内在原则已超出了他当时的时代和制度的界限，并且对现实中的一切政治统治形式都持一种批判的立场。那时，黑格尔坚持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地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尽管这种构想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现实效果，但青年黑格尔还是提出了这种构想，原因仅仅在于，他能够促使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社会哲学中的“社会斗争”模式发生理论转型，由此，他可以把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根源追溯到道德冲动那里，而不是追溯到自我持存动机那里；由于黑格尔在此之前已经把斗争行为解释成一种对于社会承认关系的干扰和侵犯，因此，他会在斗争中发掘出人类精神（Geist）伦理形成过程的中心媒介。

当然，在黑格尔的著作里，这种粗略勾画的方案还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构架和初步的设想，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在黑格尔结束耶拿时期所完成的《精神现象学》中，“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式就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但是，耶拿时期以后到最后体系形成之前的著作中，(2)这一模式在理论原则上依然清晰可辨，由此出发可以重构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的诸种前提。



(1)　请参阅里特尔（Joachim Ritter）：“道德和伦理：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Moralität und Sittlichkeit. Zu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Kantischen Ethik），载其《形而上学与政治：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研究》（Metaphysik und Politik, Studien zu Aristotele und Hegel），Frankfurt am Main，1977，S.281ff.；以及马奈德（Odo Marquard）：“黑格尔与应然”（Hegel und das Sollen），载其《历史哲学的困境》（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Frankurt am Main，1973，S.37ff.。

(2)　我在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如下著作：（1）《伦理体系》（1802/1803，System der Sittlichkeit，Georg Lasson，Hamburg，1967）；（2）《第一精神哲学》（1803/1804），原指“实在哲学，I”，System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Hamburg，1986；（3）《实在哲学》（1805/1806，Jenaer Realphilosophie），Hamburg，1969。此外还有《黑格尔全集》，第2卷，Werke in 20 Bänden，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Frankurt am Main，1971。关于黑格尔这一时期著述情况的概述，请参阅基默勒（Heinz Kimmerle）：“黑格尔耶拿时期思想的发展”（Zur Entwicklung des Hegelschen Denkens in Jena），载Hegel-Studien，增刊4，1968，Berlin。


第一章
自我持存的斗争：论现代社会哲学的基础

当社会生活作为基本概念被描述成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时，现代社会哲学就在思想史中登堂入室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政治著作在理论上为这样一种观念开辟了道路，按照这种观念，主体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永恒的利益冲突最终发展成为契约论论证国家主权的首要根据。只有在直到中世纪依然有效的古典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失去了其巨大的说服力之后，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新的“自我持存的斗争”的思想范型。(1)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说到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人基本上都被看作是一种能够结成共同体的存在物，也就是说，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为了实现其内在本质而必须依存于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构架。只有在古希腊城邦（polis）或古罗马公民社会（civitas）这样的伦理共同体中（主体间共享的美德明确地把共同体与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纯粹功能联系区别开来），人类本质的社会性质才真正得以确立。从这样一种目的论的人的概念入手，传统政治学说给自己规定的理论使命在于，从理论上明确德行的伦理秩序，使个体的实践（也就是个体的教育）能够得到充分的展开。故此，政治学同时也探讨适当的制度和法律问题，它历来也都是一种关于好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的学说。

但是，从中世纪后期社会结构开始转型，而且不断加速，到文艺复兴时期登峰造极，这个过程不仅仅让古典政治学的两个理论要素变得可疑，而且还在根本上剥夺了这两个理论要素的一切精神力量。因为，新式贸易方法的引进，出版业的兴起和生产活动的发展，最后还有公国和商贸城市日益获得独立性等等，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长足发展，远远超出了传统道德的保护框架，以至于道德再也不能只是作为一种德行的规范秩序而被研究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正是在社会结构的变革已经彻底完成的地方，古典政治哲学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理论。马基雅维利，一位在其家乡佛罗伦萨失意的外交官，在他的《政治文集》中认为人是一种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物，这就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前提彻底决裂了。(2)一个政治共同体如何才能恰当地维持和扩张权力呢？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思考，他的这些思考建立在一种社会本体论基础之上，认为主体间永远处于一种相互为敌的状态：人受永不餍足的野心驱使，无休止地发明以成功为取向的新的行为策略，彼此都意识到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心地位，于是，他们始终都处于一种可怕的互不信任状态。(3)为了自我持存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策略互动形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网络，由此，马基雅维利发现，这一切是社会生活中的自明状态；而且，马基雅维利比较历史分析的中心范畴针对的是这种状态所揭示的成功权力行为的结构前提。即便是在他依然使用罗马历史志的基本形而上学概念和讨论“权力”（virtu）或“运气”（fortuna）的地方，他也仅仅是涉及一些历史条件；从政治行为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条件显然一直都是他们策略性权力谋划的资源，而且，在实践中是无法节制的。(4)马基雅维利认为，贯穿在他的全部历史研究中的最终参照点仍然是这么一个问题：统治者怎样才能用伶俐的手法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利益冲突施加影响？这样，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他对历史发展的阐述），第一次确立了一种社会哲学观念，认为社会行动领域处于主体间为保护肉体认同而永恒斗争的状态之下。这一理论观念虽然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论证，但已经具有历史突破意义。

在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之间仅仅相隔120年的时间，但这足以让同样的本体论基本观念走向成熟；所谓走向成熟，也就是成为了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假说。与马基雅维利相比，霍布斯不仅具有历史和政治优势，经历了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和商业流通的进一步扩张，而且他也已经可以从自然科学中找到其理论的方法论样板，因为在当时，由于伽利略成功的研究和笛卡尔的哲学认识论，自然科学获得了广泛的信任。(5)为了给未来一切政治学提供一个理论基础，霍布斯给自己制定了非常庞大的研究计划，探讨“公民生活的法则”，这样，马基雅维利从日常观察中所获得的人类学前提，就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形式，它们涉及的是人的独特本性。霍布斯认为，人类在机械的意义上，就像一台自我运转的机器，人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们为了关心未来的幸福而不断地努力。(6)只要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这种预期行为就会扩大成一种权力行为，它与生俱来，起着防御作用；由于两个相遇的主体必定是彼此陌生，而各自的意图又难以揣测，所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为了能够在将来的自卫中抵御可能来自对手的打击，就不得不预先扩张自己的权力潜能。

以这种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人类学为基础，霍布斯在他研究计划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虚构的人际状态，他用容易招致误解的“自然状态”一词来描述这种情形。君特·布克（Günther Buck）准确地指出，自然状态学说的意图并不在于通过对所有历史进行方法论的归纳来呈现人类社会化的社会原始状态。(7)相反，它倒是想再现一般的人际状态；如果调节社会生活的一切政治控制机构都可以假定被废除，那么，从理论上说，这种人际状态是肯定会出现的。由于一种防御性的权力扩张行为应该成为个人本性的构成要素，从这一递减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就具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性质。在霍布斯计划的第三部分，他最后运用这一理论上构成的状态为他的主权国家学说奠定了哲学基础。人与人永恒的战争状态，永久的恐惧和互不信任等，所有这些明显的消极后果都将证明，通过契约调节的一切主体对最高统治权力的服从，只能是所有人均衡目的理性利益的合理结果。(8)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契约的绝对正当性仅仅在于：只有契约才能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主体为了捍卫自我而发动的。

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一样认为，这一社会本体论前提（尽管他们在科学要求和程序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他们都持有这一前提）对国家行动的基本概念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他们都把主体为自我持存而斗争作为理论分析的关键，所以，他们必然同时要强调政治实践的终极目的就是不断结束这种威胁性的冲突。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当中，这一结论十分激进，他由此而摆脱了传统政治哲学关于主权行为的一切规范约束和义务。(9)相反，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同样的结果则表现为：他为了最终实现政治的权威形式而牺牲了社会契约的自由内涵。(10)

青年黑格尔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所反对的，恰好是现代社会哲学把国家行为还原为目的理性的权力运用。他为了体现自己的批判意图而利用了霍布斯个体间斗争的思想模式，这就决定了他在耶拿时期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地位。



(1)　请参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页及以下诸页，特别是第56页及以下诸页。

(2)　请参阅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的杰出研究：《马基雅维利：现代政治思想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危机中的基础》（Machiavelli：Die Begrüendung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der Neuzeit aus der Krise der Republik Flolenz），Frankfurt am Main，1984，尤其是第三部分，第1章及第2章。

(3)　请参阅马基雅维利：《君主论》（Der Fürst），Stuttgart，1961，第17章；以及马基雅维利：《谈话录》（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alte und die italienische Geschichte），Berlin，1922，第1卷，第29章。

(4)　弗赖尔（Hans Freyer）在他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Weinheim，1986）中阐述了这一主题，着重参阅该书第65页及以下诸页；近来相似的研究还有克斯廷（Wolfgang Kersting）：“行动的强权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动学说”（Handlungsmächtigkeit：Machiavellis Lehre Vom politischen Handeln），载《哲学年鉴》（Philosophisches Jarbuch）3/4，1988，第235页及以下。

(5)　请参阅哈贝马斯：“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前揭，第67页及以下；值得参读的还有：博克瑙（Franz Borkenau）：《从封建到市民社会世界途径的转型》（Der Ű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Paris，1934，第439页及以下诸页。

(6)　请参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名言（Leviathan，1976，第75页）。关于霍布斯的政治人类学，请参阅布克（Günther Buck）：“自我持存与历史性”（Selbsterhaltung und Historizität），载埃布林（Hans Ebeling）编：《主体性和自我保护——现代性诊断论文集》（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erhaltung：Beiträge zur Diagnose der Moderne），Frankurt am Main，1976。

(7)　布克：“自我持存与历史性”，前揭，特别是第144页及以下诸页。

(8)　请参阅《利维坦》中著名的第13章，前揭，第94页及以下诸页。

(9)　明克勒：《马基雅维利：现代政治思想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危机中的基础》，前揭。

(10)　请参阅哈贝马斯：“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前揭；此外还可参阅布洛赫（Ernst Bloch）：《自然法和人类尊严》（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Frankfurt am Main，1961，第9章。


第二章
犯罪与伦理：黑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

黑格尔采纳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分别独立完成的社会斗争模式，但理论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02年，在“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Wissenschaftlichen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这篇论文中，黑格尔制定了他未来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计划，而历史百年的发展已经把他和霍布斯区分了开来，其中的变化已经表现在一系列全然不同的问题中：在荷尔德林的一体化哲学（Vereinigungsphilosophie）的影响下，黑格尔开始质疑康德道德理论的个人主义前提，而正是康德的道德理论直到他在法兰克福期间一直都决定着他的思想境界。(1)同时，他也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使他熟悉了政治哲学中存在的一种思潮，与他同时代的类似研究相比，这种思潮赋予了公共生活的主体间性以更高的地位。(2)最后，黑格尔当时已经开始接受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并因此而清楚地认识到：一切未来社会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依存于以市场为中介的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主体在这个领域里只能通过形式法的消极自由而被包容于社会当中。(3)

19世纪初，上述刚刚获得的印象和取向在黑格尔的思想中渐趋成熟。黑格尔坚信：为了建立一种哲学社会学，首先必须克服原子论的迷误加给整个现代自然法传统的桎梏。这就从根本上提出了大量的理论难题。而黑格尔关于“自然法”的长篇大论只是提出了第一种解决途径。

黑格尔在文中清楚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现代自然法观念，但他认为，它们尽管泾渭分明，还是犯了同一种基本错误。自然法的“经验研究”和“形式研究”，都假定“个体存在”绝对是“第一位和最高级的”。(4)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自然法原理只要是从关于人性的虚构定义或人类学定义出发，以便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更进一步的虚设，提出一种社会集体生活的合理组织方案，它们就是“经验的”。这种类型的理论所具有的原子论前提反映在下述事实中：它们始终都把人类的“自然”行为方式理解为孤独个体的单独行为过程，至于个体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则必定是额外考虑的内容，就好像是从外面加上去的。(5)自然法传统中黑格尔所说的“形式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也并无二致，因为，这些研究只不过是以一种先验的实践理性概念为开端，以此取代了对人性的定义。在这种主要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理论中，原子论前提明显地表现为如下事实：伦理行为只能被看作是理性活动的产物，并且剔除了人性当中一切经验的倾向和需要。这里，人性也首先被理解为涉及自我的或黑格尔所说的“非伦理的”冲动的集合体；主体在获得伦理立场即获得有益于共同体的立场之前，首先必须学会抑制这些冲动。(6)因此，上述两种研究方法在基本概念上都落入了原子论的陷阱之中，具体来说表现为：彼此孤立的主体存在被设定为人的社会化的自然基础。但是，从这种自然定性当中再也无法有机地发展出一种伦理一体化的状态，而是必须作为“另类的和他者的”从外部加在上面。(7)在黑格尔看来，结果就是，现代自然法理论只能以“一体化的多数”(8)这种抽象的模式，而不是按照一种所有人的伦理一体性模式，来想象“人类共同体”，也就是说，“人类共同体”只能被想象为孤立主体的组合。

但是，黑格尔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是从理论上阐明这种伦理总体状态的可能性。黑格尔的这一想法一直可以追溯到和谢林、荷尔德林共处的日子，他们起草了一部纲领性著作，被认为是“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系统纲领”而载入思想史(9)；黑格尔认为：一个和解的社会只能被理解为一个自由公民组成的伦理共同体。当然，黑格尔青年时代的这一直觉观念是从美学框架中形成的；而且，作为与古典国家学说相对的结果，这种直觉观念在古希腊城邦发现了一种政治制度的样板模式。在讨论自然法的文章中，只要是在一种规范意义上谈到社会伦理总体性，黑格尔心中想到的就是古代城邦中的各种关系。黑格尔赞叹城邦国家的，是其浪漫化的环境，在公众所奉行的习俗中，共同体成员同时也可以见证着他们独特个性在主体间的表现。直到他对等级学说的理解，黑格尔的文章当中都反映出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制度的理论。

可是，黑格尔已经从他当时热情拥抱的古希腊城邦理念中所发现的具体理想那里提取了一个理想共同体的一般特征。他阐述得十分清楚，由此，我们起码可以对他的文章中所运用的伦理总体性概念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第一，这种社会的特异性类似于有机体，可以在“普遍自由和个别自由”的“生命一体性”中看出特异性。(10)这就意味着，一定不能把公共生活看作是私人自由领域互相限制的结果，恰好相反，必须把它看作是一切个体实现其自由的机会。

第二，黑格尔认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交往所使用的风俗和习惯是普遍自由和个体自由一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媒介。为了清楚地阐明不是国家的成文法，也不是孤立主体的道德信念，而仅仅是主体间的实践立场，才能为普及了的自由提供可靠的基础，黑格尔十分精心地选择了“风俗”（Sitte）这一概念。(11)出于这一理由，公共“立法体系”，如黑格尔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常常仅被认为是“现有风俗”的表达。(12)

第三，黑格尔把暂时称作“财产和权利体系”的领域纳入绝对伦理的制度组织当中，从而最终彻底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与此相关的是这么一种要求：通过个体以市场为中介的各项活动和利益，揭示财产和权利体系是一个消极但具有构成意义的伦理总体性领域，后来则被黑格尔统称为“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13)。黑格尔在社会理想当中努力作出的实在论转向，在他的文章当中还表现为：第一次引进进行生产和贸易的公民阶级作为不自由阶层，从而远离了古典国家学说。

前面的讨论足以描述耶拿时期黑格尔再次使用青年时代社会理想的框架，同时也大致地勾勒了此后他将要正视的主要难题。如果确实能够证明现代社会哲学仍然被困在原子论前提之中，因而无法说明这种社会共同体的高级形式，那么，这一点对政治哲学理论主要也就意味着，必须发展出一套不同于既往的新的概念体系。所以，黑格尔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这套概念可以从哲学上解释一种社会组织的发展，而这一社会的伦理凝聚力量在于以承认一切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团结形式，那么，这些又必须是什么样的概念工具呢？在耶拿期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致力于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体系性难题。在人类精神逻辑体系渐渐成型的理论脉络中，他所提出的各种方案都在这一计划中找到共同的根源，都可回溯到这一共同的根源。

不过，在论述各种自然法理论的文章中，黑格尔尚未提出一种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但已经描画了解决问题的大致路线。为了赋予哲学社会学以一种新的基础，黑格尔建议，第一步就是用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范畴取代原子论的基本概念。在一个有名的段落里，黑格尔引用了亚里士多德：

民族（Volk）……在本质上先于个体。如果孤立存在的个体根本不能自足，他就必须与一个整体的民族全体相关联，正如其他部分也与其整体相关联一样。(14)

在这段引文出现的语境中，黑格尔仅仅是想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哲学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孤立主体完成行为的过程，而是来自伦理的约束，因为主体总是已经活动在伦理约束的框架之中。所以，与原子论的社会学说相反，必须假定一种永远呈现着主体间共存的基本要素的处境乃是人类社会化的一种自然基础。黑格尔在形成这种思想的过程中，显然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认为人性中根深蒂固地具有一种与共同体相联系的根基，而这些联系只有在古希腊城邦才充分展现了出来。(15)

对接下来的一切起决定作用的无论如何都是第二步。黑格尔在这一步交代清楚，他如何才能阐明从一种“自然伦理”状态向社会组织形式的过渡，后者曾被他规定为一种伦理总体性的关系。在黑格尔所批判的自然法学说中，原始的社会契约模式和关于实践理性文明结果的各种假设占据了我们刚刚描述的理论立场。每一种自然法理论都应当解释清楚，克服人的“本性”如何才能创造出一种集体社会生活的有序关系。可是，在黑格尔看来，根本无须诉之于外在假设，理由很简单：他已经假设了主体间义务的存在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准自然前提条件（quasinatürliche）。因此，他必然会加以说明的，不是一般共同体形成机制的发生过程，而是社会共同体的初级转变和扩展成为更加完善的社会互动关系的过程。为了解决这种理论所提出的问题，黑格尔一开始就再次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借用了这样一个观念：一定的过程必须采取目的论的发展形式，这样，一个原始的实在才会渐渐地展示出来。但与此同时，他又明确强调目的论过程中消极的冲突性质，以至于人们从他的思考中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他在以后几年借助于承认概念反复申述的基本思想。黑格尔着手将“伦理本质取得它的真正权利”(16)的途径看作是一种重复发生的否定过程，社会伦理关系就要经过这一渐进的过程摆脱一直都存在的片面性和特殊性。诚如黑格尔所说，“差异的存在”使得“伦理”逾越了自然的原始阶段，并经过对遭到破坏的平衡不断加以修复，最终达到普遍与特殊的统一。积极地说，这就意味着，人类精神历史被理解为一种冲突过程，自然伦理中固有的“道德”潜能（处于“深藏和萌发”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普遍化。(17)在同一段落中，黑格尔还说过，“伦理的生根发芽”就是“否定或主体的不断扬弃”。(18)

然而，如果这种尚未发挥出来的伦理潜能已经作为一种现存的差异扎根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结构当中，那它究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对此，黑格尔的上述理论立场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同样，在黑格尔的文章中，这种不断重复的否定过程应当具有怎样的社会形式也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而伦理潜能就是通过这一否定过程朝着普遍有效性发展的。

对于黑格尔，由于需要描述社会化第一阶段的规范内容，以便一个过程在发生的时候，既导致共同体联系的加强又带来个体自由的增长，因此，上面两个难题的解决就变得特别错综复杂了。因为，只要“伦理”的世界历史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化与个体化的互动过程，我们就可以设想有因而生的社会形式的有机凝聚力量就在于主体间互相承认所有个体的特殊性。但是，在耶拿的早期几年，黑格尔还没有找到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所引发的难题的合适工具。在重新解释费希特的承认理论的过程中，他同时赋予了霍布斯的斗争概念以新的意义，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有能力对这些难题作出满意的回答。(19)

正如先前在法兰克福，在耶拿，黑格尔开始时也常常提到费希特，但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提到他。我们在上文看到，黑格尔认为费希特是自然法理论传统中“形式方法”的重要代表，不能从理论上说明“生活关系中真正自由的共同体”。(20)但是，紧接着关于自然法的论文，在1802年写作的《伦理体系》中，黑格尔又从正面来处理费希特的“承认”理论，目的是要用它描述那些伦理关系的内在结构，他想把这些伦理关系预先设定为一种基本的人类社会化。在“自然法的基础”（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一文中，费希特认为，承认是决定合法关系的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Wechselwirkung）”：主体间彼此要求对方自由行动，同时又把自己的行为领域限定在对另一方有利的范围之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在合法关系中获得客观有效性的共识。(21)黑格尔首先剔除费希特模式的先验含义，然后将它直接运用于个体间各种不同的互动行为。因此，他遵循亚里士多德，一直都仅仅把交往生活方式描述为各种不同的伦理形式，认为其中存在着主体相互承认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社会伦理关系是主体间性的一种实践形式，承认运动保证了对立主体互相依赖的一致性和必不可少的相关性。在黑格尔看来，一切相互承认的关系结构永远都是一样的：一个主体自我认识到在主体的能力和品质方面必须为另一个主体所承认，从而与他人达成和解；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认同中的特殊性，从而再次与特殊的他者形成对立。但是，在承认关系的逻辑中，黑格尔又发现了一种隐含的内在动力，这就使他能够采取第二步行动，超越费希特最初的模式：因为，在一种伦理设定的相互承认关系框架中，主体永远处在了解其特殊身份的过程中；因为，主体由此而确认的总是其自我认同的新维度，所以，为了实现对个体性更为苛刻的形式的承认，他们必须通过冲突再次离开已达到的伦理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承认运动就在于和解与冲突交替运行的过程当中。不难理解，黑格尔以一种道德潜能充实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生活方式概念，这种道德潜能再也不是单纯来自人的本性，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坐标从目的论的自然概念转向了社会概念，并获得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内在张力。

在费希特冲突论的承认模式的推动下，黑格尔不仅获得了初步界定人类伦理内在潜能的可能性，而且还获得了把人类伦理潜能的“否定性”发展过程进一步具体化的机会。他所遵循的路线是重新解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始斗争模式，我们知道，霍布斯用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这个模式，开了现代社会哲学的先河(22)：如果说，主体之所以要超越和消除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伦理关系，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特殊认同尚未得到充分的承认，那么，由此引发的斗争就不可能纯粹是为了捍卫他们肉体存在的冲突。相反，正因为这种冲突是指向主体间相互承认人的个性维度，这种在主体间爆发的冲突一开始就是一个伦理事件。因此，并不是说，个体间的契约结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生存斗争的危险状态。正好相反，这种斗争作为道德媒介，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的更成熟水平发展。通过重新解释霍布斯模式，黑格尔发展了一种新的社会斗争理论，一种划时代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主体间的实践冲突可以被理解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一个伦理的活动环节。(23)因此，这一新的社会理论不仅涵盖了道德张力领域，而且涵盖了通过冲突平息道德紧张的社会媒介。

但是，这种创造性地结合霍布斯和费希特的命题而产生的基本理论观念，只是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才渐渐成型。在这一系列的第一部著作《伦理体系》中，这个新的理论模式首先表现在其论证结构中，因为这一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利维坦》中的国家模式：黑格尔以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取代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并从承认的基本形式出发开始其哲学解释，他把承认的基本形式概括为“自然伦理”。直到这些最初的承认关系遭到各种斗争的破坏，而这些斗争形式被认为是一种中间状态，并被统称为“犯罪”，一种社会整合状态才浮现出来，它在形式上可以理解为纯粹伦理的有机关系。出于方法论上的理由，黑格尔像谢林一样力图赋予文本以最简要的陈述形式。(24)如果在此之后又从这一形式中清理出具体的论证过程，一种社会理论模式形成的各个步骤就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黑格尔最初认为，原始社会关系的建立过程，就是主体从自然决定性中的解放过程。“个体性”发生在相互承认的两个阶段上；这两个阶段在个人认同得到实际确认的维度上互相区别开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代表了“人类普遍的互惠行为和成长教育”，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作为有生命力的、情感上有需要的存在而彼此承认。在这里，被他人承认的个体人格的构成要素是“实践情感”，也就是说，个体依赖于生死攸关的关怀和善。养育子女的“艰苦劳动”，在黑格尔看来构成了家庭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又是为了发展子女的“内在否定性”和独立意识，因此，其结果必然是要扬弃“情感一体化”。(25)在第二阶段上，黑格尔依然是循着“自然伦理”概念，研究通过契约调节的物主之间交换关系这样一种遭到克服的承认形式。这条通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路线被描述为一个权利普遍化的过程：主体在第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失去了特殊的有效性条件，被改造为依靠契约保障的普遍的权利要求。从现在开始，主体作为合法要求的承担者互相承认，并因此把对方塑造为物主。在交换过程中，主体作为“个人”互相联系，他们被授予了对一切提议的交换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形式”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单一个体依据法律条文所受到的承认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用一种定性来明确自我对立面”的自由。(26)

黑格尔有意选择用来描述承认的第二阶段的表达方式，充分地显示了他之所以仍然把这一阶段看作是伦理的“自然”形式的理由：权利关系一旦确立起来，也就形成了一种本身仍然被“特殊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状态，只有绝对伦理关系才完全从中解放出来。因为，在一种由承认的权利形式所规定了的社会组织中，主体仅仅是通过消极的自由，也就是说，仅仅是以否定社会给予的能力为基础，才相互包容，相互建构。承认的社会化运动虽然已经冲破了第一阶段上为情感家庭纽带所形成的特殊限制。但是，社会普遍化的进程首先要付出的代价是，个体在主体间得到的承认被虚空化和形式化了。如黑格尔所说，在社会内部，个体尚未被假定为“整体”，因此也还没有被假定为“根据差异重构起来的全体”。(27)

《伦理体系》的特殊性在于：黑格尔把各种不同的斗争与承认的两种“自然”形式对立起来，并用专门一章加以讨论。此后几年，黑格尔构想了一套社会哲学，想把承认的斗争从一个伦理阶段引向下一个伦理阶段，而在这里出现的只是基本伦理和绝对伦理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不同斗争的一个独特阶段。我们很难理解，是什么理论上的理由驱使黑格尔热衷于这种独特的模式，这是一种根据社会历史和发展逻辑都无法阐明的模式。这些理由一部分是由方法论上的压力带来的，这些压力与谢林认识论的体系运用是相伴而生的。还有一部分是与霍布斯直接对立的产物，因为这一对立可能激励黑格尔以一种一体化的方式描述没有冲突的伦理的“自然”状态。无论如何，黑格尔在这里都还没有运用他的斗争模式从理论上阐明承认运动在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相反，他是在不同的斗争的单一阶段上进行研究，表明这些斗争的集体效果是不断以新的冲突打断已经确立的互相承认过程。特别能够激起黑格尔兴趣的，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内在斗争过程，黑格尔的分析重点是从理论上把破坏行为解释为“犯罪”的表现。

黑格尔在文中区分了各种不同的破坏行为；在他看来，这些破坏行为代表了不同的犯罪形式。(28)通过把每一种类型的犯罪描述为抽象自由的消极行使（抽象自由在权利化的承认关系中已经被授予了主体），黑格尔把犯罪行为与伦理的先前阶段联系了起来。只要我们同时考虑到在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中就已经包含着“犯罪”的理论构想，法律形式和犯罪行为互相依赖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早期神学著作里，鉴于犯罪行为直接产生于个体的纯粹法律自由的不确定性，黑格尔认为，犯罪行为与法律关系的社会前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犯罪行为中，主体破坏了这么一个事实：作为自由权利的承担者，他们仅仅是在消极意义上被整合到社会集体生活当中。(29)但是，在新文本中，黑格尔没有进一步利用他在早期著作中为描述犯罪而提出的理论界定的另一个侧面。这里被排除的是关于动机的思考：一个罪犯的行为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法律关系结构中的抽象性和单向性的反动结构。由于缺乏肯定的构成要素，《伦理体系》没有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激起了犯罪行为？在论证中只有几处暗示的答案。例如，“自然的破坏”被认为对立于“文化的抽象”，在别的地方，黑格尔还说一般的犯罪就是“对立的对立”。(30)把这些表述集中起来，再把它们与更早的思想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测，黑格尔把犯罪的出现追溯到了一种不完整的承认状态：这样一来，罪犯的内在动机就在于他发现在现有的相互承认的水平上，他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承认。

这一范围广泛的理论进一步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它使我们能够揭破黑格尔理解不同种类犯罪的基础逻辑。只要我们记住黑格尔努力的目标是把犯罪追溯到承认的不完全形式，他呈现破坏行为的个体类型的秩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黑格尔把一种全然无目的的破坏行为纳入他的考虑之中。比如，他说在“自然的灭绝”或“自然的破坏”行为中，个体对那种已经形成的伦理的“抽象”经验作出无目的的反应。不甚明白的是，这是否就应该被认为是蔑视的基本形式构成了破坏行为的动机。而且，这种盲目的破坏行为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根本就不是犯罪，因为它们缺少法律上承认自由的社会前提。

严格意义上的犯罪仅仅是伴随着黑格尔在第二阶段上引入的否定行为而出现的。一个主体在抢劫别人时，他有意违反随着法律关系的建立已经发展起来的普遍承认形式。虽然黑格尔拒绝说明这种类型的破坏行为的动机，他的论证语境还是暗示了这些行为的动机可能在于他们对抽象法律承认本身的经验。支持着这一暗示的，不仅有黑格尔讨论“践踏法律”和“抢劫目标”时的行动主义特征，(31)而且还有他对与掠夺犯罪行为同时出现的冲突情景的进程所作的描述。抢劫犯罪最初仅仅把主体局限在其自身所有权的范围内。可是，主体同时也遭受了打击，以致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他作为“一个人”整个地受到了伤害。我们至此仍然活动在自然伦理阶段上，权利的抽象性“还没有获得现实性，还持存于某些本身是普遍的东西中”，(32)还缺少国家权威的执行权，所以每一个主体都必须独立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偷窃使每一个主体的整个认同都受到了威胁。(33)

受侵犯的主体对自身人格遭到伤害的唯一合适的反应，就是积极地反击进攻者，挺身进行自卫。以被伤害个人的反抗的方式，对侵害者的犯罪进行“反弹报复”，此乃黑格尔明确地称为“斗争”的第一系列行动。这里出现的斗争是“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是两个有法律能力的主体之间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承认双方不同的要求：一方面是无限度地扩张主体的主体性这一引起冲突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赢得社会对所有权的尊重的对应要求。黑格尔认为，两种要求的冲撞所引起的不可开交的斗争结果是一种事先就决定了的事实，其中分庭抗礼的双方只有一方可能无条件地把威胁归因于作为人格的自我，因为只有受伤害的主体在反抗中是为整个人格的完整性而斗争，而罪犯却纯粹是出于他的特殊利益而实施某种行为。所以，黑格尔当即断言，第一个遭到伤害的主体在斗争中“必定占据上风”，因为“斗争使这种个人伤害事关整个人格”。(34)

黑格尔循序渐进地研究了这种社会冲突：始于一次偷窃，终于对罪犯的“威压”，还有第三个也是最后的否定阶段即为名誉而斗争。单单从初始条件来看，这样一种冲突就体现了主体间分裂（Entzweiung）的严峻形式：冲突的基础不是侵害个体的权利要求，而是侵害个人人格的完整性。当然，黑格尔在这里再一次将这种引起冲突的特殊动机存而不论。一个人为何要通过伤害另一个主体的完整性来摧毁一种现存的承认关系框架，这一点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由于冲突双方都在为他们个体存在的“完整性”而斗争，因而，对于双方而言都已假定了一种整体性作为参照系。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罪犯的伤害行为背后的意图是想公开证明他的完整性，并进而表达承认完整性的诉求，可是，罪犯的伤害行为本身植根在一种先天的经验之中，即他的个体人格并未得到充分承认。

无论如何，在渐渐呈现的冲突中，对立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证明他们自己人格的“完整性”。根据当时的习惯用法，黑格尔把这种互相追求的意图还原为对“名誉”的需要。如黑格尔的文章所说，“名誉”最初被理解为一种对待自己的态度，通过这种态度，“单独的细节变得完整，形成了个性”。(35)“名誉”，因此就是我在积极认同我的一切特征和一切特性时所采取的对待自己的立场。但是，不言而喻，之所以会“为名誉而斗争”，是因为这种肯定的自我关系的可能性取决于其他主体的切实承认。只有在个体的特性、特征同时也得到了他的互动伙伴的认可和支持的程度上，个体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同一。所以，“名誉”揭示的是一种肯定的自我关系，这种关系在结构上与个体特殊性获得主体间承认的前提密切相关。为此，斗争中两个主体都在追求同一目标，也就是说，都致力于使对手信服他的独特人格值得承认，从而重建由于不同理由而受到伤害的名誉。但黑格尔进一步断言，只有他们互相证明为了名誉随时准备冒生命危险，他们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只有准备以死相拼，我才能公开证明，我的个体目标和个体特征对我而言比肉体的存亡更加重要。就这样，黑格尔把伤害引起的冲突发展为生死斗争，由于“（一个人的）整体受到了威胁”，(36)这种斗争始终都发生在法律所支持的诉求领域之外。

无论黑格尔在论“犯罪”的章节中所提供的论述在整体上是多么不清晰，他总算是第一次给他的理论目的作出了一种比较精确的概观。在社会冲突三个阶段，被卷进冲突的主体认同要求渐渐扩张，这一事实排除了赋予黑格尔所描述的破坏行为以一种纯粹否定意义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千差万别的冲突似乎正好构成了这么一个过程：通过给个体配备必要特征和洞察能力而为自然伦理向绝对伦理的过渡铺平了道路。黑格尔不仅要描述自由的消极表现是如何摧毁了初步承认的社会结构，他还要揭示，只有经过这些破坏行为，才能形成在伦理上更成熟的承认关系，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形成“自由公民的共同体”。(37)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区分出主体间行为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黑格尔为了赋予社会冲突以某种学习的实践道德潜能所遵循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显然是通过各种犯罪强加于他们的每一新挑战，主体才对他们自身独特的认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就是黑格尔力求在语言学上指出的从“个人”向“完整的个人”过渡的发展维度。在论述“自然伦理”一节中，“个人”一词指的是这样一个个体，他最初是从主体间承认其法律能力当中获得其认同的；相反，“完整的个人”指的则是这样的个体，他首先是从主体间对他的“特殊性”的承认中获得其认同的。但另一方面，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也就必须更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这是黑格尔让名誉斗争最后悄悄地由单个主体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对质，从而力求揭示的发展维度；最后，当这些共同体遭到了不同形式犯罪的挑战之后，个体就不再作为自为关涉的行动者，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相互对立了。(38)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发展维度联系起来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就可以理解黑格尔努力运用来说明自然伦理过渡到绝对伦理的发展过程。引导黑格尔的是这样一种信念：正是随着合法承认形式的破坏，我们才意识到主体间关系当中有一个环节可以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基础。因为，罪犯首先是侵害个人权利，其次是侵害个人名誉，从而使每一个体的特殊认同对共同体的依赖成为一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打破自然伦理的社会冲突使主体做好了互相承认的准备，他们作为彼此依赖同时又彻底个性化的个人而互相承认。

但是，在论证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第三个阶段，即必须发展为社会成员之间质的承认关系的阶段，仅仅被黑格尔看作是一种隐而不显的假设。论述犯罪之后，黑格尔阐明的是“绝对伦理”，在阐述过程中，未来共同体的主体间性基础被说成是一种特殊的主体关系，这里所使用的是“相互直观”范畴。个体“在每一其他个体中把他自己直观为他自己”(39)。黑格尔借用谢林的“直观”（Anschauung）概念表明，他的确有意用这一表述方式来命名一种超越了纯粹认识上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这一深入到情感领域的承认模式（黑格尔最可能提供的范畴是“团结”(40)），显然要为被法律关系所分离的个体在伦理共同体语境中可能的重聚提供交往基础。可惜，《伦理体系》的其余部分并没有沿着这条初具轮廓的有益思路展开。实际上，对承认理论尤其重要的论证线索在这一点上完全中断了，由此，黑格尔的文本就局限于说明以“绝对伦理”来规定政治关系的组织要素。结果，黑格尔的重构分析在先前诸阶段上未曾强调的困境与疑难，在文本结束时仍然不了了之。

《伦理体系》在整体上不够明确，其中首先就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人的伦理历史必须以承认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主线来进行重构？十分明显，由于黑格尔文本中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参照系统根本没有在理论上进行充分的发挥，以便把主体间承认的各种形式明确区别开来，因此，我们无疑可以反对上述理解。尽管论证过程中曾多次揭示了三种承认形式之间的区分，这些形式在实践确认的“方式”和“对象”上彼此不同：在家庭的情感承认关系中，人类个体是作为有具体需要的存在而被承认的；在法律的形式—认知承认关系中，个体是作为抽象的法人而被承认的；最后，在国家这一具有情绪启蒙意义的承认关系中，个体是作为具体的普遍，即作为特殊的社会化主体而被承认的。进一步说，如果在每一种承认关系中，制度和样态都可以更清楚地区分开来，那么，黑格尔心中的阶段理论就可以用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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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关于社会承认不同阶段的理论中，不同的承认方式对应于不同的个人概念，因此，一系列后果都从要求越来越高的承认媒介中表现出来。但在《伦理体系》中，明显缺少相应的概念区分，以致不可能毫不含糊地推论出某种确实存在的社会承认理论。即使可能从黑格尔对谢林认识模式的运用中找到对三种承认方式的明确区分，他的文本中也仍然明显缺少主体性理论的互补性概念，运用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对个人何以获得承认作出真正的区分。

《伦理体系》未能考虑到的第二个困难来自“犯罪”在伦理历史中的地位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黑格尔之所以赋予犯罪行为在伦理形成发展过程中以一种建设性的地位，是因为犯罪行为能缓和冲突，而又是这些冲突第一次使主体认识到基本的承认关系。但是，果真如此的话，承认运动中的“斗争”要素就不仅被赋予了一种消极—过渡的功用，而且被赋予了一种形成意识的积极功用。沿着“图1”中所示“普遍化”增长方向的斜线，“斗争”要素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表现了承认社会关系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过渡的实际可能性条件。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黑格尔的理论认为各种犯罪是没有动机的，这就使得犯罪在他的论证中不可能具有系统性。如果说，在这种理论结构中，社会冲突真的应该发挥重大的作用，即把各种特殊的承认规则明朗化，那么，就有必要从理论和概念上更加具体地阐明它的内在结构。因此，在《伦理体系》中，耶拿时期的黑格尔为了说明人类伦理历史而提出的社会哲学模式显然只是一个纲要。当时他仍然缺乏关键的工具，使他能够在理论上把费希特和霍布斯具体地调和起来。

黑格尔在开始用新的参照框架取代引导他的政治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框架时，迈出了走向更高精确性的关键一步。到现在为止，黑格尔一直都是从哲学的理念世界获得其“伦理”的基本概念的；对于这一理念世界，无论它被如何构想，对自然秩序的本体论参照总是具有根本的意义。所以，黑格尔会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仅仅描述为一种基本自然的分化，如此一来，这种关系的认知性质和道德性质就变得特别不确定了。但是，在写于1803—1804年，最初被称为“实在哲学I”的“第一精神哲学”(41)中，“自然”概念已失去了它涵盖一切的本体论意义。黑格尔不再用“自然”来命名整个现实性观念，而只是用它来指称作为他者同精神对立的现实领域，即前人类的物质自然。当然，在自然概念受到限制的同时，“精神”范畴或“意识”范畴也就越来越多地承担着精确地描述把社会生活世界和自然现实区分开来的结构原则的使命。因此，伦理领域在这里第一次被解放了出来，对精神反思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定义和概念区分完全开放。(42)一直绝对控制着《伦理体系》的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渐渐地让位于一种意识哲学理论。

这种概念的变化已经预示了最后体系的发展方向。在此转型过程中，1803—1804年的著作残篇只有一种过渡的地位。在这里，与国家相联系的伦理关系继续构成重构分析的中心，而且意识范畴仅仅是对伦理形式的说明，在这两重意义上，黑格尔仍然拘泥于他的原始研究的形式结构。(43)但是，即便如此，向意识哲学范畴的转化也足以赋予“承认的斗争”这一模式以一种显然是崭新的表达。黑格尔可能再也不会认为国家共同体的出现是伦理的原始“自然”形式的基本结构充满冲突的发展，相反，他必然要直接把它看作是塑造精神的过程。精神塑造过程的发生，经过了一系列语言、工具、家庭财产的中介步骤，通过运用这些中介步骤，意识渐渐学会把自己理解为“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直接统一”(44)，并相应地把自己理解为“整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承认”是指一种已经“合乎理想地”发展为整体的意识所采取的一个认知步骤，在这一环节上，它“在另一个整体即意识中把自己感知为存在的整体”(45)。在他人中感知自己这种经验必然会导致冲突和斗争，其原因在于，只有互相侵害对方的主体要求，个体才能了解到他人是否也在他们身上重新把自我指认为一个“整体”：

可是，作为一个单一［意识］整体，我的整体恰恰是这一为己之故而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整体；这一整体是否被承认，是否被尊重，除非通过他人反对我的整体的行动的现象，我就无从知道；同样，正如我对他人显示为整体一样，他人也必须同等地对我显示为整体。(46)

如这段话所示，与早期耶拿文本相比，黑格尔已经把关于承认的斗争的推理进一步加以理论化。向意识哲学的转化，使他能够毫不含糊地把引起冲突的动机置于人类精神之内，而人类精神又必须具有完整的结构，以便使它为了完全现实化而假设了对别人承认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只能通过冲突而获得。一方面，仅仅是通过体验别人对一种具有确定目标甚至是具有刺激性的挑战所作出的实际反应，个体才能确信他们得到了互动对手的承认。(47)另一方面，已经激起的冲突在伦理形成过程的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新的理论语境中似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就像在《伦理体系》中那样，冲突确实表现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机制，这种机制迫使主体互相认识，以致他们个人的整体意识与他者个人的整体意识最终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普遍”意识。和早期著作一样，这种“绝对”意识最后为黑格尔提供了未来理想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作为一种社会普遍化的中介，相互承认创造了这一理想共同体，同时也就形成了“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也出现了民族风俗的“生动的实在性”(48)。

虽然殊途同归，在结论中达到了粗略的共识，但在根本上，黑格尔的两个著作残篇之间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当然，两个文本都把为承认而斗争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在个体的意识形式去中心化的意义上，这一社会过程是向共同体逐渐整合。但只有早期文本，即《伦理体系》，才把同时作为个体化、增进自我能力的媒介这一更加重要的意义赋予了斗争。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的思想方法必然招致的理论分歧，那么，这种显著的对比在体系上就是可以理解的。如上所述，《伦理体系》中所描述的人类互动关系的变化是一种有明确方向的变化。由于黑格尔的文本以亚里士多德为参照系，上述重构分析一开始就集中在规范的交往关系上，个体在能够彼此理解为个体化的主体之前，就必须从这种规范的交往关系中分化出来。但是，把个别主体的解放与个体间发展着的交往联系起来看，他们都将是为承认而斗争所引发和驱动的；斗争让个体渐渐意识到他们的主体要求，就此而言，斗争同时也让主体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理性情感。只要黑格尔用意识理论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参照框架，并以此设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他就必须抛弃上述棘手的使命。因为，黑格尔重构分析的客观领域不再是源于社会互动的形式，即“伦理关系”，源于个体意识自我中介的不同阶段，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也就不能再被认为是本质上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东西。

至此，黑格尔的哲学探索还是始于交往行为的基本结构，但在1803—1804年著作残篇中，他的分析却始于个体与环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对质。这种对质带来的理智形成过程，即对于在直觉中已经实现的调停采取的精神反思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使一种整体意识出现在单个的主体身上，其次又随着为承认而斗争而向自我视野的普遍化和去中心化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的冲突已失去了它在《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因为，它不再同时代表个体意识形成的媒介，而只是留给它一种作为社会普遍化即向共同体整合的媒介的功能。黑格尔放弃了早期耶拿文本中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同时也放弃了人类生活中的原始主体间性概念，所以，他再也不会按照主体从既有的交往关系中获得形式上的解放来思考个体化过程了。事实上，他的伦理政治理论完全失去了“社会史”的特征，不再分析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而渐渐采取了一种分析个体如何构成社会的形式。

如果此说不谬，那么就可以断言，黑格尔转向意识哲学而获得的理论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强有力的主体间性精神。他在1803—1804年初步设想的体系中作出了一种理论上的修改，也第一次指出了更精确地在个体意识形成的各个阶段作出概念区分的理论可能性。同时，这也创造了区分各种个人概念（他的理论中一直缺乏这种概念）的机会。可是，为了主体性理论而获得的有利地位，是以一种交往理论的丧失为代价的，事实上，这种结果也已经隐含在参照亚里士多德而提出的概念当中。转向意识哲学，使黑格尔对人类原始的主体间性理念完全视而不见，从而阻碍了提出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的可能；要提出解决方案，就应该在主体间性理论框架内对个人自主性的不同程度作出必要的区分。但是，认知步骤给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理念带来的范畴上的优势和理论上的劣势，只有与那部用理论的转向得出临时结论的文本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估价。在1803—1804年的《实在哲学》手稿（这是《精神现象学》之前的定稿文本）中，黑格尔已经在刚刚获得的意识哲学范式框架中对精神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整体上的分析。尽管《伦理体系》的一切余韵实际上都消失了，“为承认而斗争”在这里还是有了一次系统的表达，可惜他在后来的政治哲学中再也没有作出同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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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请参阅霍斯特曼（Peter-Rolf Horstmann）：“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地位”（Über die Roll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Hegels politischer Philosophie），载里德尔（Manfred Riedel）编：《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文集》（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phie），第2卷，Frankfurt am Main，1975，第276页及以下诸页。关于黑格尔对英国国民经济学的接受，请参阅卢卡奇（Georg Lukacs）：《青年黑格尔》（Der junge Hegel），载《全集》（Werke），第8卷，Neuwied und Berlin，1967，特别是第2章第5节和第3章第5节。

(4)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Ü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Jenaer Schriften，载《全集》，第2卷，第475页。

(5)　同上，第446页及以下诸页。

(6)　同上，第458页及以下诸页。这里黑格尔沿用了其“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异”（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 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1801）中所得出的批判结论，请参阅Jenaer Schriften，同上；此外亦可参阅里德尔，“黑格尔对自然法的批判”（Hegels Kritik des Naturrechts），载其《黑格尔法哲学研究》（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1969，第42页及以下诸页。

(7)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前揭，第45页及以下诸页。

(8)　同上，第448页。

(9)　请参阅《走向阳光：黑格尔思想的发展》（Das Ältest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载Hegel，Werke：in zwanzig Bänden，第1卷，前揭，第234页及以下。关于讨论的具体情况，请参阅雅梅（Christoph Jamme）Helmut Schneider（编），《理性的神话：论黑格尔“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纲领”》（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 “Ältest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Frankfurt am Main，1984。

(10)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前揭，第471页。

(11)　关于“习俗”在这里的重要性，请参阅Miguel Giusti，Hegels Kritik der modernen Welt，Würzburg，1987，第35页及以下诸页。

(12)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前揭，第508页。

(13)　请参阅霍斯特曼：“论市民社会的作用”（Über die Roll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前揭，关于黑格尔的文章“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第279—287页。

(14)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前揭，第505页。

(15)　除了伊尔廷的《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外，请参阅Giusti，Hegels Kritik der modernen Welt，前揭，第49页及以下诸页。

(16)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前揭。

(17)　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前揭，第507页。

(18)　同上。

(19)　过去几年里，有两项非常优秀的研究了费希特之于青年黑格尔承认学说的意义，它们给我的启发很大。西佩（Ludwig Siep）：“为承认而斗争——论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中对霍布斯的解释”（Der Kampf um Anerkennang. Zu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bbes in den Jenaer schriften），载Hegel Studien，9，1974，第155页及以下诸页。又见维尔特（Andreas Wildt）：《自律与承认：黑格尔在费希特接受中的道德批判》（Autonomie und Anerkennang. hegels Moralitaetskrittik im Lichte Seiner Fichte-Rezeption），stuttgart，1982。在这些研究之前还有里德尔的著名论文“黑格尔对自然法理论的批评”。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另一条线索可追索到卢梭，在卢梭的《论不平等》之中，他把互相承认（s'apprécier mutuellement）当作人类社会化的中心维度引进到思考中，主张正是经过这一中心维度，每一种形式的犯罪都自我转化为一种伤害形式（Jean-Jacques Rousseau，A Discourse on Inequlity，tr. Maurice Cranston，Harmondsworth：Penguin，1984，pp.114ff.）。冯克—艾特尔向我指出这一点，对此我深表感谢。

(20)　请参阅黑格尔：“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异”，载Jenaer Schriften，前揭，第7页及以下诸页。这里请参阅第83页。

(21)　J. G. Fichte，“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 nach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Johann Gottlieb Fichte，Fichtes Werke，Immanuel Hermann Fichte编，第3卷，Berlin，1971，第1页及以下诸页，特别是第17页及以下诸页；请参阅西佩：《承认作为实践哲学的原则》（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Untersuchungen zu Hegels Jena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Freiburg/München，1974。

(22)　关于黑格尔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批判论述，请参阅西佩的论文“为承认而斗争”，前揭。关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关于霍布斯的论述，请参阅西佩：《承认作为实践哲学的原则》，前揭，1974。

(23)　请参阅伊尔廷：“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前揭，第3章。

(24)　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在解释中使用了直觉与概念交替包含的方法。从形式上说，这一程序构成了文本的三个主体部分：“论自然伦理”的一章，是概念包含直觉；论“犯罪”的一章，是直觉包含概念；论“绝对伦理”的一章，是直觉与概念“无涉”。假如我的理解不错，这一方法论程序一般说来和文本的社会哲学内容是没有关系的。

(25)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18页。

(26)　同上，第33页。

(27)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33页。

(28)　请参阅索朗热（Merciet-Josa Solange）：“Combat pour la reconnaissance et criminalité”，载亨里希和霍斯特曼编：《黑格尔的法哲学》（Hegels Philosophie des Rechts，Stuttgart：Klett-Cotta，1982），Stuttgart，第75页及以下诸页。

(29)　请参阅维尔特：《自律与承认》，前揭，第100页及以下诸页。

(30)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39页。

(31)　同上，第44页。

(32)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45页。

(33)　在此我接受了维尔特和西佩的解释，请参阅《自律与承认》，前揭，第324页；《承认作为实践哲学的原则》，前揭，第39页。

(34)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46页。

(35)　同上，第47页。

(36)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47页。

(37)　在这里，我当然反对里德尔在《黑格尔对自然法理论的批判》论述“犯罪”一章所作的解释，见第89页；里德尔认为，黑格尔讨论的冲突现象无论如何都不表示向“绝对伦理”阶段的过渡。

(38)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50页。

(39)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54页。

(40)　运用“团结”来解释青年黑格尔伦理理论的某些方面，这一想法得益于维尔特在“论黑格尔对雅各宾主义的批判”（Hegels Kritik des Jakobinismus）一文中提出的建议，载内格特（Oskar Negt）编：《现实性和黑格尔哲学的后果》（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Frankfurt，1970），第277页及以下诸页。但是，与他相反，我把这一概念更直接地与社会关系形式联系起来，黑格尔运用以承认为基础的伦理构想来具体说明的就是这一社会关系形式。罗斯（Gillian Rose）提出了一种类似的但更有力的对“相互承认”的解释，据此而指称一种“既不统治、也不压抑，而是承认他人之差异与同一”的关系。见他的著作《黑格尔与社会学》（Hegel contra Sociology），London：Athlone，1981，第69页。

(41)　关于这一文本的整体评述，请参阅迪辛（Klaus Düsing）和基默勒（Heinz Kimmerle）为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System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Hamburg，1986，第vvi页及以下诸页）撰写的导论。

(42)　请参阅霍斯特曼的优秀论文“黑格尔耶拿时期系统概念的转换问题”（Probleme der Wandlung in Hegels Jenaer Systemkonzeption），载Philosophische Rundschau，1972，第19期，第87页及以下诸页。

(43)　同上，第114页及以下诸页；亦可参阅西佩：《承认作为实践哲学的原则》，前揭，第182页及以下诸页。

(44)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189页。

(45)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217页。

(46)　同上，第218页，注释2。

(47)　维尔特对这个主题的意识理论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请参阅其《自律与承认》，前揭，第336页及以下诸页。

(48)　黑格尔：《伦理体系》，前揭，第223页。


第三章
为承认而斗争：关于黑格尔耶拿时期哲学中的社会理论

迄今为止，意识哲学在黑格尔著作中还只不过起到一种有限的作用，但它在《实在哲学》里承担着规定整个体系结构和论述方法的使命。黑格尔之所以能够把他的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表述出来，就在于他更加明确了“精神”（Geist）概念的理论前提。在费希特的不断影响下，黑格尔将精神的规定性特征视为“作为自我又作为自我之他者”(1)的能力：精神能使自身成为其自我之他者，又从那里回归其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具有自我分化的特征。只要黑格尔不只是把这一理论成就看作是个别的行为，而是看成一个过程中的运动形式，他就获得了一种据以理解现实性结构的同一性原则：决定着一切事件持久发展的法则，就是这一外化和回归的双向运动，而正是在这种永恒回复之中，精神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身。然而，由于这一发展过程一直都是反思过程，并以思想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哲学分析本身为了完成其系统目标就特别需要精确地重构这一过程。只要在方法上重构了发展过程的每一步骤，哲学无疑也就会到达精神完全自我分化并由此获得“绝对”的自我认识的终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整个黑格尔理论设计的结构就是以精神自我实现为模型建立起来的，恰如未来的成熟体系那样。即便不是在理论的具体实施中，那么在理论的观念中，黑格尔的理论也已经包含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大主干，在这种格局中，精神依次在内在结构、本质客观性的外化和向主体性领域的回归三个环节上表现了出来。

当然，在按照意识哲学展开整个理论设计的时候，黑格尔对于先前完全为伦理分析所占据的那部分理论也进行了调整。论述“精神哲学”的各个章节，现在必须描述清楚精神在通过反思从本质外化向自我回归的整个发展过程。为此，“精神哲学”各个部分就再也不能局限于解释伦理关系的结构了。毋宁说，体系的第三部分还得包括精神发展的最后步骤，也就是说，借助“艺术、宗教和科学”透视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复是国家的伦理关系，而是认识的三种媒介，为黑格尔说明人类意识中的精神发展过程提供了最高的“绝对”参照。因此，不妨根据个体意识形式对“艺术、宗教与科学”所能起到的作用来衡量这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这样，伦理理论也就失去了先前的核心功能，因为它一直都是“精神哲学”的参照框架。人类意识结构也不复作为构成维度而被整合于伦理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恰恰相反，人类交往的社会政治形式，在产生了三种精神自我认识媒介的意识发展过程中，仅仅是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伦理理论在黑格尔哲学中功能的丧失，比他对精神哲学内在结构所作的调整来得还要显著。新的结构原则基本上是旧的“社会理论”概念和意识哲学新的框架要求之间的调和。所以，黑格尔按照他的理论范畴把人类意识领域中重构精神发展的最初意图坚持了下来，以至于在国家的伦理关系中，一种社会共同体的成功形式的制度结构开始成型。至于他为什么要再次选择“结构”（Konstitution）这个概念作为他的体系最后部分的标题，这一点同样也要作上述理解；就如在《伦理体系》中一样，“结构”是指政治制度的配置方式。但在事实上，黑格尔再也不让精神的实现过程表现为国家关系的一种建制，而是展示了精神的实现过程只能是伴随着知识形式的出现，有了这些知识形式，精神“达到了真正的自我直观”(2)；因此，“结构”这个旧标题，现在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早期文本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涵盖了自此以往在《哲学全书》中被叫做“绝对精神”的一切。直到更加合适的名称置换黑格尔先前所用的名称（先前他之所以用这样的名称完全是出于理论连续性的考虑），用来描述精神发展阶段的其余两个标题也就可以理解了。

黑格尔着手重构的那一章本来是用来论述“自然伦理”的，现在被冠之以“主观精神”，这是讲演手稿的编者根据《哲学全书》的系统性而加上去的名称。相反，解释精神的社会实在性、同时又架通了入门阶段和“绝对领域”的第二章，则用了黑格尔自定的标题：“现实精神”。对照黑格尔的原意，这两个标题在理论上都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3)但是，从整体来看并辅之以第三章的合适标题，它们仍然还是揭示了黑格尔组织精神哲学的基本意图：精神的实现过程，是在人类意识领域内的自我表现，在这里必须被呈现为一系列阶段，它们在方法上依次出现，首先是个体主体的自我关系，其次是主体间的制度关系，最后是社会化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反思关系。不过，篇章划分（“主观精神”、“现实精神”和“绝对精神”）所暗示的三阶段结构，可能误导人们忽视了把“耶拿精神哲学讲演”和后来所有文本区分开来的特殊结构。在耶拿讲演中，黑格尔再次把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结构模式纳入精神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以至于这一模式可能变成一种驱动力，它尽管不是绝对精神出现的驱动力，但的确是伦理共同体发展的驱动力。

在黑格尔哲学分析的第一部分，他的方法是通过逐渐扩大主观精神，使之越来越多地包容个体主体意识的自我经验，从而重构主体精神的发展过程。这一重构过程的结构将显示出一个主体在把自己当作具有“权利”的个人，以及参与社会制度即参与“现实精神”之前整体上必须具有的关键经验。(4)为了揭示这一发展过程的认识方面，黑格尔首先诉之于一系列阶段，以想象力为中介，从直观导向用语言再现事物的能力。在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过程中，个体意识已经知道把自己看作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它独自创造了现实秩序，并在现实秩序中自己成为了“对象”（Gegenstand）。但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这样一种经验本身还不够充分，因为它仅仅是使主体意识到它只能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创造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精神发展过程的确需要拓展其实践的经验的维度，有了这一维度，理智就获得了“自己的主动性意识”，“即自己展示内容或者把自己变成内容”。(5)正如主体间的强制权利意识中存在的情形一样，主体对自我的充分经验，也只有在个体能够认识到他自己也是实践创造主体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所以，正是主观精神的对象化运动形成了黑格尔所剖析的主观精神发展过程的第二个方面。这一运动是按照一系列以实现个体意志为指归的许多阶段建构出来的。“意志”概念，是黑格尔通过费希特从“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中吸收过来的；在黑格尔的《实在哲学》中，“意志”概念是理解主体与整个实践世界之间关系的关键。(6)至此，主观精神还仅仅是被当作“理智”，因为它只是从它与现实的认识关系角度得到了考察。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只有当它超越了纯粹理论经验的境域，并通过实践把握了世界，主观精神才真正成为意志。由“意志”概念来命名的计划或意向，就不仅仅是自我对象化的驱动力了。不如说，意志所强调的是决断的品格，它和主体在遭遇行为客体时产生的把自己当作自己来经验的意图相伴而生：“意志的对象（das Wollende），即它要将自我设定为自我，将自我当作对象。”(7)黑格尔认为，意志的形成过程由自我经验形式构成，反过来，自我经验形式又来自自身意向的实践形式或“对象”形式。各个阶段的划分再一次产生于对法人自我意识之“完整性”的期待，由此也就可以得到理论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

黑格尔使个体发展过程的实践内涵开始于主体对自我的工具经验，他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劳动、工具和产品的内在联系中所固有的。与动物不同，人类精神不直接靠消耗对象来对“匮乏感”（未被满足的感觉）作出反应。在人类精神中，“纯粹欲望的满足”被“反映在其自身”中的劳动行为取而代之，而劳动延迟了追求满足的冲动过程，这是因为它生产了不被束缚于任何情境却只能存在于未来的消费对象。劳动行为常常伴随着“趋向冲动的‘自我’的分化”，(8)因为它要求惟有通过终止需要的直接满足方可获得的动机形式和训诫形式。人所释放和流向劳动中的能量当然要借工具之助，工具就是反映着与客体打交道的普遍经验的节约能量的手段装备。所以，黑格尔认为，一件“产品”，就是以工具为中介的劳动产物。在和产品的关系中，主体不仅发现他能够在理论上构造现实，而且发现“真正的现实内容就是通过产品而显示出来的”(9)。在这个意义上，在工具行为的产品中，理智就获得了“行动意识”，只要它仍然只是在认识上相关于世界，这种行动意识就必定无法被理智所把握。理智意识到它有能力在实践中创造对象，这一时刻就发生在它从一件产品中看到自己的活动具有了创造物的时候。但是，这种把劳动产品作为独立的成果反射回理智的实践活动在本性上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只有在自我训诫的强制下它才可以产生。在面对劳动结果的时候，主观精神把自我看作一种因自我节制而具有劳动能力的存在物。黑格尔还简要地把劳动说成是一种“自成物”的经验。(10)

如果用“事物”（Ding）的本体论概念所暗示的内容来强行解释这些命题，那么，就不难理解黑格尔何以一定要认为意志的第一个工具经验阶段是不完善的。因为在劳动过程中，主观精神仅仅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主动的“物”，即作为一种只是通过适应自然因果规律来获得劳动能力的存在而获得自我认识的，所以这种经验远远不足以把意识本身作为一个法人来发展。要想获得这种自我理解，至少还要求他能够把自己把握为一种与其他具有竞争要求的个人共存的主体间存在。因此，如果要解释个体权利意识的构成，就必须进一步沿着与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维度来扩展主体精神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就是在相互承认的最初形式中发现这一实践关系维度的。

黑格尔在引进这种新的主体间“意志”维度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渐渐表明，他把自己的思想附属于意识哲学的独白式前提。从方法论上说，向意志实现的主体间形式过渡，无疑是为了引进一个不可缺少的经验维度，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一维度，主观精神对自身的工具经验就被置于未完成的状态。但是，与他对已经成为意识哲学的理解的自我理解一致，黑格尔显然是被迫把这一过渡描述为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实质性阶段，而不是当作方法论操作的结果。黑格尔本人进一步担负的使命在这样的文本之中得到了解释，这一文本借助于极不协调、严格说来是以厌恶女人的方式把“诡计”（List）当作女性特征来对待。以机器代替工具的同时，主体意识变成了“狡诈”，因为它如往常一样，被迫知道如何在处置自然时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去控制自然力量。但是，任凭“其他人的活动互相承受”的能力只能属于女性心灵。因此，伴随着“狡诈”的出现，意志就必须自我分化为男女“两极”，以此来缓解其“存在的孤独”。(11)虽然这种女性互动伙伴的“演绎推论”后来被排除在论证过程之外，但黑格尔在这里扩大主观精神现实化的领域来涵盖性别关系的理论后果还仍然存在。在体系上看，作出这种推广行为的动机只能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解释：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关系应当为法人自我意识的构成引进一种附加的结构条件。

关于性别关系对工具活动的优势，尤其是相对于经验内容的优势，黑格尔认为，就在于相互自我认识的互惠性。在性别互动关系中，由于彼此都有被渴望的渴望，两个主体都能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相对于劳动行为和劳动结果，自我常常是作为一种物化的行为主体而表现出来，但在遇到他人延伸而来的渴望时，它也经验到自身是同样有着渴望的主体性，渴望他人的主体性。因此，性代表对立主体一体化的第一种形式：

每一方都同一于对方，而又正因为如此而互相对立；对方，通过它而互为对方存在，其本身就是他的自我。(12)

这种在对方中认识自我的互惠经验，仅仅是在它能够成为双方主体间共有认识的程度上，才发展为真正的爱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两个主体都认识到“对方同样在其对方认识其自我”，它才能拥有“对方……为我存在”的可靠“信任”。为了命名一种相似的在他者身上认识自我的关系，黑格尔第一次使用了“承认”概念：他在旁注中写道，在爱的关系中，“未开化的自然的自我”得到了“承认”。(13)

和《伦理体系》一样，黑格尔把爱的关系看成是一种最早确认主体的自然个体性的相互承认关系。而这个定义在这里显然获得了空前明了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的基础是主体性理论，而且，按照这种意义，只是意志主体在获得了被爱的经验之后才能第一次把自己当作一个有需要有欲望的主体。如果我们系统地概括这第二个命题，就会得到这么一个理论前提，即主体个人同一性的发展在原则上假设了几种来自其他主体的承认。因为人际关系对于工具行为的优越性明显在于下面的事实：在遭遇到交往伙伴时，这种关系给交往伙伴一种机会，让他们把自己当作个人来经验，而且，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也承认他者的存在。黑格尔的论证所显示的思想线索在关键一步上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化理论命题。社会化理论断言，主体同一性的形成和主体间互相承认的经验必然具有联系。黑格尔的思想引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如果个体不承认互动伙伴也是一个个人，那么他也就不能完全地、无限制地把自己明确为一个个人。这种承认关系的唯一隐秘含义可能在于，互惠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为这么一种义务关系，它要求但不强迫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彼此承认：假如我不承认我的互动伙伴也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相应的反应也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没有被当作同样具体的个人来承认，因为我恰恰否认了他所具有的可以让我自己得到自我确认的个性和能力。

我们由此结论也许可以看出，承认关系悄悄地提出了主体互惠的要求，但这对黑格尔却不是非常重要。他倍感兴趣的“爱”的承认关系，最初只是法人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必须与之有联系的一种特殊功能而已。在涉及那条关于“承认”旁注的段落中，我们可以读到系统的陈述：“爱还不是伦理本身，爱是……伦理的要素。”黑格尔接着写道，它所代表的“仅仅是它引起的预感”，即“现实中的理想预感”。(14)因此，在这两个命题中，爱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仅仅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通过确定它与伦理社会关系的距离来定位的。在这种意义上，当黑格尔继续努力依据准情欲的爱的关系来推论社会整体的情感联系时，他明显希望反对他青年时代过分沉迷的错误构想。这就说明（在《伦理体系》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趋势），为什么早期神学著作里赋予爱以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立场会被一种更加抽象和似乎合理的团结情感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我们正面表述上述来自《实在哲学》的两个命题，那么，对于作为一种承认关系的爱的关系在主体发展中所具有的功用，这些命题将提供有意义的见解。在我们的论证路线中，要说“爱”是一种“伦理要素”，就可能意味着：对每一主体而言，被爱的经验构成了参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必要前提。当这一命题被理解为关于成功的自我发展所需的情感条件的断言时，它也就显得十分可信了：一个人特殊冲动的自然性质得到了根本上的承认和肯定，只有这种情感才允许他发展基本的自信，让他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够介入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15)在这一论证路线中，黑格尔把“爱”进一步描述为“伦理的预感”，这个事实可能意味着，他把爱看作是一种原始的经验关系，人类只有在这一关系中才能认识到相互对立的主体之间一体化的可能性。若无被爱的情感，伦理共同体的理念要获得所谓内在心灵的再现形式就是不可能的。然而，第二个命题本身完全没有免除那种把社会束缚与性爱关系等同起来的原初错误所引起的联想。所以，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黑格尔将有意在对应于伦理共同体的整合形式和男人女人的情感关系之间作出足够清晰的区分。

关于爱的承认关系，关于个体可能把自己看作充满活力的主体性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黑格尔宣称还存在着可能增进个体内在经验潜能的两种途径。如我们所知，在情欲关系进入爱的关系而得以稳定化的过程中，在他者身上认识自我的互惠关系也已经发展成一种共识。通过制度化婚姻关系所确立的合作行为，这种主体间的共识现在采取了反思形式，因为它在客观的（Gegenständlich）的“第三者”身上获得了现实性；正如个体的劳动在工具中发现了媒介，夫妻之爱也在“家业”中发现了一种可以被看作是“他们永久持续存在的可能性”(16)的媒介。当然，家产和工具所共有的局限在于，它们仅仅是表达了那种必须被纳入自身之内的经验内容，不过这是一种无生命、无情感和不充分的表达：“但是这一对象之中尚无爱的要素，爱处于极端……爱还不是一种对象。”(17)为了无约束地在外部媒介中见证他们自己的爱，相爱的伴侣就必须进一步互相对象化。事实上，仅仅是随着子女的降生，爱才成为“最高认识”（Erkennende Erkennen），因为从今往后，夫妇面前就有孩子活生生地证明他们对对方意向的相互认识。在此，黑格尔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古典资产阶级家庭理论家，(18)他认为孩子就是男女之爱的最高体现：“在孩子身上他们看到了爱，这是他们作为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整体。”(19)

对黑格尔来说，在爱情发展的诸多形式中，当然没有一种形式本身就代表了能够使主观精神把自己看作是法人的经验关系。爱的关系所认可的，是原始承认关系的成熟形式，是它构成了同一性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因为它们在个人冲动的特殊性中再度肯定了个人，因此赋予个人一种不可缺少的基本自信。可是，在诸如家庭这样有限的互动框架中，向主体说明他必须承担在社会交往生活关系中由主体间担保的权利所赋予的角色，还仍然是无济于事的。从法人特性的构成条件问题看来，爱的承认关系本身就变成一个未完成的经验领域。因为，在家庭成员的相爱关系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冲突还没有使主观精神彻底错乱，而正是这些冲突迫使主观精神反思社会交往规则，寻求广泛包容而又普遍适用的规范。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普遍化的交往规范，主观精神就无从把自身当作具有主体间承认权利的个人。所以，黑格尔被迫再次沿着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之维度进一步延伸主体的发展过程。在《实在哲学》的论证中，黑格尔再次把在“为承认而斗争”中发现的理论结构作为手段，就是要达到上述目的。

这种对熟悉模式的再次挪用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这显然是因为如下事实：黑格尔第一次直接引进这一模式，展开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批判。迄今为止，“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批判含义，还只能从《伦理体系》的理论结构定位中间接地推导出来。但是，黑格尔在这里断言斗争的交往理论模式的前提更直接地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原始状态理论形成对质，转向与自然状态观念相关的一切难题，在文本中恰好对应于个体意志实现领域沿着附加维度延伸的方法论步骤。由于主体在家庭承认关系中还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权利的个人，黑格尔就重新在理论上把主体安置在一种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起码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类似于自然状态学说所描述的情境。他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显得比从前更加审慎，因为他再也不想把这种新的意志领域建立在精神自身的活动基础上，而仅仅是把它再现为一种纯粹的操作方法。一个家庭单元在分析意义上被安置在一系列同样的家庭单元近旁，进而产生了第一种集体交往生活状态。就这些共在的家庭都分别“拥有一片土地”(20)作为它们的经济财产来说，我们必须把他者排除在共有土地的使用之外。因此，随着不同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社会竞争关系，初看起来，这种竞争关系好像类似于自然法传统所描述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如常所示的自然状态，即自由冷漠的个体存在彼此对待的关系。自然法要回答的问题是，与这种关系一致，个体彼此之间具有什么权利和义务。(21)

黑格尔之所以要重提自然状态学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一学说所包含的模式似乎提供了一种对原始社会情境的合适描述，他有意把这一描述作为个体意志的附加经验领域纳入他的体系之中。鉴于这种互相竞争的危险处境，为了清楚地认识主体所必然面临的使命，黑格尔甚至还把上述理论推进了一大步，赞同并引用了霍布斯的著名命题：“他们［个体］唯一的关系就在于扬弃这种关系：超越自然状态（Exeundum e Statu naturae）。”(22)正是在沿用霍布斯理论这一关键观点之后，黑格尔在第二个步骤中发展了一种理论的反批判，就论辩的实质而言，这种反批判近似于自然法论文中的思想。像早期文本一样，黑格尔的主要反对意见在于：霍布斯本人无法把握向社会契约的过渡，这种过渡被当作一种在实践中必须发生在人为虚拟的自然状态环境中的事件。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从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的方法虚构出发，就根本上面对着同样的难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关系中，个体如何才能获得一种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黑格尔认为，不同的自然法理论传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具有同样的否定特征：“权利的决定因素”往往总是自外而内地“灌输”的，因为缔结契约的行为不是被显示为一种明智的要求（霍布斯），就是被显示为一种道德公设（康德、费希特）。对这一问题典型的哲学解释是，向社会契约的过渡是某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它是我的思想活动”，(23)由此，缔结契约的必然性就进入了名曰“自然状态”的情境结构之中。针对这种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指出，社会契约的出现以及法律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它们必然来源于自然状态自身的原始社会结构。这将不再是理论的必然性，而是经验的必然性，伴随着这种必然性，社会契约就出现在互相竞争的情境结构中。当然，为了使这种说法有几分可信，我们需要对自然状态的虚拟条件下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事件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

法，就是在个人行为中同他人的关系，即他们的自由存在的普遍要素或者决定性要素，或者对他们的空虚自由的限制。我不打算构想或者提出这种对自我的关系或对自我的限制；相反，对象就是普遍而言法的创造过程，也就是承认关系。(24)

黑格尔如何构想这种描述的参照框架，并按照这一框架用一种有别于传统理论的方法来把握发生在自然状态中的事件，对此，上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已经作出了说明。他的思想线索可以作如下理解：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为了揭示主体甚至在敌对竞争的条件下也能够在法的基础上独立解决冲突（如社会契约论所陈述的那样），理论焦点就必须转向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已经预先保证了最低限度的规范共识；因为只有在这些契约之前的相互承认关系中（这种相互承认关系决定了社会竞争关系），通过互惠限制各自自由领域的个人意志中的道德潜能才能积极地表现出来。据此，为了包括一种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维度，着手进行情境描述的社会本体论参照框架就需要在理论上延伸开来。对于刻画自然状态的社会环境，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事实，即甚至在冲突之前，主体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互相承认。因而，在黑格尔解释“承认的关系”的句子后面，紧跟着的实质上是系统性的断言：

在承认中，自我已不复成其为个体。它在承认中合法地存在，即它不再直接地存在。被承认的人，通过他的存在得到直接考虑因而得到承认，可是这种存在本身却是产生于“承认”这一概念。它是一个被承认的存在（Anerkanntes Sein）。人必然被承认，也必须给他人以承认。这种必然性是他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并不是对立于这种实在内容的我们的思想中的必然性。作为承认行为，人本身就是运动，这种运动本身同时也取代了其自然状态：他就是承认。(25)

把相互承认的义务整合于作为社会事实的自然状态，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上述段落就表明了黑格尔的解释。黑格尔这里的关键论证还仅仅是，全部人类的共存假设了主体间基本的相互肯定，因为舍此就没有任何别的共存形式能够存在。就这种相互肯定常常已经导致一定程度的个体自我束缚来说，还是存在着一种隐蔽的原始法律意识形式。可是，关于向社会契约的过渡，我们必须作这样的理解，即这一过程是主体在实践中完成的，在这个环节上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优先承认关系，还把这一关系明确地提升到主体间共有的法律关系。按照这一思想线索，我们还可以理解，黑格尔为什么能通过对自然法传统的内在批判，分析个体意志的新的经验阶段。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可以揭示自然状态中的社会关系似乎自动导致了主体间社会契约的产生，那么，主体学会把自己理解为法人的过程也就是可以把握的。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然法学说的内在批判，与对法人构成的内在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对敌对竞争中诸种行为作出精确的描述，纠正前人的偏颇，事实上准确再现了个体把自己当作具有主体间性和获得了权利的存在来认识的学习发展过程。所以，通过充分清晰地描述他的理论意图，黑格尔现在必须提供一种关于自然状态的不同描述。在他的文本中，这样的描述采取了一种说明的形式，它不是把多方面抢占财产引起的冲突解释成“为自我肯定而斗争”，而是解释成“为承认而斗争”。

由此出发，黑格尔以一种有别于霍布斯传统中常见思想的方式指明了冲突的起点，而这应当被假设为虚拟的普遍自然状态的特征。在黑格尔的学说中，家庭排外地占有财产，从一开始就是对集体社会生活的严重扰乱。他之所以作出这种解释，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说明的方法，从被动介入的主体视点出发仅仅是单方面来把握引发冲突的偶然事件。从这种视角来看，这种直接占有的行为自身就是一个事件，它把主体排斥在现实的交往语境之外，把主体放逐到孤立个体的境地，这些个体仅仅“为自己而存在”。这些被动介入的个体是“为他自己的存在，因为他不为他人，因为他亦被他人排斥于存在之外”。(26)这个开端图景的核心意义在于，黑格尔从一种动机情境中引申出被排斥主体的反应构成，而在和交往对手面对面的时候，主动积极的期待的落空形成了那种动机情境。和霍布斯不同，在黑格尔所描述的途径中，个体面对强占财产的反应不是他对于自己的生存受到持久威胁的恐惧，而是他自己遭到交往对手漠视所激起的情绪。这里存在着一种规范的期待，即我们愿意接受来自他人的承认，或者说，至少也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假定，即他人在他的行为计划里会给予我们积极的考虑，就是这种期待或假定被融合为人类交往的结构。所以，在黑格尔看来，被排斥的主体因掠夺财产而产生的侵犯行为，与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相比，就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交往中被漠视的个体之所以相应地表现出毁坏他人财产的欲望，原因并不在于他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引起他人的关注。黑格尔对于被排斥者的破坏行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赢得他人的注意：

被排斥者通过把他的被排斥的自为存在引入他人的所有财产，从而毁坏他人的财产，即毁坏他自己的财产。他毁灭其中的某些东西，这是一种类似于灭绝欲望的灭绝行为，目的是要给他自己一种自我意识，不是那种空洞的自我意识，而是那种在他人和他人的认识中确立的自我。(27)

在随后的一句话中黑格尔的表述更为简洁明了，他断定被排斥主体实际反抗的目的“不是否定，不是物，而是他人的自我认识”。(28)

从无产者的角度重构了冲突过程之后，黑格尔进一步从有产者的角度进行了同样的重构。在被打击的主体一方，财产被毁的经验产生了一种规范的激愤。因为，从他人的侵犯反应来看，被打击的主体回顾既往，他也认识到，在这种交往语境中他自己的行为，即财产原始掠夺，也必然获得了一种十分不同于最初赋予这一行为的意义。在积极行动中，进行财产掠夺的主体最初的兴趣纯粹在于财产本身，它在实施掠夺行为的同时，自我中心的意识仅仅关心通过占有额外对象来扩大它的经济财产。而交往对手的反应也首次确证了如下事实：在行动中交往对手也通过排斥他人使用对象，而间接地同社会环境发生关联。在这种意义上，他人也被包含在有产主体的自我占有之中而具有构成意义，因为他人使有产主体能够消解他最初的那种自为中心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进行财产掠夺的个体现在意识到他所做的完全不同于他所想做的事情。他的意图（Meinen）是，在他的存在与他自己，即他的不受抑制的自为存在之间建立起纯粹的关系。(29)

同时，由于其行动取向的中心已经被消解，被打击的主体又认识到他人打击的目标不是财产，而是作为人类个体的自我。它学会把破坏行为看作是他人为了激起它的反应而作出的努力。原始财产掠夺最终发展为一种冲突情境，冲突双方彼此敌对，但又都认识到彼此之间的社会依存性：

因而，双方被激怒了，互相对立起来，现在第二位［无产者］是伤害者，而第一位［有产者］是被伤害者；因为在占有行为中，第一位对他人一无所求，但第二位对第一位有所意欲，而生伤害之举：他所摧毁的不是事物的特殊形式，而是他人的劳动形式或活动形式。(30)

这种试图从介入主体实践表现的角度来再现自然状态原始情境的努力，引向了已经预示着对霍布斯理论进行彻底批评的第一个结论：如果双方认识到彼此依存并以此来充分地理解冲突的社会意义，那么，敌对的主体就不可能被看作是纯粹以自我为中心行动的孤独存在者。不如说，在他们的行动取向中，两个主体在卷入敌对冲突之前就已经积极地考虑到了对方。事实上，双方都已经预先把对方作为交往对手来加以接受，都有意让自己的活动相互依存。就无产者的主体来说，在它对他人肆无忌惮的财产掠夺产生的破灭感中，这种先行的肯定表现得十分明显。相反，就有产者的主体来说，它时刻准备接受他人对自身处境的意识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解释，这也表现了同样的先行肯定。对立双方纯粹是根据各自的行动取向的陈述内容就已经互相承认了，哪怕这种社会共识没有被他们意识到。

因此，黑格尔可以得出这样的正确结论：自然状态的冲突假定了主体间隐含的一致，不过这种一致在于彼此都把对方作为交往互动的伙伴予以肯定：

扬弃排斥已经发生；双方都在他们自身之外，双方都是一种知识（Ein Wissen），他们都是自为的对象。每一方都在对方身上意识到自己，他确实是一个被扬弃（Aufgehoben）的对象；同时，积极性又存在于每一方……每一方都在他自身之外。(31)

但是，与这种非主体化的交往前提相反，对立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感到他们原来就处在直接对立的情境中。黑格尔把这种毁灭了占有对象之后分化的主体间关系定义为一种“不平等关系”：一方面，原始的被打击的主体通过摧毁他人异化的财产在他人的意识中重建自我，从而获得一种在主体间得到再度强化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由于他人对情境的独特理解尚未得到主体间的认可，因此他必然感到被剥夺了刚才所说的那种认识。恰恰在被迫注意和肯定交往伙伴的时候，主体也缺乏通过承认对方来保护个体意志的可能性。为了说明这种不对称关系结构的实际形成过程，黑格尔再次简要地概括了他的论证作为应用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被他人承认，被他人当作绝对者”，这是自为存在的“现实性”。(32)被攻击的主体目前还缺乏被对手肯定的经验，所以它只能通过努力像交往伙伴一样地行动，再次获得主体间被证实的自我理解。它决定“不再确立它的存在，而是确立自我认识，即被他人承认”。(33)但是，与它的对手不一样，被打击的主体的所作所为，不仅是通过挑战行为提醒他人关注自我，而是所需更多。毋宁说，它必须证明，不是因为占有而是由于它的意图遭到了误解，它才被敌对力量毁坏了财产而惨遭伤害。无论如何，唯有通过生死斗争的意志行为来证明它的合法诉求比肉体存在更加重要，它才可以令他人信服。为此，黑格尔认为自然状态中冲突的中间阶段之延续就是斗争；被打击的主体，为了向他人证明其意志的道德绝对性，为了证明它是一个值得承认的个人，而迫使它的交往伙伴卷入这种斗争：

但为了作为绝对者，它必须将自己呈现为绝对者，呈现为意志，呈现为某种不再作为存在（作为占有），而是作为明显自为存在的东西，它的存在具有自我认识的意义，并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存在。但是，这种呈现就是它固有的存在自我执行的扬弃（Aufhebung）……对于作为意识的自我来说，其明显的意图是要他人死亡；同样也是要自己死亡，即自杀，因为它面对着危险。(34)

被伤害的主体通过一种死亡的威胁把他人卷入到生死斗争当中，这种斗争在黑格尔的重构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标志着个体形成过程中的特殊经验阶段，主体终于知道要将自己理解为一种享有权利的个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赋予斗争以实践道德力量的特殊经验性究竟是什么，黑格尔对这个关键问题竟然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他的主观精神结构学说的结论部分显得有些单薄，仅仅局限于作出直截了当的断言，即隐而不显却又真正得到实现的承认在互相以死亡相威胁的情境中必然产生一种主体间承认的法律关系。在生命的有限性经验中，个体意志已经经过了工具使用和爱的关系阶段，达到了它的既定目的。由于两个主体在生死斗争中已经“把他人看成是纯粹的自我”，所以，他们都拥有了“一种对意志的认识”，(35)在原则上，他的对手已经被当作享有权利的个人而被纳入到认识之中。在黑格尔的行文中，一切都只是简单的提示，他在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出现和死亡经验之间塑造了一种结构上的关联。因此，为了把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思想转化成一种可以通过论证加以完成的思想路线，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有力解释。

第一个解释出现在维尔特（Andreas Wildt）所发挥的命题中。他认为黑格尔不是在字面意义上，而仅仅是在隐喻意义上谈论“生死斗争”。就这种观点来说，这些极端的隐喻意味着，在生存遇到“威胁”的时刻，主体被迫认识到只有“在承认权利与义务的语境中”，有意义的生命才是可能的。(36)第二个解释与上述第一个解释一样，也把面对着自己生命的主体所具有的独白情境当作理论出发点。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对这个命题的发挥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黑格尔的“生死斗争”观念已经预示了存在主义的思想线索，因为在这一观念里，个体自由的可能性与个人本己死亡的未来确定性条件是紧密相关的。(37)相反，按照第三种主体间理论的解释，占据中心的不是个人本己的死亡，而是个人交往伙伴可能的死亡。(38)因为，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黑格尔的命题：仅仅因为对他人有限性的期待，主体才意识到存在的共同根基，在此基础上，他们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脆弱不堪和岌岌可危的存在。

但是，不管是这种假设的解释，或是科耶夫的解释，的确都无法说明为什么对自己之死或对他人之死的期待可能真正导致承认，特别是对个体权力诉求的承认。黑格尔在文本中虽没有进一步证明但还是由此出发：由于互相都认识到自己是要死的，斗争主体发现，他们已经承认他们的基本权利已经受到承认，并为主体间互为约束的法律关系悄悄地创造了社会基础。但是，为了对后来的发现作出合理的说明，无论如何都完全没有必要参照死亡的存在维度。因为，对交往伙伴的道德抵制这一简单事实就让主动打击的主体意识到，他人也像自己一样面对对手进入了一种隐藏着规范性期待的情境之中。仅此一点，但不是他人肯定其个体权力的方式，便使主体可能彼此把对方当作道德上容易受到伤害的个人来认识，进而互相肯定他们的基本的一体化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是认识到交往伙伴道德上易受伤害的社会经验，而不是对他人有限性的本体论认识，才能导致如下一种意识的产生，即承认的先行关系层次及其规范核心在法律关系中获得了一种主体间互为约束的形式。相反，黑格尔把死亡的经验当作主体间提出合法个体权利意识的前提条件，这样，他就越出了解释对象的界限了。黑格尔在他的理论结构中为个体有限性留下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点反映在向超越法律的承认形式的过渡所引起的理论困境中。

关于危及生命的斗争之最后阶段，黑格尔点到为止，语焉不详。他认为他在论述主观精神发展的篇章中为自己设立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照此看来，个体意志能够在对其他每一个体作出反应的基础上把自己理解为赋有权利的个人，所以，他也能够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当中。当然，黑格尔在这里让个体的发展走向终结，这一事实不应该误导我们认为普遍领域外于主体或高于主体。相反，黑格尔认为，社会的“精神现实性”即“普遍意志”是一种具有普遍涵盖力的媒介，它只能通过相互承认的主体间实践获得自我的再生产。“被承认的”领域，是通过所有个体发展过程结果的集中累积而形成的；相应地，又仅仅是靠个体向法人持续更新的发展来保持它的活力。在后来的论述中，黑格尔确实超越了这种非常静态的模式，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他再次把主体追求承认当作一种生产和变化的力量而纳入到他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当中：为承认而斗争，不仅是作为每一发展过程的结构要素而服务于市民社会精神要素的再生产，而且是作为法律发展的规范压力创造性地影响着精神再生产的内在形式。

进一步明确“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框架来自黑格尔在“主观精神”之后一章为他自己所设立的特殊任务。在这一章里，按照他全部计划的陈述逻辑，黑格尔必须在个体意志进入社会现实所到达的新阶段上重构精神发展过程。但是，社会领域只能由法律关系来加以建构，而且这些法律关系迄今为止还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所以他遇到的现实挑战是把社会现实的结构当作法律现实化的过程。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法律关系之所以代表了主体间的基础，是因为它们迫使所有人依照合法的诉求来对待每一个主体。黑格尔认为，与爱情不一样，法律代表了一种互相承认的形式，在结构上规定了对密切的社会关系的特殊领域的约束。因此，一个社会仅仅是随着“法人”的确立才产生最低限度的交往共识即“普遍意志”，因为核心制度的集体再生产成为了可能。仅当全体社会成员互相尊重他们合法的诉求，他们才能以合作完成团体使命所必须的方式相互建立非冲突的社会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思考的法律关系的简单原则当然还不能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因为，关于个别主体究竟具有哪些权利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悬而未决。在某种程度上，与“抽象的承认”相关，在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体形成过程最终汇集的交汇点上，法人在哪些方面和何等程度上必须互相承认，还是一个未知数。(39)故此，在《精神哲学》第二章，黑格尔重构了作为形成过程的社会现实的发展，通过这一过程，抽象法律承认关系的实质内涵渐渐有了扩展。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制度结构，它产生于法律关系不断具体化的新形式。

只要我们简单讨论一下那些直接从主观精神整合为“被承认”领域过程中产生的个体权利诉求，就不难把握上述任务。由于人类个体最初可能被抽象地定义为一个“既享受又劳动”(40)的存在，所以，黑格尔毫不犹豫地认为社会制度的形成过程始于人类个体这两个特征在法律上的普遍化：对于个体“欲望”的意义是，它获得了“抛头露面的权利”，(41)也就是说，它被转化为一种以需要为基础的诉求，个体可以合法地期待他的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这又暗含着个体劳动被转化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再以清楚明白的方式服务于他自己的需要，而是“抽象地”服务于他人的需要。需要转化为合法消费利益，就要求把劳动过程与直接满足需要的意图区分开来：“每一个人都满足许多人的需要，而满足个人许多特殊需要的是许多他人的劳动。”(42)但是，抽象劳动产品要能够体现出无个性地指向他们的需要，就必须假设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具体化。主体必须彼此承认通过劳动创造和成为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性，以至于有一种合法占有财产的合适份额可以用来交换他们所选择的产品。黑格尔在交换中看到了法人之间互惠行为的原型。他认为交换价值代表了主体之间的共识精神：

普遍性的事物就是价值；可感知的运动就是交换。同样的普遍性像意识运动一样作为中介。财产是以被承认为中介的直接占有，或者说，它的存在就是精神实质。(43)

黑格尔仍然认为，共同构成社会劳动系统功能前提的财产与交换制度，也是人类按照法律承认关系组织人与现实基本关系的直接后果。“被承认的直接性”领域在引进“契约”之前尚未彻底取消。所以，已经隐含在交换中的行为取向互惠性意识要求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认识反思形式。在契约中，现实交换行为被互相清楚表达的未来义务取而代之：“它是一种公开宣布的交换，而不再是物与物的交换，却又与物本身一样重要。交换双方的意志一样重要，意志被再次转化成意志概念。”(44)

在这个意义上，契约关系的出现，伴随着制度化承认形式的具体内涵的不断扩大。因为，正是依据自我约束于其实践表现的道德内容的特殊能力，法律主体才把自己确认为契约伙伴：“以契约形式承认我的个人性，就允许我作为存在者，使我的诺言具有实践意义。这就是说：我，我的纯粹意志，与我的存在不可分离，我的意志和我的存在是等同的。”(45)当然，黑格尔也认为，法律承认的具体化常常也带来了非法的可能性。如在早期著作中，他假设在契约关系和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关联。但现在他认为，这种关联在于，契约给主体一种持续违背诺言的机会，因为契约在形式上的保证和行动的实际完成之间敞开了时间的裂口：“对存在与时间的冷漠”(46)使契约关系尤其脆弱，时时受到违法的威胁。

黑格尔把违约解释为“个体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分裂，而没有考虑到它可能也是蓄意的欺骗：

因为我的个体意志是如此予以考虑的——不仅我的意志是共有的，而且我的意志也是如此予以考虑的，以至于公共意志也分有了它，所以我可能单方面毁约……实际上存在这一差别，所以我毁约。(47)

对这个以自我为中心退出契约关系的主体，一种合适的对策是运用法律强制力量的手段。通过运用这种手段，由法律关系构成的集体努力强制那些言而无信的人继续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从承认互惠性法则的规范内容中，黑格尔毫不踌躇地推知运用强制力量的合法性：如果主体不接受从自愿同意到契约规定的义务，它就破坏了首先给予它法人地位的承认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运用强制力量是可以保护犯罪主体免于脱离社会交往网络的最后招数：

我的诺言必须算数，这倒不是以我应该保持一致的道德为基础，也不会改变我的内在倾向或信念（因为我可能会改变它们）。但是，仅仅因为被承认，我的意志才存在。我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我的意志被承认；我的诺言是无法信赖的，也就是说，我的意志仅仅是我的（Mein）纯粹的意见（Meinung）……我是受强制去做人的。(48)

随着对违约者法律强制的产生，冲突过程展开了一种取向，使黑格尔能够假设在法律关系阶段也存在着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得到这一关键的结论，我们只要进一步定义法律强制的运用，而强制反过来又必然在主体身上引起一种被蔑视感。黑格尔努力在必须忍受法律强制和走向犯罪之间标示出一种动机上的关联，从而发展了上述理论。在他看来，对每一个认识到自己是法律主体、必须在交往中肯定他的诉求的个人，法律强制的经验必然表现了对他的个人性的伤害。因为违约个体可能已经把他自己理解为具有这种保证的主体，因此会作出伴随着愤怒情感的反应。可是，这种情感又只有在侵犯行为中才找到合适的表达。黑格尔对这样的推理如此深信不疑，以致他认为他大笔一挥就可以勾销以不同于社会蔑视的动机来解释犯罪的努力：

犯罪的内在动力来自法律的强制力量；危急事变等等，都是属于动物需要的外因，但真正的犯罪针对的是个人及其对个人的认识，因为罪犯是理智的。他的内在正当性，是必须被考虑、被承认的强制，他个体权力意志的对立物。他虽然名不见经传，却不希望无足轻重，所以他蔑视公共意志而行使自己的意志。(49)

这段话中，黑格尔用承认理论来解释犯罪，这就不仅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够在法律领域中复活为承认而斗争，进而展开思考；而且还充实了“伦理体系”中因缺少必要的犯罪动机理论而留下的理论缺口。犯罪是蓄意破坏“普遍承认”的行为。在罪犯方面，他充分意识到了“他正在伤害一个人，一个本身（an sich）就被承认了的人”(50)这一事实。这样一种伤害行为的动机在于，一个人感到在法律强制的运用中，他“自己意志”的独特性没有得到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高级法律阶段构成部分而发生在犯罪情况下的事件，与作为个体发展条件构成部分而发生在生死斗争情况下的事件是相同的。借助于一种挑衅的行为，主体努力激起单个他人或集体他人尊重仍然没有得到现行交往形式承人的期待。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在个体形成过程中，尚未被承认的个人层次是那些旨在独立控制个人生命再生产方式的诉求。因此，承认的圆满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化的进程，因为每一个个体都能认识到他自己既是独立法人又是建立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社会共同体成员。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在“普遍意志”形成过程中，未被承认的层次显然只能在于那些在权利义务平等的条件下与个体志向的实现相关的诉求。在这种仍然非常含糊的意义上，我们起码可以理解犯罪的目的是肯定“个体意志”这一命题。但是，黑格尔把个体的独特性遭到蔑视的经验与法律强制的运用联系起来，从而使他想表达的意义理解起来更加困难了。一个主体，在法律强制之下被迫履行契约一致规定的义务，这对于他实现自己意志的要求来说，必定产生一种被伤害感，但这种情形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不难看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预示了解释法律关系中为承认而斗争的地位的方式。黑格尔把“个体意志”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构成的过程都看作是法律承认的意义渐渐具体化的过程。正如在《伦理体系》中一样，犯罪行为必须获得一种道德挑衅的催化功能，促使联合起来的法律主体的“普遍意志”进一步分化。可是，“普遍意志”的内涵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体现，反过来又只能以被蔑视的主体用隐秘的犯罪形式诉之于社会的规范期待。因此，为承认而斗争在社会现实层面上获得了怎样的地位，取决于解决理解难题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黑格尔关于“犯罪内在动力”的命题提供给我们的。

对于黑格尔简明扼要却又含糊其词的观点，可能存在两种解释，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客观统一性的假说。第一种解释是，可以把违约主体在抽离个人具体条件的时候所经验到的特殊蔑视理解为法律强制的结果。“个体意志”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因为，制度化的法律规范的运用以及契约关系都以抽象的形式行使，以至于在特殊语境中个体毁约的动机还没有引起注意。按照这种解释，法律强制的伤害性质是法律规范运用的错误的形式主义产物，它撇开了一切具体情形和具体环境。与此相应的是，集体法律主体对犯罪挑激行为必须作出的反应，就是一定要坚持提高法律规范运用中的情境敏感性。而第二种解释是，我们还可以在抽离实现个体意图的物质条件的意义上理解蔑视行为，因为它与实施法律强制紧密相关。(51)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意志”也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因为，制度化的法律规范以及契约关系的构成是如此的抽象，以致个体实现法律保证的自由的机会还没有引起注意。因此，按照第二种解释，法律强制的伤害性质也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不过不是规范运用而是法律规范内容本身的形式主义。所以，犯罪的道德挑衅结果让我们学会一定要沿着机会实质平等的维度去扩展法律规范。

但是，一个问题可能会对所谓的事态作出两种解释，对这个问题的决断，在本质上取决于黑格尔的论证本身。因为，一旦认识到法律关系具体化的下一步骤的可能性，犯罪起因就会通过回溯得以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且也可能确定会招致什么类型的社会蔑视。但令人吃惊的是，黑格尔认为，犯罪的道德挑衅所引起的唯一变革效应，是从非正式组织到国家组织关系即从自然法到实证法的过渡来对法律进行制度重构。相反，在他的分析中，对于会影响到法律承认的内容或结构的进程，却只字未提。黑格尔非常系统地分析了向以国家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过渡，就像康德在他的“权利学说”(52)中借助于中介概念“惩罚”所分析的那样。由于犯罪是个体对普遍意志的伤害行为，所以，反过来，普遍意志的反应又必然以重建它对犯罪个体的主体间权力为目标。但是，“被伤害的普遍承认的倒转”(53)采取了惩罚罪犯的形式，罪犯的行为受到了报复，以至于最后重建了被毁坏的法律承认关系。通过严厉的惩罚，那种把社会生活仅仅当作精神要素来确定的道德规范到现在才进入外在表象世界。所以，在执行惩罚的过程中，集体法律主体在客观法律形式中第一次获得了他们共有的规范性。而客观法律反过来又表现为否定命令的总和，这些命令在国家制裁的威严下，正式统治着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正如上文所说，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进步仅仅反映在法律关系的制度层面上：在犯罪的压力之下，法律规范获得了公共控制的法律命令的品质，同时也获得了国家的裁决力量，但它的道德内容并没有进一步地具体化和分化。但是，如果说，罪犯所引起的实际的法律关系变革仅仅局限在单一的制度层面上，那么，犯罪行为的实际诉求就无法获得任何社会意义。因为，犯罪行为隐藏着明确目的，这一目的不依赖于对它的具体解释，无论如何都必须被看成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克服，而仅仅靠建立国家制裁机构，并不能规避犯罪的伤害效果。因此，犯罪必须被追溯到蔑视感那里，其规范原因是它自身可能造成的法律变革所不能真正消除的。就其发生来说，必须发动一种变革来纠正法律形式中的错误，它们在运用中太抽象，在内容上又过分形式化。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文本既没有指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中哪一种解释可能包含着对犯罪的最合适解释，他的分析也没有与其特有的标准统一起来，因为他的分析原是打算揭示罪犯行为中对法律承认的根本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最终无法被整合到法律关系框架当中。黑格尔再次在普遍意志层次上把为承认而斗争看作是发展过程的驱动力量，所以，他让这种斗争产生道德要求，又不能为这些要求指出法律兑现的合适形式。法律关系发展本身再次服从于为承认而斗争的规范压力，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观点，但在整个文本中仍然还只是一个暗示而已。

我们当然批评说黑格尔仅仅是赋予了承认“个体意志”在国家伦理关系中的固有地位。在《伦理体系》中，主体要求尊重其生命的个体特殊性，但在法律领域中并未满足这一要求，而仅仅是在国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领域中确认了这一要求。就其思想实质而言，黑格尔早期著作中为此提供的理论论证对《实在哲学》也一样有效。因为，法律体现了每一个人作为同样诉求的承担者经历平等尊重的相互承认关系，所以，法律就不可能只是作为尊重每一个体特殊生命历史的媒介。相反，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被个体化的承认形式，除了假设认识活动之外，还假设了一种情感关怀的要素，使个体可能经验到他人就是要将个体现实化的危险对象。如果我们从论述“现实精神”这一章中揭露出这一命题，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黑格尔为何不让罪犯的隐秘要求在法律关系中得到满足：正如罪犯行为所要求的那样，对个体的个人“意志”的尊重只有在承认关系中才能获得彻底实现，因为不像以法律为基础的关系，承认关系还受到了社会情感关怀的支持。尽管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黑格尔为什么在理论上也不探索这些法律关系具体化的诸种形式，它们从来都是通过更深刻地说明个体特殊情境从内部缓和法律关系的形式倾向。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不仅必须注意法律中新的社会内容，而且还必须注意法律实施过程在情境上的敏感形式。但是，这一命题可能并没有使黑格尔完全忽视这个难题自身，而且他还认为，只有在他的研究的另一阶段上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依照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述的一切，黑格尔所说的另一阶段也许只能存在于他开始讨论伦理领域与社会生活整合的地方。因为正如《伦理体系》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在互相承认所能建立的制度框架中，主体的“个体意志”才能得到社会的确认。毋庸置疑，《实在哲学》所依据的意识哲学建筑术从一开始就赋予同一领域以一种完全有别于黑格尔早期著作亚里士多德主义基本结构的地位。现在，它不是指社会生活潜能的精神密集的高潮，而是指精神开始向自身媒介返回的特殊发展阶段。在“现实精神”这个标题下，黑格尔探讨的是精神向社会现实客观性的外化运动，并一直追溯到立法权力出现和国家制度框架的建立。在他看来，法律承认的关系，即社会生活的精神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从一切剩余的主观专断意志（Willkür）中解脱了出来，把自身彻底付诸了实现。这就为新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由此，精神可以从社会客观性返回到它自身的媒介当中。但是，黑格尔根据他的原始前提对精神返回自身的第一步深入进行了思考：精神只有通过再一次努力，才能完成它在上一形式阶段中的自我呈现。在黑格尔看来，正是精神在一种完善的法律现实媒介中的自我反思，才构成了国家形成和伦理建立的过程。

如果伦理领域的结构是按照精神自我反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就不能不对这一领域中的社会关系所引发的观念产生影响。回顾一下《伦理体系》，让人对体系产生了期待：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将要更加具体地说明理想的共同体观念，同时还要更加具体地说明一切主体生活历史的独特性在主体间得到承认的方式。因此，随着理论语境的拓宽，对相互尊重形式必然会有更准确的描述，而早期著作仅仅是把它含糊地定义为“理智直观”。此外，我们的期待还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实在哲学》已经基本上把“主观精神”和“现实精神”的发展过程当作独立的阶段，在其结构发展中表现出了互相承认关系的崭新潜能：精神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的经验可以继续被理解为爱的关系的渐渐实现，而在第二个阶段上则只能被解释为法律关系的紧张实现。如果黑格尔努力满足这一理论期待，他就一定会把国家伦理领域理解为一种主体间性关系，社会成员恰恰是在相互承认独特性的程度上认为自己将要彼此和解。每一个人对于他者的生活历史的独特性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社会共有风俗（Sitten）的习性基础。但是，这样一种伦理概念是黑格尔现在所想象不到的。由于黑格尔以精神的自我呈现为模型来理解伦理领域的组织，所以这样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他的阐释之中。在这一方面，意识哲学的建筑术最终依然占据着“承认理论”的核心：黑格尔被迫使整体和部分的等级结构投射到伦理共同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当中，并且根据这样一种等级结构，在精神对自身外化环节的反思行为中揭示了伦理共同体的构成。

用承认理论来构想伦理生活，其前提在于，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因此，用以描述共同体构成前提的基本概念，就必须适合交往关系的规范特征。就此而言，“承认”概念是一种特别合适的工具，因为它可以系统地区分与承认所引起的互相尊重模型相关的社会互动形式。黑格尔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在《实在哲学》中却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理论范畴构造了他的伦理理论。他运用的各种范畴并不是指社会成员的交往关系，而通常只是指社会成员与国家统治机构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反思活动的制度体现，通过反思活动，精神在先前被废除的权利现实性阶段上再次把自我呈现出来。可是，如果国家代替精神活动，那么它就必须把交往关系维持在法律领域内主体平等的层次上，然后把这种关系转化成它的客观化环节。与此相应，伦理领域的结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社会生活的全部要素都成为高高在上的国家的构成要素。这就产生了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对等的依存关系，它十分类似于根本上制约着精神及其外化产物的关系。在国家中，普遍意志必须将自我集合为一个“整体”(54)，集结为一个单一的权力机关，反过来它又必须与权力的承担者即法人以制约精神产物的形式发生关系。因此，黑格尔只不过是以社会化主体所具有的实证关系为基础描述了伦理领域。不过，这种关系不是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作为精神体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的学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这种权威形态的文化习惯，但是在“承认理论”所构想的伦理概念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应当是特殊而又高度严格的相互承认形式。

但是，黑格尔用意识哲学理论来建构国家，他自身的论证必然会得出一种不同的“实体论”的伦理模式，(55)其结果在他分析的每一层次上都反映了出来。一开始，他并没有把国家的建立追溯到主体间冲突事件（这和法律关系的形成有所不同），而是通过卡里斯玛型领袖的专横统治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因为，仅仅是面对领袖的单一行为力量，我们才预感到精神的“绝对意志”，所以，也唯有领袖才能强力推行那种必须先于国家权力的确立而存在的社会服从。精神的主体性可能只反映在个体英雄的特殊性当中，而这些个体英雄反过来又树立了国家独裁权威的模范形象：

所有的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由伟人高贵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伟人之力量不在于肉体，因为许多人在肉体上都比他强悍……认识绝对意志，表达绝对意志，就是伟人的优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是众人的神明。(56)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发现黑格尔的著作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作出肯定论述的文字非常稀少。因为，他按照精神自我实现的模式来思考国家，接着又势必会认为国家的起源是单方面的征服行为，一般说来，这种路子更加靠近创立现代社会哲学的一代思想家，所以，黑格尔可以压制一个承认理论家的所有怀疑，给予“原则”以无条件的尊重：

就是在这种伟大的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在国家的构造过程中，所谓叛逆、欺骗、残忍等，一般都不带有邪恶的意义，而具有同它自身和解的意义。(57)

黑格尔在分析的第一个阶段上为解释国家的形成所援引的同样理由，在下一个阶段被他用来论证国家组织的君主制形式。由于国家在制度上所体现的精神主体性在社会领域仅仅可以被描述为独特的个人，所以政府代表机构的领导者必须是世袭的君主。如果不是根据君主立宪制，黑格尔根本无法思考政治意志的发展模式，因为他用意识哲学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构要求最终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某个个人手里：

自由的普遍即个体的支点，这种个体性也摆脱了全体所共享的认识，不是由全体所构成。在政府一极，就如在直接自然的个体一极一样，是世袭的君主。他是全体稳固的直接的结合点。(58)

黑格尔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纯化了伦理领域的主体间性，这点最终在他讨论伦理教化公民角色的章节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这一章里，我们已经发现了“市民”（Bourgeois）和“公民”（Citoyen）这两个概念。它们承担着两种不同的功能，只要政治共同体是建立在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就必须充当这样的角色。在第一种功能中，人们在法律调节的市场交换框架内以“个体为目的”追求私人利益。而在第二种功能中，人们以“普遍性自身为目的”(59)积极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一方面，黑格尔从主体间法律承认关系中直接推出了“市民”的地位，即它作为能形成契约的目的理性主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公民”的地位只能在与国家的绝对普遍性的关系中得以确定。不像法律主体，“公民”不再被当作拥有与其他同样能自我认识到公民身份的个体进行交往的能力和品质的社会个人。相反，公民的自我意识是在孤独主体与其客观再现伦理整体理念的部分的反思关系中构成的。所以，伦理关系

是教化［个体］服从共同体的运动。决定一切的是这一存在本质。第二位［要素］是发生于此的信赖，即个体在这要素中同样也认识到自我即本质，虽然不知道和不理解他是通过什么联系、什么安排如何在自我中延存的。(60)

当然，这一定义最后得到的只是否定的结果，而我们是通过《实在哲学》中讨论伦理的章节得到这一否定结果的。并没有像人们实际期待的那样，黑格尔不认为国家行为领域是实现承认关系的中心场所，个体在其中产生了对生活历史独特性的尊重。黑格尔之所以没有形成这种认识，其原因在于，他把整个伦理领域看作是精神自我反思的客观化形式，以致主体间关系的地位自始至终都被主体和它的外化环节之间的关系所取代。一言以蔽之，伦理成了一种独白式的精神形式，不再构成具有特殊要求的主体间性形式。当然，黑格尔在早些时候还希望把法人和社会现实的构成理解为精神以外化和回归的形式完成的发展阶段。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意识哲学的框架当中强调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以致这种关系必须成为这些发展过程的中介。所以，正如先前在《伦理体系》中一样，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可能再次将交往世界的结构描绘为一种伦理的学习过程，经过不同的斗争阶段向更高要求的互相承认关系发展。如果他前后一致，把这一过程的逻辑贯彻到伦理共同体的结构当中，那就可能开创出社会互动的形式，使每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个人都会重视一种以团结为基础的承认情感。此外，这还可能在一种比集中于个体权利冲突的主体间关系更合适的语境中来定位死亡经验，与他人遭遇的经验在情绪上的意义的确没有逃过黑格尔的慧眼。但是，向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概念的转换，这一步骤在黑格尔那里却没有付诸实现。最终，在黑格尔思想中，意识哲学纲领取得了对一切主体间理论观点的主导优势，以致在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主体间理论的实质内容也是完全按照精神的自我关系模型来思考的。所以，两大主题直到《实在哲学》结束时仍然是悬而未决：一是黑格尔自己在解释“犯罪”时提出的“个体意志”的命运，二是“真正自由共同体”的未来前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著作中曾经以这一主题为出发点。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伦理”的主体间性概念作为前提，可是，在黑格尔彻底完成意识哲学转向之后，这个概念就无从寻觅了。

黑格尔再也没有回到耶拿时期以新颖却又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文字所表述的接触方案。沿着《实在哲学》的路子，他结束了耶拿著述时代，开始了未来创作过程，在这些理论文本中，我们发现一种缺少立足点的体系：《精神现象学》把自我意识发展的独特功能派给了为承认而斗争，而这个位置曾经属于那种贯穿在每一阶段驱动精神过程的道德力量。就主奴辩证法中的这一意义而言，主体间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与劳动中的实践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的特殊逻辑几乎完全从视野中消逝了。(61)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现象学》中那一崭新的、在方法论上确实具有优势的概念实际上表明，黑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型。结果就是向他早期的直觉观念回归，而一直都不完善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却被堵死了。因此，在此后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只能发现耶拿方案的一些踪迹，但是，人类认同的主体间性概念，各种承认中介的区分，以及相伴而生的承认关系的分辨，和道德斗争的历史创造角色的观念等等，所有这一切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都确实没有再获得体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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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体系再现：社会承认关系的结构

黑格尔的源始方案是在哲学上把伦理共同体组织重构为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发展阶段，但这一计划却半途而废了。本来他可以从主体间性理论的角度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进行重新解释，并发展出一种思想纲要，但在这一步骤之前，他就为了建立一套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体系而牺牲了这种思想，使原始计划成为未竟之业。然而，黑格尔早期的承认理论注定是思想的碎片，这一事实在今天并不能阻止我们设法把他的理论体系再现出来。比较困难的一点在于，黑格尔的核心思想依然坚持形而上学前提，而这些前提与当代思想的理论条件已经不再切合了。

第一部分研究已经揭示了，青年黑格尔开时代风气之先，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构想了一种看来几乎就是唯物主义的方案。他着手把人类伦理的发展重构为一个过程，经过各阶段的冲突，主体间交往关系在结构上固有的道德潜能得以实现。当然，在他的思想中，这种结构仍然服从于一种唯心主义的前提，即这种需要探讨的冲突事件受制于理性的客观运动，它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主义意义上实现了人类的社会本性，另一方面又在意识哲学意义上实现了精神的自我关系。黑格尔并不认为这一发展过程就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化偶然条件下的内在世界过程，而是按照以斗争经验为中介的承认运动来描述这一过程。这就使他不能为与历史行为主体的具体性质相关的有力论断提供论据。相反，无论他耶拿时期的著作中的构想是何等的生动，何等具有实践取向，这些构想仍然把其大部分的有效性前提交给了高高在上的理性事件（Vernunftgeschehen）所提供的形而上学的背景确定性。但是，为了发展以经验为基础、解除了先验意味的理性概念，就要消除德国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随着这一思想运动的展开，黑格尔哲学也就失去了其形而上学靠山：在失去了唯心主义精神概念的基础的同时，它也失去了从前保护着它使之免于接受经验检验的特权。(1)因此，费尔巴哈、马克思、克尔凯郭尔等黑格尔的第一代学生通过批判“理性唯心主义”而启动的进程，是任何一种反向的运动所无法阻挡的。在进一步的讨论过程中，人类精神的有限性条件就渐渐显示出来了，黑格尔在他的理性构想中可能已经把它们予以抽象化了。与此同时，后来每一种尝试复兴黑格尔哲学的努力都不得不与经验科学保持接触，其目的之一是要从一开始就避免重新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之后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理论前提，无论对黑格尔著作进行什么样的现实重构，都不应该与这些理论前提发生矛盾。因此，如果说，重新利用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原始模式，而且既不是从规范的制度理论意图出发，(2)也不只是为了从主体间性理论的角度建立一种更普泛的道德概念，(3)而是要把它与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联系起来，那么，黑格尔之后理论语境的变化，就带来了三个基本任务。

1．黑格尔的模式始于一个思辨命题，即实践自我的形成依靠的是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直到两个个体都看到自己被他人确认为独立个体，他们才能互相把自己理解为独立行动的个体自我。黑格尔认为，这一主题必须是出发点，因为它揭示了他的伦理理论所关心的社会对象领域的基本结构特征。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受到形而上学传统的制约，因为他没有把主体间关系看作是社会世界中的经验事件，而是把主体间关系纳入了单一心智之间的构成过程。对于一种以重新利用黑格尔的模式来启动规范社会理论的探索而言，仅有一种思辨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首先就需要根据经验的社会心理学来重构黑格尔的原始命题。

2．但是，对于黑格尔的理论模式真正具有构成意义的是第二个命题，它认为，从主体间性理论的前提出发，可以断言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按照它们给主体提供的自主性的大小把它们区别开来。《伦理体系》和《实在哲学》至少都倾向于认为，对于“爱情”、“权利”和“伦理”而言，存在着三种承认关系，在这种语境中，个体越来越互相把对方当作独立自主的个体来加以确认。黑格尔认为，对不同的承认形式进行系统的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区分，才能建立他所需要的理论范畴框架，而有了这种理论范畴，他就可以把伦理形成过程解释为主体间关系的一系列发展阶段。但是，黑格尔的研究计划仍然离不开形而上学前提，因为这些研究计划仅仅是依靠对经验现实关系的抽象。现在，我们利用这一类型学说来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合乎时代的重构之前，就需要一种关于承认形式的经验现象学，只有它才能检验并在必要的时候纠正黑格尔的理论计划。

3．黑格尔的理论模式在他的第三个命题中得以完成，根据这个命题，三种承认形式遵循着以道德斗争各阶段为中介的发展过程的逻辑。在主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在他们向共同体整合的阶段上，主体在先验上被要求进入主体间冲突，其结果是承认了先前在交往中没有被肯定的独立要求。这样，进入黑格尔命题中的是两个具有同样强度的断言，不过上述讨论的著作中这两个断言还只是以草案的形式出现：第一，成功的自我发展假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第二，主体经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从而投身到“为承认而斗争”之中。这两个假设都承认了成长理论的目的论框架，允许身份形成的个体发生学过程直接进入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它们还受到形而上学传统预设的束缚。今天，如果想在理论前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再度利用黑格尔的理论模式，这些高度思辨、高度复杂的断言就代表着一种最大的挑战。要应付这种挑战，就只有分别检验个别的假设：要追问的是，第一，黑格尔假设的承认的发展阶段是否经得起经验的质疑？第二，相互承认的诸种形式是否反映了相应的社会蔑视经验？最后，是否能在历史上或社会学上证明这些蔑视形式实际上就是社会冲突的原始动机？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至少必须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阐明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但是，如果不首先再次追寻贯穿本书第一部分的线索，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黑格尔把社会斗争经验统统归到理性唯心主义理论的思辨视野，以致只有在他的传人完成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之后，才在历史现实中给这种社会斗争经验以一席之地。

如果黑格尔的理论模式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条件下要再次获得现实意义，就肯定会出现上述三个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仅仅想解决其中的后两个问题。在第三部分，我将从社会哲学的角度讨论第三组复杂的难题。在黑格尔原始洞见与我们的思想处境之间搭起桥梁的理论，可能是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因为，他的理论可以把黑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语言，所以，他的学说能够为我们这里的研究铺平一条通道。



(1)　请参阅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Frankfurt am Main，1985，第3章。

(2)　我就是这样来理解西佩在他的出色著作中重构黑格尔耶拿时期承认学说的意图的（请参阅Siep，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praktischen Philososphie，Freiburg/München，1974）。西佩相信，我们根据完全的承认，可以设计出一种社会制度构成的“规范起源理论”。换言之，基于黑格尔在目的论意义上阐发的承认原则所提供的“评价构架”，我们就可以通过重建加以判断，制度的发展历史在人类的教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是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功能（同上，第259页及以下诸页）。我和他共有的看法是，只要经过后形而上学语境的转化，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化之必要条件的学说。但是，由此想直接推导出一种评价制度的规范标准，我想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原则上无法得知是什么样的制度形式能够给予具体而必要的承认。在发展一种规范制度理论的努力当中，西佩过分依赖黑格尔实践哲学的社会科学内容。西佩的研究和我的这部著作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如下事实：我想把承认关系的规范前提作为一个参照点，来说明社会变革的历史经验过程。所以，在把黑格尔的理论模式“社会学化”这个问题上，我比西佩的压力要大得多。

(3)　按照主体性理论来对道德进行这样的扩展，显然就是维尔特在重建青年黑格尔承认理论时所追求的目标（请参阅Wildt，Autonomie und Anerkennung，stuttgart，1982）。维尔特感兴趣的是“质的自我同一性的规范条件”（同上，第9页）。为了这个目标，他在哲学心理学意义上分析了黑格尔的学说，而且关注的主要是：为了完成一种成功的实践主体性的构想，我们必须考虑相互承认的哪些阶段？他所重建的基点是：“非法律形式的道德”的稳定要素，即无法以法律为基础提出要求的恩惠、关怀和友谊的态度，代表了质的同一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他的主题相一致，他更倾向于将黑格尔的承认学说进行心理学改造。他必然把一再重复的“为承认而斗争”的主张理解为关于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之必然冲突的假设。所以，他不仅与西佩而且也与我设想的解释发生矛盾，他对黑格尔学说的社会理论含义全无兴趣。我把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学说理解为关于社会道德发展的理论方案（在米德和涂尔干的意义上），而维尔特显然是想把它理解为自我道德发展理论的雏形。与此相应，在这两种解释中，“斗争”也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在维尔特那里，斗争指向心理的内在冲突；在我这里，斗争显示了社会冲突的逻辑。迪辛在他的《主体间性与自我意识》（Intersubjektivitaet und Selbstbewusstsein，Köln，1986）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目标，尽管他较少暗示性，而且是从道德哲学这一更为审慎的角度提出这一目标的。


第四章
承认与社会化：米德对黑格尔观念的自然主义转化

人类主体同一性来自主体间承认的经验，这一思想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中以自然主义思想为前提得到了最彻底的发展。(1)甚至在今天，他的学说也仍然包含着一种最合适的手段，用来在后形而上学框架中重构青年黑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当然，米德与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所共同的东西，不仅仅是自我同一性社会发生学观念。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一致性并不限于对社会契约论传统中的原子主义的批评。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不成体系，大部分是以讲演记录形式保留下来的，甚至在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核心议题上，也表现了与黑格尔早期著作的一致性：米德的目标也是要把为承认而斗争作为理论建构的参照点，并依据这一理论来解释社会的道德发展。(2)

米德通过对心理学的对象领域进行认识论检验这一迂回途径获得了主体间性理论的前提。从一开始，用非思辨的方法来解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难题，这一需要就支配着米德研究心理学的旨趣。米德与他同时代的诸多哲学家都希望，经验心理学能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特殊认识能力的认识。(3)他的注意力马上就集中在社会心理学探索如何才能接近心灵这一特殊对象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上。通过回答这一问题，米德期望有助于对人类主体性作出系统的解释，从而在科学性上超过德国唯心主义的见解。为了努力解决这些难题，米德一开始就采纳了杜威从皮尔士那里继承过来的实用主义基本思想，即正是在行为表现之际就使行为受到质疑的特殊处境中，人类才获得了认识。对单个主体而言，心理经验世界只能出现在这样的环节上，即主体在执行一项先于思想的行动计划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以致那种客观上并不独立的具体解释不仅被剥夺了有效性，而且还作为一种纯粹的主观观念从其余的现实中分离出来。“心灵”从来都是再现那种自我经验，每当人们受到了实践问题的阻碍而不能以正常方式实施一个行为时，就会产生这种经验。所以，心理学通过具有主体性意识的行为者的视野而进入了研究领域，因为他在急需解决的行为难题的压力下，被迫重新对他的处境进行创造性的解释：

功能主义心理学的对象领域是这样的经验阶段：我们直接意识到冲突的冲动，这种冲突的冲动剥夺了对象作为客观刺激的性质，把我们留在一种主观性的姿态中；但是，在这一经验阶段内，由于我们主观自我概念的重构活动，一种新的客观刺激物出现了。(4)

米德立即自我反驳：这么一种“心灵的定义”不能为主观世界的可理解性提供必要的证据。在工具行为受到阻碍的时候，一个主体实际上意识到了他对处境的现行解释具有主观性质。但是，他的注意力根本不是指向他本身解决问题的活动，而是“指向构成刺激的客观对象的更清晰规定”。(5)因为工具行为仅仅要求一个主体在被困扰的情况下创造性地适应一种被错误估价的现实，所以，它们没有合适的模式对心灵作出理想的解释。为了能够为心理学提供使行动者对他的主体性有所意识的视野，人们就需要集中于一种行为类型，在这种行为中，行为者被困扰时对他自己主观行动的反思是功能性的。米德开始把关于环境的达尔文主义机体论模式加以延伸，使之涵盖社会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为了作出更合适的说明而转向了另一种行为：只要我们设想在若干机体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我们心中就有了一种行为事件，在功能上，这一行为事件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在危机时刻都反思他们自己的反应行为。对于心理学的意图而言，人类互动行为代表了一种特别合适的环节，因为它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迫使主体意识到他自身的主体性：

一个人对天气情况的反应对天气本身并无影响，对他的成功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他意识到的不是他自己的态度，不是他的反应习惯，而是下雨的征兆或好天气的征兆。成功的社会行为使人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他对自己态度的意识有助于控制其他者的行为。(6)

在米德看来，这一功能主义原则为他自己的研究兴趣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心理学如果进入了行为者对待互动伙伴而遇到危险时所采取的视角，就能对主体性意识的发生机制有所认识。当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首先必须对一个主体如何能获得对其行为的社会意义有所意识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为了能够“控制他者的行为”，一个行为者在共同的行为处境中就必须认识到他的行为对每一个互动伙伴的意义。与自我意识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对自身行为反应的意义的认识的出现是更原始的现象。所以，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必须阐明一种社会行为意义的意识可能在人类交往中出现的机制。米德解释的出发点在于，仅当一个主体能够在自己身上产生与他在他者身上刺激起来的表达行为相同的反应时，他才具有关于其行为的主体间意义的知识：只有通过在我自己身上产生对他者行为的反应，我才能意识到我的姿态对他者的意义。但是，在米德看来，这种对在他者身上产生的反应行为的自我解释能力，与一种新型的人类交往的进化前提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赫尔德（Herder）和后来的盖伦（Gehlen）所指出的，与一切沟通的非语言手段不同，语言手段第一次具有了特殊的品质，即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方式对行为主体和互动伙伴产生影响：

当一个人模糊地感觉到他的面部表情或身体姿势对另一个人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耳朵也以向邻居敞开的方式敞开，倾听他自己的手势语言。(7)

只要他以手势语言影响了他的互动伙伴，他也能同时在自己身上激起对他者的反应，因为他把自己的话语听成了外在的刺激。可是，如此一来，手势语言，个人能像其他一切倾听者一样作出回应的手势语言，对个人本身就像对接受者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

米德心中牢记着发生学过程和物种历史过程，他从上述交往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人类意识发生条件的问题。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意义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在个体经验过程中，后者为前者开辟了道路：在自己身上唤起个人行为对他者意义的能力，也开启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他的互动伙伴的行为的社会对象。在倾听自己的手势语言和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作出反应的时候，自我就采取了一种解中心的视角，由此可以塑造出一个自我的形象，并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同一性：

人类在刺激他者时也能自我刺激，在回应他者的刺激时也能回应自己的刺激，这一事实的确把一个社会客体放置在他的行为之中。从这一社会客体中，可能出现一个客我，能够和他发生关联的就是所谓的主体经验。(8)

米德在此用来描述原始自我关系结果的“客我”这个概念，将在词汇学上清楚地揭示出，只有在客观立场上，个体才具有自我意识。因为在自我反应中所看见的自我，永远是互动伙伴在互动伙伴身上所认识到的自我，决不是自己行为表现的实际活动主体。所以，米德把“客我”和“主我”区分开来：前者仅仅反映他者眼中自我的形象，所以仅仅把自我的瞬间活动作为已经过去的东西保持下来，后者则代表了自我的一切现实行为未受制约的原动力。“主我”概念被用来命名人的个性，负责创造性地解答行为问题，但本身却是不可目遇的。当然，在自发的活动中，从互动伙伴的观点看来，“主我”不仅先于自我意识而存在，而且也不断与“客我”中意识到的行为表现发生联系。在个体的个性中，“主我”和“客我”的关系类似于两个对话伙伴之间的关系：

这个主我……决不能作为一个意识中的对象而存在，而是我们内在经验的特有对话品格，对自己的话语作出应答的特殊过程，它在回答意识中呈现的手势、符号的情景后面，隐含着一个主我……自我意识，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自我，是客观的我或“客我”之我，伴随着持续进行的应答过程，又隐含着永远不可被他自己看见的虚构之“主我”。(9)

在主体持续的“应答过程”中，形成了若干个“客我”。米德在指出这点时，就已经揭示了他研究人的认同的形成所遵循的方向。迄今为止，他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的基础问题上，但这使他有能力建立一种人类自我意识的主体间性概念：只有在学会了从符号意义上再现的第二人称的视角来认识他自己的行为时，主体才能获得一种自我意识。这一命题可能揭示自我意识发展依赖于第二主体存在的心理学机制，所以从自然主义角度对黑格尔的承认学说提供了论证：如果没有使互动伙伴作出反应的经验，个人就根本不可能借助于能够自我认识的话语来影响自己，进一步把他自己的行为理解为他自己的个人所产生的东西。像黑格尔一样（但运用了经验科学的工具），米德颠倒了自我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坚持认为认识他者优先于自我意识的发展：

这个客我并不是早期的形成物，它被投射到他者身上，赋予他们以人类生活的维度。不如干脆说，它是从社会客体领域输入到所谓内在经验的无形体和无组织领域中的东西。通过对这一客体即自我的组织，这一物质本身也得以组织，并纳入具有意识形式的个体的控制之中。(10)

当然，关于承认理论，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目标，而不只是解释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确实，“承认”这个概念已经明确交代了黑格尔很少关心主体借以获得自我意识的认识互动关系，而更多关心的是主体借以在规范意义上把自己理解为一种个人存在的实践肯定形式。在阐述“为承认而斗争”模式的著作中，黑格尔最感兴趣的是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的主体间性条件。相反，认识的自我关系的发展代表了一种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以此为基础实践自我的同一性才能建构起来。米德的理论也包含着把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内核进行自然主义转换的工具。(11)因为，在它被发展为一种主体间性自我意识理论之后，米德的学说也趋向于研究人的实践的自我关系。米德的早期著作涉及的都是自我意识问题，此后不久，米德也转向了主体的道德—实践同一性之形成这样的主题。米德认为，我们努力延伸“主我”和“客我”在理论上的区别，力求使之覆盖个体发展的规范维度。从这种努力中，主题也就出现了。

到此为止，米德运用了“客我”范畴来指称认识形象，只要个人学会了从第二人称的角度来认识自我，就形成了这种自我形象。一旦他把道德的规范方面整合到互动交往关系的规则当中，他也就达到了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因为，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与互动伙伴的反应有关，个人再也不只是应付关于行为的认识陈述，而且还要应付规范的期待，那么，在“客我”之中建立的自我形象如何会被构造出来呢？在解释自我意识的系列论文最后一篇中，米德就已经对这一主题作出了宽泛的论述，他简要地概述了儿童学习道德判断基本形式的机制：“仅仅当他用记忆中父母的言语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应时，儿童才能判断他的行为是好还是坏。”(12)在这种情况下，处在互动伙伴地位上的主体努力用来影响他自己的行为反应包含着对他个人环境的规范期待。然而，相应地，从第二人称的角度来看，主体所转向的“客我”再也不能代表一种在认识上解决难题的中立机制，而是必须体现主体间解决冲突的道德机制。由于把社会反应予以延伸而涵盖规范行为语境，“客我”就从个人特有的认识的自我形象转型为实践的自我形象。通过置身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其他主体也就承担起了互动伙伴的道德价值关系，并把道德价值关系运用于实践的自我关系当中。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米德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当作解释人类同一性构成的出发点。这里引导他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在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客我”渐渐地普遍化。如果个性形成的机制真的在于一个人学会从他者的规范角度来认识自己，那么，个人实践的自我形象就必须在互动伙伴的世界中进一步扩大开来。米德去世后，他的社会心理学讲稿以《心灵，自我与社会》为题出版，(13)在这部讲稿中，米德指出了儿童游戏活动的两个阶段，以此对上述发展的一般方向作了初步描述，米德的这一描述非常著名。在“角色游戏”阶段，儿童模仿具体互动伙伴的行为而与自己交流，为的是进一步以自己行动中相互依存的方式作出反应。相反，第二阶段即竞争“游戏”阶段，要求正在向成熟发展的儿童体现他或游戏伙伴的所有行为期待，以便在功能组织的行为语境中认识他自己的角色。这两个阶段的区别，也可以从儿童在每一阶段上必须预见的规范行为期待的普遍性程度的不同而予以认识：在第一种情况下，有意义的他者具体的行为模型必须被整合到儿童自己的行为之中，作为具有控制力量的规范期待；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受到整合的则是整个群体的社会普遍化行为模型。因此，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中，普遍化他者的社会行为规范铺开了通往正在走向成熟的儿童实践自我形象的道路：

游戏和竞争的基本区别是，在游戏中儿童对所有卷入游戏中的他者必须抱有一种态度。参与游戏者所承担的对其他活动者的态度发展为一个组织单位，这种组织控制着个体的反应。这里所运用的生动例证是一个打棒球的人。他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取决于他对玩这个游戏的他者行为的假设。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他者，即对那些卷入同一游戏过程中的参与者的态度的组织整体。(14)

从儿童游戏行为的变化所提供的具体事例中，米德提取了一种可能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化的发展机制。较狭隘和较广阔的解释领域在概念上的联系是“普遍化他者”范畴：正如在向“游戏”的转换中，儿童发展了把他们的行为导向规则的能力，而那些规则是他们通过综合所有游戏参与者的观点而得来的，同样，社会化的本质过程也包含着行为规范的内在化，而那些行为规范又产生于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期待的普遍化。在为了获得对社会行为规范的认识而将大量的互动伙伴普遍化的过程中，主体获得了参与规范统治的交往活动的抽象能力。那些内在化的规范告诉我们从他者那里可以期待什么，而在法律上我们又必须为他者做些什么。对于更早的问题，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客我”如何变化这一问题，上述回答意味着，个体学会从一个普遍化的他者的视角把自己理解为按照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社会成员：

换言之，在被卷入或涉及整体的任何一个个体的经验领域内，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整体或有组织的社会，日益发展和扩大的活动就是那种个体自我全面发展的根本基础和必要前提：只要他对所归属的有组织社会团体采取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针对着有组织的合作的社会活动，或者团体所从事的一系列这样的社会活动，他就发展了一个完善的自我，或拥有这种他所发展出来的完善自我。(15)

一个人通过学会适应“普遍化他者”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成为他的共同体所接受的社会成员，那么，运用“承认”概念来规定主体间性关系就是有意义的：正在成长的儿童通过将规范态度内在化承认了他们的互动伙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合作语境中的一个成员。这里所说的相互承认关系，是米德自己提出来的：“正是那一自我，就他承认他者而言，他能够在共同体中自我持存，也就是在共同体中获得承认。”(16)但是，在这一语境中，米德的观点在很多层面上都接近黑格尔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承认”概念。因为，像黑格尔一样，米德也认为学会从普遍化他者角度来认识自我的个人，其自我理解就是法人的自我理解。在适应调节共同体合作关系的社会规范的同时，正在走向成熟的个体不仅认识到他们面对社会成员而具有的义务，而且还意识到了他们被赋予的权利，以至于他们能合法地依靠他们对于尊重的要求。权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个体的要求，我可以肯定，普遍化的他者会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只有在主体把自己完全看作是共同体的成员时，才能赋予主体这样的社会权利。为此，权利在实践自我的形成过程中充当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如果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维持他的所有权，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他就是那一共同体的成员，因为，正是他采取对他者的态度，向他保证了对他自己权利的承认……确定了他的立场，也给了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尊严。(17)

米德在这个地方说到了“尊严”，绝不是偶然的。只要个人通过赋予权利而作为共同体成员得到承认，个人就被赋予了尊严。因为，承认的经验对应于实践的自我关系的样式，个人恰恰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才能确认他的同一性的社会价值——这种系统的断言就暗含在“尊严”一词当中。“自尊”，是米德精心用来命名个人自我价值意识的一般概念。他运用“自尊”来表示对自我的积极态度，就是说，如果个人被共同体成员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人来承认，他就能采取这种积极的态度。但是，反过来，自尊的程度又依赖于主体通过互动伙伴获得肯定而实现个体化的特征或能力。由于“权利”使每个人感到他们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共有的特征得到了承认，所以，米德认为，“权利”就是自尊的稳固而又唯一普遍的基础：

返回到个人内在意识，选出我们在维持自尊时所必需的依靠，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稳固而深厚的基础。一个人要信守他的诺言，要履行他的义务，这就为自尊提供了一个基础。但那些都是在我们与之相关的大多数共同体成员身上获得的品质。我们在某些场合是完全失败了，但在整体上我们永远是信守诺言的。我们属于共同体，我们的自尊依赖于我们承认自己是真正具有自尊力量的个体。(18)

至此，我们仍然可以把米德对实践同一性构成的重建理解为青年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社会心理学的翻版。当然，《心灵，自我与社会》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黑格尔用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来努力描述的相互承认这一阶段。这也许同时还说明了在逐步显示他的理论细节时，米德为什么单单疏漏了与个人能力中信任感发展相联系的自尊的基本形式。(19)但是，相对于黑格尔在“法权”（Recht）标题下作为发展模式第二阶段而提出来的承认关系，“普遍化他者”的构想不仅代表着一种理论上的修补，而且还代表了实质上的深化。彼此作为法人而相互承认，意味着两个主体都通过在自己行为中整合共同体的意志而控制了自己的行为，如同体现在主体间承认的社会规范之中的情形一样。一旦互动伙伴都采取“普遍化他者”的规范立场，他们就互相认识到彼此之间必须承担的义务。因而，他们也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个体要求的承担者，他者在规范意义上也有义务满足这种个体要求。在个体层次上，作为法人被共同体成员承认的经验，可以担保主体能够发展出一种积极的对待自我的态度。因为，认识到每个主体都有义务尊重主体的权利，他们就赋予了主体以承担道德责任的动力。但是，由于主体有必要和其他一切公民分担相关的能力，所以，作为一个法人，他仍然不能和那些不同于互动伙伴的显著特征发生积极的联系。这样就需要一种相互承认的形式，使每一个体不仅被当作共同体的成员，而且被当作具有独特生活历史的个体而获得肯定。米德也同意黑格尔的意见，认为由于承认的法律关系不能给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差异以一种肯定的描述，因此，这些承认关系是不完善的。

当然，一旦米德把“自我”的创造潜能纳入他对同一性构成的考察当中，他就势必要从这一和黑格尔共有的参照框架出发。米德对这个主题的拓展可以结合黑格尔的思想来加以理解：心理力量注入了承认运动，从而使得其内在动力变得可以理解。到此为止，米德考察实践主体的自我关系的立足点一直在于：当主体与一个日益扩大的互动伙伴圈子发生接触时，成长过程中主体的“自我”内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相反，“自我”，在本质上不能通过认识加以把握，他是自发反应构成的机制，就暂时从米德的分析中被排除出去。但是，要对发生在道德主体的发展过程中的事件进行全面的解释，除了规范的行为控制之外，还必须考虑到我们在日常行为中面对社会义务作出反应时所出现的创造性的偏离：

与客我对立的是主我。个体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不仅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且还是一个对共同体作出反应的个人，如我们在手势对话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他对共同体的反应中，还改变了共同体。主我，当共同体的态度呈现在他自己的经验之中，就是个体对共同体的态度所作出的回应。他对这一有组织的态度的回应反过来又改变了它。(20)

我们的日常行为充满了这种实践的自发性，它可以追溯到一个“主我”的劳动。在认识的自我关系中，“自我”对立于作为一种无意识力量的“客我”。“客我”隐藏着个人控制自己行为并使之与社会期待相一致的社会规范，而“主我”则表现为对社会挑战作出随意反应的一切内在冲动的汇集。与自我认识的“主我”相一致，实践的同一性构成的“主我”也是不能直接把握的。因为，我们只能认识到在我们的自发行为表现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对规范行为模式的偏离。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所发现的“主我”概念不仅不清晰，而且还很含糊。它所代表的是内在冲动的突发经验，决不能清楚地显示出它们是否来自前社会的冲动、创造性的想象，或个人自我的道德感。正如米德所说，他吸收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学说，力求用他的概念解释潜藏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会给每一个主体的同一性发展提供多种可能，建立自己的同一性：

我们存在的可能性，即威廉·詹姆斯喜欢说的能量，就是自我的各种可能性，是我们所不能直接再现的可能性。我们恰恰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身上所具有的最迷人的东西，眼下，前提是我们要能够把握住它们。(21)

如果“主我”的这种创造性反应潜能被看作是“客我”的心理对应物，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同一性的道德结构中，仅仅把“普遍化他者”的视角加以内在化，还不可能是事情的结束。相反，主体永远感觉到内在的本能压力，它和社会环境的主体间的承认规范互不相容，以至于必须对他自身的“客我”加以质疑。米德认为，“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不和谐就显示了冲突的端倪，这种冲突可以用来解释个体与社会的道德发展过程。作为共同体的代表，“客我”体现了个人为了表现“主我”的冲动性与创造性而永远必须力求扩大的规范。米德因此把内在化的集体意志与个体化的诉求之间的张力，即必然导致主体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道德冲突的张力，引入实践的自我关系之中。为了实现这种本能的要求，个人在原则上就需要承认社会的全体其他成员，因为他们的集体意志控制了作为内在化规范的个人行为。“客我”的存在，迫使个人因“主我”之故，为新的社会承认形式而进行斗争。

米德最初是利用一些关于内在要求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道德冲突结构的，而满足这些要求又假设了个体权利的外延。选择这样一个出发点，得到了一种区分的支持，尽管这种区分是否能够把同一性构成的阶段或维度划分清楚还不是特别明确。从外部来看，区分“主我”的要求，关键要看它们得到满足的语境是否是个体自主性或个人自我实现的语境。在“主我”要求得以满足的语境中，它意味着“法律的自由”，而在个人自我实现的语境中，它意味着“自我的实现”。现在，重要的不是这种区分本身，而仅仅在于米德的解释把第一种“主我的要求”当作出发点这个事实。所以他心中牢记着这样一种情境，在此情境里，受到严格社会规范妨碍的主体感受到强烈的行为冲动。在米德看来，这些情境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允许被卷入的个体仅仅通过实践一种特殊的理想化形式而积极地化解他们的道德冲突：如果要实现“主我”的要求，就必须参与赋予他满足相应愿望的权利的共同体。由于质疑主体间接受的规范，会失去内在的话语伙伴，因此，上述强制是必然要出现的，面对这种强制，主体可以对他的行为加以证明。所以，即将取代现存共同体中“普遍化他者”的，是未来社会的“普遍化他者”，在未来社会中，个体的要求可望得到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追求更大行为自由的实践目标就已经受制于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即扩大对权利的承认：

要求从惯例、从法律中获得自由。当然，只有个体从狭隘的共同体通达广阔的共同体，而所谓广阔，在逻辑意义上意味着其中的权利不受限制，这种自由的情境才是可能的。个人从陈旧惯例中解脱出来（这些惯例对于一个公开承认权利的社会已经毫无意义），并向他者发出呼吁，因为他们假定，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会对他们的呼吁作出回应的他者团体，他们的呼吁甚至是针对后代子孙的。(22)

正如米德所说，面对社会，主体要想“自我捍卫”，也就是捍卫他的“主我”的要求，就只能从一个广阔的法律共同体的视角入手，而不能从现存的集体意志的角度入手。尽管与共同体决裂，在自身内部建立起来的理想的“客我”还是为个人提供了主体间的承认，否则就不能维持个人的同一性。但是，因为“主我”的冲动不可平息，它将一种规范的理想化要素纳入一切社会实践之中。在捍卫这种自发的经验要求的时候，主体除了一再从共同体中获得赞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共同体在设置上虽然有悖事实，却授予主体比既定的承认关系更多的自由权利。在米德看来，正是这种源于大量道德偏离的运动，即总是以一种规范理想网络遮蔽社会生活过程的道德偏离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

这当然就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方式，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相互影响，就像一个人彻底思考一件事时所依靠的相互影响。我们不断地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的社会系统，而且，由于我们会思考，所以，我们能够巧妙地做到这一点。(23)

这一主题对于一种社会发展概念是理论的关键。这个社会发展概念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为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基础。通过把多种多样的社会偏离统一纳入单一的历史力量，米德就在“主我”的持久冲动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铸造了一种系统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于，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随着承认关系的扩大，个体的规范要求渐渐积累成为一个系统，结果就迫使社会发展在整体上适应了个体化进步的过程。因为，甚至在已经实现了社会变革之后，主体也只有通过期待另一个共同体来担保更大的自由，才能捍卫他们的“主我”的要求，所以，是一连串历史的规范理想指引着个人自主性增长的方向。如米德所指出的，在这种集体发展模式的压力下，文明过程表现为一种“个体性解放”的趋势：

人类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在原始社会，个体自我的思想和行为比他在文明社会，更受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模式的制约，他所归属的特殊社会团体就遵循着这样的社会活动模式。换言之，人类原始社会为个体性提供的空间，即为生活和归属于这一社会的个体自我展示原创性的独特思想和行为所提供的空间，要比文明社会所提供的少得多；而且，从人类原始社会到人类文明社会的进化基本上依赖于个体同一性及其行为的社会解放，依赖于紧跟着这种解放和因这种解放而成为可能的社会过程的变更和进化。(24)

就像黑格尔对待“集体意志”的形成过程一样，米德也认为，社会道德的发展是法律承认的意义渐渐增长的过程。两位思想家一致认为，在历史上，随着法律提供的自由空间的扩大，个体性的潜能才逐步释放出来。像黑格尔一样，米德认为引起变革的动力是主体为扩大主体间担保的权利范围而不断进行的斗争，主体在斗争中又提高了个人自主性的水平。因此，在两位思想家看来，个体性的历史解放发生在为承认而斗争的漫长过程中。可是，与黑格尔不同，米德可以为这种发展过程作出一个揭示基本动机的说明。驱动“承认运动”的力量每一次都代表着“主我”不可控制的层次；如果他们得到“普遍化他者”的认可，“主我”就能无拘无束地自我表现，而无须任何强制。因为主体在“主我”的压力下被迫不断松动“普遍化他者”身上体现出来的规范约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主体为了扩大法律承认关系，必须服从心理的要求。这种社会实践纯粹是源于“增进共同体”的努力，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中，也可以叫做“为承认而斗争”。

当他在讲演中谈到过去时代的社会动乱时，米德毫不犹豫地得出了这样的社会学结论。他所举事例常常涉及这样的历史情境，其中，规范的社会共同体概念成为社会运动的动力中心。“为承认而斗争”源自道德理念，在道德理念中，卡里斯玛型的个体人格能够以一种契合于时代直觉期待的方式扩大社会环境中的“普遍化他者”。只要这些思想革新能够对团体的意识产生影响，就必然会出现一种足以质疑制度化秩序的斗争，即为承认扩大的权利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让他的观点具有历史直观性，米德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社会革命作用：

伟人就是那些通过他们在共同体中存在而改变共同体的人。他们扩大和丰富了共同体。诸如历史上的伟大宗教人士这样一些人物，通过他们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而无限地增进了共同体本身可能具有的分量。耶稣基督通过其邻人之爱的教谕，按照家庭把共同体构想加以普遍化。甚至共同体之外的人也要对共同体采取这种普遍化家庭的态度，他还把那些被纳入与他的关系之中的人当作他的共同体成员，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种普遍宗教的共同体。(25)

但是，这一事例也表明，米德将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与导致法律承认关系扩大的社会斗争理念联系了起来。在米德那里，一方面，社会斗争概念把握了共同体全体成员依据他们权利的扩大而经验到个人独立的过程。在内在意义上即个体在特定社会中自由尺度增长的意义上，共同体被“扩大了”。另一方面，同样的概念也代表特定共同体内现存的权利向更大的个人圈子延伸的过程。就上述事例所描述的情况而言，在社会意义上，即在通过赋予他们以权利把越来越多的主体整合于共同体的意义上，共同体被“扩大了”。由于米德没有在社会规范的普遍化和个体自由的扩大化之间作出足够的区分，他也像黑格尔一样按照一种承认理论努力发展社会法律关系的构想，这使他的构想仅仅具有有限的适用性。

但是，与米德不同，早期黑格尔把先于法律关系而存在的爱情关系作为承认的一个阶段，而且还把法律关系与另一种承认关系区别开来，在后一种承认关系中，主体的个体特殊性应当得到肯定。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中，当他把先前试图置于一种孤立的要求范畴中的“主我”要求类型整合到他的分析框架时，我们发现他在理论上与黑格尔有着类似的地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是“主我”的本能要求，而这种要求的满足所假设的与其说是个人自主性的增长，不如说是个体自我实现的机会。米德没有指明他是否要用这第二种类型的要求去命名实践同一性构成的一个阶段或一个维度。但无论如何，米德似乎已经肯定：只有当一个主体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获得了承认，这样的要求才会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对我们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想在同其他人的差异中承认我们自己。我们当然有特殊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我们有能力完成这种区分……我们可能会依靠说话方式、衣着方式、记忆能力等，但我们常常总是依靠我们与别人相比而显得出类拔萃的东西。(26)

米德充分考虑到人类冲动的存在。这种冲动配合着个人为了获得个体独特性的意识而进行的自我区分，把自己与全体互动伙伴区分开来。由于这种冲动的满足是与它们的前提、而不是与法律承认关系所提供的满足相联系，米德就附加了一种独立类型的“主我”要求。但是，他随即又强调，甚至这种自我实现的本能冲动也取决于一种特殊承认的条件：

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的自我，所以这个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得到实现的。它必须为他者所承认，这样才能获得它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我们乐于见到它获得的。(27)

米德认为自我实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能力和特性获得了发展，而且，以承认互动伙伴的反应为基础，主体自信自己对周围社会环境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这样一个主体所依赖的确认方式，就不可能是作为规范调节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的个人所能经验到的。因为，属于法人的特征是他与共同体其他成员所共有的。自我实现的“客我”，并不是个人通过学会满足更大范围的互动伙伴的道德期待而获得的对行为的规范控制机制。从个人将“普遍化他者”内在化的同时所采取的对待自我的立场来看，他只能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个人，和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具有同样的道德责任主体的特征。但与此相反，个体自我实现的“客我”则要求个人能够把自己理解为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米德肯定是想把这种新的机制当作自我确证的伦理组织，它包含着一个共同体的价值信念，有了这种价值信念，一个主体就可以肯定他的个人能力具有社会意义。

如果说，这个意义上个体的自我实现最后依赖于一个评价的“客我”的存在，那么，在下一步研究中，米德就有责任以他分析道德“客我”的发展那样的细致来检讨个体主体的发展过程。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交际圈不断扩大，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的自我确证机制就必须经过普遍化的过程。儿童一开始在他者的情感注视中所直接经验到的重视，必须融化在一种承认的形式之中，为个体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提供主体间的确认。为了达到这个能够提供伦理支持的“客我”，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学会将他们的互动伙伴的价值信念予以充分普遍化，以便进一步得出共同体中集体目标的抽象理念。因为，只有在这些共有价值的境域内，个人才能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根据他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而与全体他者区别开来。如果米德真正沿着这一路线向前探索，他很快就会遇到青年黑格尔试图用伦理概念来解决的社会哲学难题。在米德看来，黑格尔所谓的第三种承认关系即伦理的相互承认关系，就可以被看成是对下述问题的回答：一个主体如果感到他的特殊能力没有在主体间确立的社会价值系统中得到承认，那么，他要转而求助于哪些假定的接受者呢？(28)如果米德认为自我认识的主体理想化的期待必须得到承认，那么，他所获得的“普遍化他者”这一伦理概念就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一样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证明一种相互承认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体都会知道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有特殊个性和能力而与众不同的个人。

但是，在讲演中，米德没有继续追究个体自我实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论及“主我”冲动的现实类型时，对于“优越感”是如何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一问题，只有一些非常零散的论述。结果，米德也不可能清楚地说明“自我”实现为什么需要个人在获得自主性的过程中固有的对“普遍化他者”这个理想的期待。只要不再涉及主体间权利的确立，而是涉及个体特殊性的确认，相互承认必须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就仍然在米德讨论的领域之外。仅仅有一处，米德打破了缄默，提出了一种对社会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社会关系能够承认个体的特殊能力。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根据劳动功能模式而提出的建议是耐人寻味的，这首先是因为这一建议揭示了大量的疑难：

如果我们具有一种真正的优越性，那么这就是一种依赖于实践特定功能的优越性。一个人是优秀的外科医生，优秀的律师，他就可以为这种他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感到自豪。当他在他所属的共同体中现实地利用他的优越性时，他也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要素；而当我们认为一个人仅仅依赖于他对别人的优越性而志得意满时，我们说的就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29)

米德在这里所设想的解决方案是把自我实现与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联系起来。主体获得承认的程度足以帮助他发展个体的特殊性意识；在社会劳动分工中，主体也“完美地”实现了他的功能。对于自尊的前提而言，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在客观的功能分配中认识到他对共同体再生产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他就能充分地自我尊重。不难看出，米德要把自我实现的主体间性前提与特殊共同体偶然的价值前提分离开来。在力图确认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得到社会承认时，我依赖于“普遍化他者”的伦理目标；这个“普遍化他者”应当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存在而在分工功能的规则中得到扬弃。这一解决模式非常适合个体化的历史趋势，米德在另一个层面上断言了这种历史趋势，因为这一解决模式的目标是把集体价值对个人自我实现方向选择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由于主体知道他们可靠地履行了职业义务，并且也能够拥有个体的特殊性意识；因此，主体不受任何自我实现的标准化模式如传统社会按照荣誉概念建立的那些标准化模式的制约。总之，米德的思想代表了一种对黑格尔伦理学问题的后传统回答。在相互承认关系中，主体认识到自己不仅在道德共同性上，而且在个体特殊性上都得到了确认；相互承认关系就存在于功能性分工的透明体系当中。

米德显然没有进一步揭示出，这一思想模式必须回避的许多困难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了。如果社会成员可靠而又满意地完成了劳动分工体系中派定给他的使命，从而能够自我确认他们的独特性，那么，我们就不能认为相关共同体的伦理目标具有独立性。因为，事实上，好的生活这一共同概念决定了个体劳动功能的价值。在每一种情况下，无论是怎样“完美地”完成按劳动分工规定的工作，还是什么社会有益的劳动，这些问题都转化为主体间的必要的价值，也就是转化为给予社会生活形式以个体特性的伦理信念。所以，不能把功能性的分工看作是价值中立体系，好像它包含着内在的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出个人对于共同体的特殊贡献。

米德正确地认为，只有当一个主体自我实现的特殊方式被全体互动伙伴当作对共同体的积极贡献来承认时，他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和无法取代的个人。就这种情况来说，一个行为者在实践上的自我理解，即他的“客我”才得以完善地建构出来，以至于他与共同体成员不仅共有道德规范，而且共有伦理目标。正如一个人按照共有的行为规范把自己理解为面对全体他者拥有权利的个人，他也可以按照共有的价值信念把自己看作是对全体具有独特意义的个人。可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米德试图把后传统社会的伦理目标与功能性分工的客观要求完全等同起来，以致他与那个构成挑战的难题失之交臂。他没有看到的难题就是：如何规定一个普遍化他者的伦理信念？这种伦理信念一方面理由充足，让每一个主体都意识到他对社会生活过程作出了特殊贡献；另一方面又十分形式化，它们不能最后限定历史发展的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疆界。后传统和（米德所说的）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可能进行自我再生产的道德文化条件，也必须为其伦理价值和目标作出规范的限制。主体间对美好生活的必要构想，个人似乎已经在道德上习以为常的构想，只能被解释为给予共同体全体成员以机会，让他们在被授予的权利框架中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米德仅仅有所涉及但依然没有高度重视的难点，就在于这么一种使命，即给予“普遍化他者”（Generalisierten Anderen）以“共同的善”，把每一个人都置于同一立场上，让他们理解自己对于共同体的价值，而无须限制他们自主的自我实现。因为，只有这种伦理的民主化形式才敞开主体互相承认的地平线，让具有平等权利的主体在其中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同体同一性的再生产作出贡献，并相互承认他们自己的个体特殊性。

反之，米德在功能性分工模式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无法在理论上解释现代社会的伦理一体化问题。通过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使个体的特殊性得以承认，这个观念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对于功能不同的工作的评价取决于共同体的至上目标。因此，无论米德的构想多么具有客观主义的色彩，但对于明确揭示我们在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些同样导致青年黑格尔模式失败的困难，仍然具有一种优势。我们看到，在米德和黑格尔那里，在社会意义上影响深远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恰好与主体可能确认作为生命历史个体化的个人的最高阶段相吻合。米德为这种承认形式引进了功能性分工模式，而我们在黑格尔早期著作中发现了团结关系的观念。但是，“团结”，仅仅是黑格尔用“相互直观”（Wechselseitigen Anschauung）概念来命名的主体间性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名称。在黑格尔看来，团结就是在它之前的两种承认方式的综合，因为它与“法律”（Recht）共有的是普遍平等相待的认知观点，与“爱情”共有的是情感依恋和关怀。一直到提出一种关于团结的实体论概念，黑格尔总是把“伦理”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爱情在法律的认知印象中变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普遍团结时，就会出现这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立场中，由于每一个主体都会承认他者的个体特殊性，因此，最高级的相互承认形式也就在其中获得了实现。

但是，与米德提议的解决方案相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于个体为何应该感受到这种基于团结的相互尊重感这个问题，这种形式伦理的概念在原则上不可能提供任何解决说明。如果不加上一种共有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米德用他的功能性分工观念、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所追究的正是这样的取向），团结概念就缺少一种动机经验关系的基础。为了给陌生人提供一种基于团结并与他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承认，我事先就必须具有一种经验上的刺激，这种经验告诉我：我们在生存意义上共同面对着某些危险。但是，那些已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反过来又表明我们对于共同体幸福生活的构成具有共同的观念。今天，社会一体化从规范角度来看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善的生活（Des guten Lebens）这一共同的概念，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我们如果想要从黑格尔和米德的观念中引申出一种形式伦理的概念，我们最后就必须间接地涉及一下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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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用的基本文献是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ed. Charles W.Morri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4），在重构米德承认概念的发展过程时，主要参考了约阿斯主编的《米德文集》（Gesammelte Aufsaetze），第1卷，Frankfurt am Main，1980。

(3)　关于米德理论的思想史背景，请参阅约阿斯：《实践的主体间性》，前揭，第2章和第3章。

(4)　G.H. Mead，“Die Definition des Psychischen”，载Gesammelte Aufsaetze，前揭，第83页及以下诸页，引文请参阅第143页。

(5)　G.H. Mead，“Soziales Bewusstsein und das Bewusstsein von Bedeutung”，载Gesammelte Aufsaetze，前揭，第210页及以下诸页，引文请参阅第218页。

(6)　G.H. Mead，“Soziales Bewusstsein und das Bewusstsein von Bedeutung”，载Gesammelte Aufsaetze，前揭，第219页。

(7)　G.H. Mead，“Der Mechanismus des Sozialen Bewusstseins”，载Gesammelte Aufsätze，前揭，第232页及以下诸页，引文请参阅第235页。

(8)　G.H. Mead，“Der Mechanismus des Sozialen Bewusstseins”，载Gesammelte Aufsätze，前揭，第238页。

(9)　G.H. Mead，“Der Mechanismus des Sozialen Bewusstseins”，载Gesammelte Aufsätze，前揭，第240页。

(10)　G.H. Mead，“Der Mechanismus des Sozialen Bewusstseins”，载Gesammelte Aufsätze，前揭，第239页。

(11)　关于这种区分，请参阅哈贝马斯：“个体化与社会化”，前揭，第217页及以下诸页。哈贝马斯在此接受了图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的解释，请参阅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Selbstbewuss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Frankfurt am Main，1979；关于米德，请参阅该书第11、 12章（第245页及以下诸页，第264页及以下诸页）。

(12)　G.H. Mead，“Die Soziale Wuerde”，载Gesammelte Aufsaetze，前揭，第241页及以下诸页，引文请参阅第246页。

(13)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

(14)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196页。

(15)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197页。

(16)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0页。

(17)　同上，第242页及以下诸页。关于米德承认理论的权利概念，请参阅其Movement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2，第21页及以下诸页。

(18)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8页及以下诸页。

(19)　如果我们理解的没错的话，图根德哈特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这一不足，请参阅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前揭，第103页注①，第275页。

(20)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0页。

(21)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8页。

(22)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3页。

(23)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11页。

(24)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65页及以下诸页。

(25)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60页及以下诸页。

(26)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9页。

(27)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48页。

(28)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米德的学说出发，利用这一观点发展出一种论断，反对广为流行的信念，即黑格尔在发展一种社会理论时致力于用他的伦理概念来超越浪漫主义思潮。这种思路的例子，请参阅C.E. Larmore，Pattern of Moral Complex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第93页及以下诸页。在我看来，时下对黑格尔伦理概念最好的辩护是泰勒的有关研究，请参阅泰勒（C. Taylor）：《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 and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2章，第8节。

(29)　Mead，Geist, Identitaet und Gesellschaft，前揭，第252页。


第五章
主体间的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

米德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资源使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理论出现了“唯物主义转型”。在米德那里，换用一种经验假设形式重新凸显出来的，不仅有青年黑格尔的一般前提，即人的实践同一性结构是主体间承认的前提，而且还有对承认的不同阶段进行理论区分，甚至对介于这些不同阶段之间的斗争的进一步肯定，在米德那里也有了一种相应的后形而上学概念和自然主义概念。因此，利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资源，我们就可以把耶拿时期黑格尔以天才的创造性所构想的萌芽思想，作为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的主导线索。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结合相互承认关系结构内部的规范要求，来解释社会变革的过程。

这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实用主义者米德和青年黑格尔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服从于相互承认的律令，因为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接受者时，他们才能确立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不过，只有当这个一般前提包含了一个动力要素时，它才具有解释效力。上面提到的律令，坚实地扎根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它提供了规范上的压力，迫使个体逐步解除施加在相互承认意义上的束缚，因为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在社会中表达不断扩展的主体性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的人类历史过程就离不开相互承认关系不断扩展这样一个前提。但是，只有把这种发展假设再次与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事件联系起来，它才能成为社会理论的基石。正是社会群体的道德斗争，即他们集体的努力，才有助于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建立起新的相互承认形式，由此，社会变革在规范意义上才成为可能。黑格尔在他的承认理论中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向冲突模式的转向，而米德以一种明显的“唯物主义”方式完成了同样的转向。在转向过程中，两位思想家不同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尼采的思想传统，对社会斗争作出了新的解释，使得社会斗争可能成为社会道德发展的结构力量。但是，在我能够对心目中的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作概要阐述之前，首先必须系统地澄清两个为黑格尔和米德的承认理论所固有却未曾得到发展的前提。第一，两位理论家似乎都把承认的形式分为三个部分，这种三分法需要加以论证，但这种论证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做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这种区分在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具有现实有效性，这本身就是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撇开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文本，具体方法在于，使它们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大体吻合起来。下面的论证将采取一种具有现象学取向的类型学方式，旨在描述承认的三种模式，以便用个别科学的材料从经验上对它们加以检验。这里的关键在于找到明确的证据，说明相互承认的各种不同形式，像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概要阐明的那样，实际反映了实践的自我关系的不同层面。以这种类型学为基础，我们可以转向黑格尔和米德留给我们的第二个使命，因为他们在其理论概念的核心内容上语焉未详。因为，两位思想家都不能准确认识到产生压力驱动历史过程中凸现承认斗争的社会经验。无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米德那里，我们都没有发现一种对蔑视的系统思考。蔑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可能迫使社会行为者认识到他们被拒绝承认。所以，在第六章里，我们将系统地区分不同类型的侮辱和伤害，努力填补这个空白。这将再次联系到承认的类型学，因为我们也可以按照一个人在主体间获得的自我关系所受到的伤害和毁坏的层面来区分蔑视的形式。(1)

虽然米德没有适当地置换黑格尔学说中具有浪漫意义的“爱”概念，但他毕竟还是像黑格尔一样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相互承认形式：对应于爱的关系的情感关怀，不同于法律关系的友谊，以及同作为一种给予承认的特殊方式的团结相联系的赞许。在黑格尔那里，三种互惠性模式在主体自主性与互相关注的每一阶段同步增长的意义上就已经反映在特殊的个人概念之中。但是，直到米德，黑格尔那里隐含着的这种直觉认识才在系统意义上被设定为一种经验的假设；据此，个人的自我关系在三种承认形式的系列运动中渐渐发展成积极的关系。而且，两位思想家，即《实在哲学》的作者和美国实用主义者，都努力把不同的承认形式放在社会再生产的不同领域中。黑格尔在早期政治哲学中区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而在米德那里，我们也能辨别出一种趋势，把法律关系和劳动领域设定为普遍化他者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从而与具体他者的原始关系区分开来。

两种不同的三分法所固有的系统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区分也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出现在其他许多社会哲学家的学说中。比如，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区分了“生活共同体”（Lebens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和（团结基础上的）“个人共同体”（Personengemeinschaft）三个“社会同一性的本质形式”；和黑格尔、米德一样，舍勒还把这种三分法与人类人格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2)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在“共同体的界限”中的确是明确依赖于舍勒的社会本体论，依据主体间信赖的不同程度，区分了原始依附、社会交往和实际共同体（Sachgemeinschaft）三个领域。(3)但是，不管诸种理论之间的历史联系是多么广泛，它们无非都是说明将社会生活分为三个互动领域的方法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很明显，区分社会一体化主要取决于情感依附、权利赋予或共有的价值取向。黑格尔和米德所倡导的理论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把互动的三个领域追溯到了相互承认的不同模式那里，而且每一种模式都对应于道德发展的特殊潜能和个体自我关系的不同类型。为了研究这些宏大的论断，就有必要重构爱、法律和团结的直观内容，以便把它们与个别科学的研究结果有效地联系起来。在利用经验科学提供的证据来检验这种概念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出三种关系模式能否在事实上得以区分开来，以至于它们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类型，具有三种潜能：（1）承认媒介；（2）成为可能的自我关系形式；（3）道德的发展。

一

在浪漫主义地评价亲密两性关系以后，人们经常从狭义上谈论“爱”，(4)为了避免这样，尽可能在中性意义上使用它就是非常明智的。这里应该把爱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本源关系。当少数人之间的强烈情感依恋以友谊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情侣之间的爱欲关系模式构成爱的关系时，就出现了这种本源关系。这种用法与黑格尔的用法正好一致，因为他也认为，“爱”不仅是指男女之间具有性别含义的关系。尽管他的早期学说尤其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仍然强调两性之间的情感依恋，但他的解释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也运用这一概念来指代家庭之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在爱中主体彼此确认其需要的具体特征，并且作为有需要的存在而互相承认，所以，爱代表了互相承认的第一个阶段。在彼此都感受到爱的关怀时，两个主体都认识到自己在他们的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中相依为命。不仅如此，由于需要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只能通过直接满足或者互相给予，承认本身就必须具有情感认可和情感鼓励的性质。这种承认关系也必须与那些互相表现特殊重视的具体他者的肉体存在发生联系。黑格尔的命题表现了这一主题向科学研究语境转化的关键步骤，按照他的命题，爱必须被理解为“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5)认为本源情感关系取决于独立性和依存性之间微妙的平衡，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与精神分析的关系理论所采取的方式是相同的，后者努力确定的是病态心理失调的原因。随着精神分析转向早期儿童的互动，对他者的情感依恋就被显示为诸种复杂的过程，它们能否成功，就取决于共存的自我牺牲与个体的自我肯定之间张力的互相维持。所以，客观关系理论的研究传统就特别适合于赋予爱以可理解性，爱作为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相互承认模式的基础。

在客观关系理论中，以关系病态心理学治疗分析为基础，人们得出了关于可能导致在情感上依赖他者的条件。当然，在精神分析可以集中探讨人类行为的人际内涵之前，还需要一系列理论上的努力来质疑关于儿童本能生活发展方式的正统观念。(6)在弗洛伊德和他的后学看来，儿童互动伙伴具有根本意义的唯一条件是它作为客体来行动，这一客体又有力比多的负载，它们来自无意识的本能要求和渐渐凸现的自我控制之间的内在心理冲突。在这一中间的第二角色之外，只有母亲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独立地位，因为母亲在婴儿心理无助阶段可能产生的失落感被认为是所有更加成熟形式的焦虑的根源。(7)由于这种认识勾勒了一幅儿童心理发展的画面，儿童和他者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仅仅被认为是力比多本能的展开，因而斯皮茨（Rene Spitz）的经验研究就足以对此提出第一个质疑。他的观察显示，母亲关怀的撤退也引起了婴儿行为的严重紊乱，即使在另外的情况下他们的一切自然需要都得到了关照。(8)正如莫里斯·伊格尔（Morris Eagle）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晚近发展》(9)中所指出的，早期儿童发展的情感依恋的独立意义，其第一个标志得到了一系列心理学探索结果的支持和说明。动物行为学的实验研究也能够证明，幼小灵长动物对所谓替代母亲的情感依恋不可能产生于本能满足的经验，而只能来源于“慰藉”的经验。(10)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开创性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人类的婴儿在最初几个月就发展了一种人际的亲近感，这就为后来一切情感依恋提供了基础。(11)丹尼尔·施特恩（Deniel Stern）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皮茨和鲍尔比的研究的启发，他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母子”互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在“母子”互动关系中，介入的双方都在实践中获得了共同的情感经验和共同的知觉能力。(12)

所有这一切，对于精神分析，至少是对于战后仍然接受这些研究结果的英美精神分析界而言，都产生了误导作用。因为，与弗洛伊德的本我与自我结构模式相反，上述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似乎看重的是相当早期前语言阶段互动经验的永久意义。如果社会化过程主要取决于儿童在他们最初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经验，那么，我们就再也无法坚持那种正统的观念，即心理发展是作为一系列组织化的独白关系形式而发生的，这种关系是力比多冲动和自我包容能力之间的关系。与这种正统观念相反，精神分析理论框架需要沿着社会互动的不同维度而展开，在这些社会互动维度上，儿童通过与他者建立情感关系，学会自视为独立的主体。最后，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但这些精神疾病又不能归结为心灵中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只能归结为儿童依恋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错乱，这种发现在治疗方面支持了这一理论结论。当它们出现在界限紊乱或自恋这样一些症状中，这些心理病态就迫使治疗医生利用解释方法，不仅赋予儿童和相关他者之间的相互约束以独立的意义，而且还摆脱了正统观念。

精神分析的客观关系理论代表了在理论上对上述诸种挑战作出回应的第一种努力。这种理论在力比多冲动组织之上补充了他者的情感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走向成熟过程的第二个构成要素，这就进一步考虑到了儿童早期互动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但是，使客观关系理论特别适合于承认关系现象学意图的，却不是这种心理说明框架向主体间理论的扩展。而只是因为，它使成功的情感约束依赖于共生状态和自我肯定之间的平衡能力，这是在早期儿童时代所获得的；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它才能够令人信服地把爱描述为承认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往这一核心观点的道路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文尼柯特（Donald W.Winnicott）所开辟的，而青年黑格尔的直觉认识也以一种奇特方式得到了确认。在唐纳德·文尼柯特之后，杰西卡·本雅明（Jessica Benjamin）也利用他的学说作出了最初的努力，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把爱的关系解释为相互承认的过程。

文尼柯特在治疗精神行为紊乱的语境中，从一个主张精神分析的儿科大夫的角度，致力于理解早期儿童社会化的“充分”条件。(13)他和精神分析正统观念的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很容易就适合于黑格尔和米德理论框架的认识。婴儿在他生活的第一个月就深深依赖于通过所接受的母爱来补充他的行为，因此，精神分析研究把与相关他者孤立开来的婴儿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错误的抽象。(14)母亲维持新生婴儿的生命而给予的关怀，不是像某个第二性的东西附加在孩子的行为之上，而是以某种方式与孩子融为一体，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效地推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开始于一个未分化的主体间阶段，即共生阶段。文尼柯特认为，这包含着比弗洛伊德理论在“原始自恋”名称下所描述的东西具有更多的内涵。不仅婴儿幻想母亲的全部关怀都来自婴儿自己的全能存在，而且“母亲”反过来也将孩子的全部反应看作是单一行为周期的构成部分。这种原始发生的行为整体，相互都可以经验到，它不仅是“原始主体间性”(15)概念的根据，而且还提出了文尼柯特终身关心的中心问题：我们如何认识母子以某种方式从未分化的一体状态中自我分离出来，最后学会作为独立个人而互相接受和互相爱恋的互动过程？

文尼柯特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已经说明，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儿童成长的过程只能是通过母子之间的主体间性互动集体完成的使命。因为两个主体最初都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成就而包含在共生的一体状态中，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必须互相学习，如何把自己作为独立的实在区分出来。与此同时，文尼柯特用来刻画成熟发展过程个体特征的诸种概念，永远不仅是对个别参与者即儿童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而且也是对母子关系的不同把握。为了培养健康的人格，儿童发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互动系统结构的变化上，而不是反映在个体冲动潜能组织的转型上。为了规定第一个阶段，即出生之后马上就开始的共生一体关系，文尼柯特主要引进了“绝对依赖”范畴。(16)这个范畴表明，两个互动伙伴为满足需要而完全互相依赖，根本不能作为个体彼此区分开来。一方面，母亲在怀孕过程中就先行地自我认同于她的婴儿，所以她把婴儿孤独无告的需要当作她自己敏感性的缺少。故此，她的情感注意力就彻底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以至于她好像是出于一种内在的本能冲动而学会使自己的关怀和关心适应于婴儿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她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另一方面，与母亲（文尼柯特假设她需要第三者的保护性承认(17)）的这种脆弱的依赖性相对应，还存在着婴儿绝对的无助性，在交流的意义上，他无法表达肉体和情感上的需要。在他生活的第一个月内，孩子还不能通过认知区分自我和环境，他活动在经验视界之内，其经验的连续性只能通过互动伙伴的补充协助才能得到保障。这种未分化的经验世界对于生命是绝对必要的，它不仅能缓解本能冲突，而且提供温柔的慰藉，在这种意义上，婴儿绝对依赖于母亲用需要的方式“搂抱”他们，给予他们以爱意。仅仅是在这“被搂抱”的肉体保护空间中，婴儿才能学会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中心来整合他们的感觉和推动他们的经验，并因此而促进他们的肉体成长。由于“搂抱行为”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十分不寻常的意义，文尼柯特偶尔还把这个融为一体的状态称为“搂抱阶段”(18)。

由于在共生一体阶段上，母子彼此依赖，所以也只有其中的一方获得新的独立性时，他们才能结束这一阶段。就母亲而言，一旦她与婴儿的原始肉体的认同开始消失，并因此而重新扩大其社会交往范围，她就开始想从中解脱出来。回到日常的刻板生活中，以及向家庭和朋友的再次敞开，这些都迫使她拒绝直接满足孩子的需要，但她又仍然能直觉到这种需要，因为她越来越长时间地让孩子独处。与母亲的“逐步解除适应”(19)相对应的是婴儿在智力上的发展，随着其条件反射的扩大，在认识能力上也开始区分自我与环境。大约在六个月时，孩子开始把声和光看作是未来满足需要的信号，因而能慢慢地忍受母亲长时间的不在场。孩子第一次经验到母亲是在他们全能控制之外的世界上的某种存在，同时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由于对母亲的依赖性进入了孩子的视野，以致他现在知道以母亲的关怀为目标决定个人冲动的方向，所以，婴儿离开了“绝对依赖”阶段。新的互动阶段，文尼柯特称之为“相对依赖”(20)阶段，它涵盖了儿童形成依恋关系的能力发展的一切决定性步骤。因此，他对这些步骤进行深入而具有启发意义的分析。这些分析把母子关系描画为“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存在”，代表着一切更加成熟的爱的基本模式。

在孩子方面，只要母亲再次获得独立，不再永远处在孩子的掌握之中，一种幻灭过程就开始了，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重大而又困难的挑战。此前一直被想象为儿童主观世界的构成部分的个人，现在渐渐地从儿童全能的控制中挣脱出来，儿童也必须“承认‘对象’是具有其权利的实体”(21)。儿童的社会环境允许实施两种同时有助于他在情感上顺利度过新的经验阶段的心理机能，在这个意义上，儿童能够完成上述任务。文尼柯特强调两种心理机能的第一种是“摧毁”，第二种是“过渡现象”。

孩子逐渐发现现实难以把握，于是，他马上就开始了进攻行为，这种进攻行为最初是指向母亲，因为儿童现在认识到她是个自我独立的个人。仿佛是因为他失落了全能的统治力量而采取的反抗行动，婴儿对母亲拳打脚踢，极力摧毁她的肉体，而在此之前，母亲的肉体一直都被当作快乐之源。在传统的解释中，进攻行为的爆发常常被认为与伴随着全能控制力量的失落经验而不可避免地开始的挫折感有一种因果关联。相反，文尼柯特认为，进攻行为本质上代表了目的行为，也就是说，婴儿通过这种行为来试探，具有情感负荷的对象是否真正属于影响不及的“客观”现实。如果母亲忍受这种摧毁性的打击而不采取报复行动，孩子因此就以富于表情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把自我置于和其他主体共在的世界当中。(22)在这个意义上，孩子摧毁性的伤害行为并不表示他消极地对待挫折，而是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手段，凭借这一手段，孩子可以毫不含糊地把母亲作为一个“具有其权利的存在”来承认。如果她作为一个能够抵抗的人来忍受孩子摧毁性的实验，如果她确实以拒绝的方式也给孩子提供调适脾气的机会，那么，孩子就能够通过整合进攻冲动给母亲以爱感。在这种束缚关系中，孩子能够把他对母亲的共生依赖性与独立自主的经验协调起来：

这时需要母亲，她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她的存在价值。她是个环境—母亲，又是个对象—母亲，是爱的对象。在作为对象—母亲时，她一再是被破坏和被损害的。孩子慢慢把母亲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并能够爱母亲，同时对一直忍受的母亲满怀深情。(23)

如果认为儿童第一阶段的依恋是进攻行为表现的结果，那就有充分的理由同意本雅明的意见，引进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把它作为一个有启发性的解释模式。(24)因为，的确只有在以斗争的形式摧毁或损害母亲的努力中，孩子才认识到他依赖于一个人的关爱，而这个人具有她独特的要求和独立的存在。但是，反之，在母亲看来却意味着，如果她想在她的活动空间中“忍受”这些摧毁性的打击，她也首先必须学会接纳孩子的独立性。进攻性的情境，实际上要求她把孩子摧毁意志的梦想理解为某种不仅敌对于她的旨趣，而且可能只属于孩子的东西，而孩子已经是个独立的个人了。如果，在上述意义上成功地迈出了相互区分的第一步，那么，母子就可能互相认可对爱的依赖性，而不必融入共生状态之中。

在分析的补充部分，文尼柯特断定，随着第二种应对机制的发展，儿童就越来越能够维持早期形成的独立性与共生性之间的平衡力。他借“过渡对象”概念阐明了这一点。文尼柯特心中的经验现象是，在儿童早期生活的几个月内，已经出现了与在物质环境中的对象建立情感关系的强烈倾向。这样一些对象，诸如玩具、枕头、孩子自己的四肢等，都被当作独一无二的占有物来对待，有时被轻柔地抚爱，有时被强烈地虐待。在文尼柯特看来，说明这些过渡对象的功能的关键在于，孩子的互动伙伴也把这些对象放置在现实领域，至于这些对象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已无关大局了。仿佛是通过无言的共识，客观对象被转换到“中间领域”，应该由参与者来决定是把它看作属于纯粹幻觉的内在世界，还是属于客观的经验世界。

可以认为，关于过渡对象，我们和婴儿之间已达成了一种共识，我们决不追问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它是从外部给予的吗？重要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决无指望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25)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中间对象的发现过程，我们就有理由假设，这些对象就是母亲的代用物，而真正的母亲刚刚失落在外部现实中。由于这些对象的本质在本体论上是充满歧义的，所以，儿童即便是在经历了分裂之后，也还积极主动地利用它们来维持着他们原初的全能幻想，而且同时可以运用它们来探索现实。在这种探究现实的游戏方式中，也明显地表现了过渡对象的功能并不局限于对母亲角色的共生占有，而母亲角色是在融入现实的状态中被经验到的。儿童不仅以共生的关爱，而且也以反复的粗暴打击和摧毁的努力，与他所选择的对象建立关系。文尼柯特认为，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过渡对象中，我们所处理的是从来就居于原始的融入经验与分裂意识之间的本体论关系。在孩子与情感对象进行游戏互动的时候，他反复努力在象征意义上弥补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之间的痛苦裂痕。这种情形与主体间接受的幻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让文尼柯特能够继续前进，得出一个宏大又难以评判的结论：由于本体论的中介领域的形成得益于作为人们在整个生活中持续面对的难题的解决，所以，它也是成年人面对文化对象而产生的一切兴趣的心理源泉。文尼柯特略带一点夸张的色彩写道：

我们断定，接受现实的任务永远没有彻底终结，人类根本没有从那种把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联系起来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经验的中间区域提供了从这种压力下得到解脱的可能……［这一中间区域］（在艺术、宗教等当中）没有受到质疑。这一中间区域是迷失在游戏中的儿童游戏领域的直接延续。(26)

为何一定要把“过渡对象”概念理解为文尼柯特用承认理论解释爱的直接延伸昵？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作出了交代。在他看来，一个儿童“迷失”在与特定对象的互动中，导致这种情形发生的唯一条件是，在与共生状态中经验的“母亲”分裂之后，他能够在她的持续的关怀中产生出足够的信赖，以至于在一种被感觉到的主体间性的保护下，他可以独自存在下去。儿童的创造性，即普遍的人类想象力，假设了“独立存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只能从对被爱个人的关怀的基本信赖中表现出来。(27)由此就会形成对创造性和承认的关系的深刻认识，但我们在这里对这种认识没有更多的兴趣。相反，把爱当作特殊的承认关系来加以重构，至关重要的是文尼柯特断定了独立存在的能力依赖于儿童对母亲持续的关怀的信赖。当主体认识到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所爱、而那个人也感受到爱时，他就可能发展一种自我关系。上述命题对这种自我关系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认识。

如果母亲忍受着进攻性打击而不报复性地撤回她的爱，以此熬过儿童的无意识考验，那么，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她现在就属于一个充满痛苦的外在世界。上面说过，现在儿童必定第一次意识到他依赖于母亲的关怀。如果母亲之爱持久而又可靠，那么，在她的主体间可靠性的保护伞下，儿童也就不仅可以同时发展出一种对社会满足其需要的信赖感，而且通过这种信赖所开辟的心理道路，发展出渐渐展示在儿童身上的一种基本的“独立存在”能力。文尼柯特将儿童独立存在的能力追溯到“可靠母亲持续存在”(28)的经验，而所谓儿童独立存在，是指他可以轻松地开始发掘“他自己的生活”：惟有“在个体精神现实中存在着一个好的对象”(29)，他们才能对内在冲动有所反应，并且以一种开放的创造的方式，无忧于被抛弃的焦虑，追求实现这些内在冲动。

因此，把重心转向真正的自我，即米德所谓的“主我”，这就假设了，一个被爱的人甚至在自己的注意力发生转移的时候，也仍然相信维持着他的情感。但是，安全感本身是一种成熟信念的外向表现，即他相信，他者会持久地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他自己对他者是有独特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存在”的能力是个体自我关系形式的实际表达，这种自我关系类似于埃里克森（Erikson）所说的“自信”：儿童在渐渐确信母亲之爱的过程中也自我信赖，这使他们能无忧无虑地“独立存在”。

文尼柯特喜欢用一些不被人重视的注释，其中有一个宣称，这样一种在交往中受到保护的“独立存在”能力，就是“友谊的构成材料”(30)。显然，文尼柯特正在接近这么一个观念，即人与人之间任何一种强大的情感维系，都敞开了一种可能性，人们就像婴儿依赖于母亲的情感关怀，也能以轻松自由的方式实现双方的自我联系。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一种系统的要求，认为成功的母子关系是一种互动模式；这个模式在成人生活中的成熟再现，表明他们与他者之间成功的情感维系。这样，我们在方法论上就可以从早期儿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是交往结构使爱成为一种特殊的相互承认关系。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一切爱的关系的动力来自对原始融合经验的无意识记忆，这种记忆刻画了母子早期生活的特征。内在的共生一体状态完整地塑造了彻底满足的经验形态，以至于在主体消失之后以及在主体的整个生活中，它都使那种与他者融为一体的渴望充满活力。当然，只有当这种融合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挫败，以致不得不承认他者是独立的个人，它才能变为一种爱的情感。只有这种被打破的共生状态才能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一种确立界限和消融界限的积极平衡关系；在文尼柯特看来，这种平衡属于通过彼此幻灭而发展成熟的关系结构。因此，独立存在的能力构成了主体间张力中与主体相关的一极，与它对立的一极是消融界限融入他者的能力。消融界限，主体自我经验到彼此之间的协调，这种行为取决于维系的类型，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友谊中，它可能是共同经验一种无意识的对话或者一种绝对无强制的共存时刻。在爱欲关系中，它是两性之间的和谐，两情之间的相悦，个人认识到自己同他者无差别地协调一致。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融合过程仅仅是从一种对立的经验中获得其特有的可能性条件，这种经验就是遭遇到那个不断重建他的界限的他者。仅仅是因为关怀的可靠保证给予被爱的人以力量，使得在一种轻松自由的自我关系中向他自己敞开，所以，被爱的人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与他的存在合一，并经验到界限的互相消融。在这个意义上，在爱之中所发现的、被黑格尔描述为“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存在”的承认形式，与其说是一种主体间性状态，不如说是悬置在两种经验之间的交往弧线，一边是独立存在的经验，另一边是融入他者的经验；“自我相关性”与共生状态就代表了互相要求的平衡力量，它们共同作用，促使一个寓于另一个之中。

当我们考察本雅明的精神分析研究时，这些结论就失去了某些思辨的性质。本雅明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研究了爱的关系的病态学失调问题。为了以母子成功分离过程为基础，得出对成年人之间成功的维系最为本质的互动结构，他也利用了客观关系理论。但是，在这种联系中最让他关注的，是造成爱的关系出现失调的动力，在临床医学上称之为“受虐狂”和“虐待狂”(31)。研究结果表明，在文尼柯特之后，承认理论中爱的概念具有一种优势，即可以把这种失调看作是一边倒，即彻底倒向承认平衡中的一极，从而表现出单面性。在病理学上，悬置在主体间的交往弧线的互相对称性被一个事实给摧毁了。这个事实就是，参与主体之一既不能从自我中心状态、也不能从共生依赖状态中独立出来。本雅明可能揭示的是，这些单面性中断了自我相关和界限消融之间的持续变换，因为它们用一种严格的互补模式取代了这种持续变换。一个互动伙伴在共生状态中的依赖性，最后恰好是另一个互动伙伴所固执的具有进攻意味的全能幻想。(32)在本雅明看来，这种承认的平衡关系的扭曲无疑可以归因于心理紊乱，其原因在于母子分离过程的失败。为了支持这种立场，他利用了一系列治疗成果，如奥托·克恩贝格（Otto F.Kernberg）对“爱的病理”进行精神分析时所提供的成果。(33)

这里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这些发生学推理的细枝末节，不如说是这么一个事实，即研究对象是可以用互相承认范畴加以估价的关系失调。如果说，实际上可以从某些紧张平衡状态失败的对称性观念中得出一个标准，来判别情感维系中的失调，那么，这反过来也证明了按照承认理论所构想的爱的概念具有经验实用性。

从治疗学角度看，依据承认平衡的结构单面性来解释关系失调的临床医学材料的可能性，就支持了一种理想的观念，即爱的关系代表着通过承认来折射的共生状态。因此，工具性单面关系中行为条件中的每一种表现模式（在萨特的现象学分析中，普遍的爱的关系就被归结为这些模式(34)），都可以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对于互动理想的合理偏离，而这些互动理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加以坚持。而且，由于这种承认关系为主体互相获得基本自信的那种自我关系提供了根据，所以，它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发生学上都优先于相互承认的其他任何形式。主体间爱的经验有助于产生情感信赖的基本层面，它们不仅在需要与情感的经验中，而且在这种经验的表达中，都构成了一切自尊态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35)

二

如果说，爱代表着相互个体化所打破的共生状态，那么，在爱的行为中，彼此承认的显然只是他者的个体依赖性。因此，人们或许就会这样认为，爱的关系只能表现为一种承认关系，这种承认导致了在认识上接受他者的独立性。但是，只有在情感上信赖共同关怀的连续性，才能使向独立性的过渡成为现实，从这个事实看来，上述假设根本不能成立。如果不能切实地感到，即便被爱主体在独立之后也继续关怀，那么，爱的主体就不可能承认那种独立性。因为在爱的关系中，这种经验是相互的，所以承认就具有双重过程的特征，他者得到自由的同时，也在情感上维系于爱的主体。因此，说承认是爱的构成要素时，就意味着肯定由关怀所引导和支持的独立性。在朋友之间、在情侣之间、在父母子女之间，一切爱的关系都假设了不受个体控制的同情和吸引。由于对他者的肯定情感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爱的关系也就不能超越基本的社会关系领域，随意覆盖更多的互动伙伴。虽然爱永远有一种道德优选主义的要素，黑格尔仍然正确地指出，一切伦理的结构内核都存在于爱当中：仅仅是通过相互渴望区分而凸现出来的共生纽带，才产生了独立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个体自信。

与客观关系理论所揭示出来的爱的承认形式相比，法律关系在每一种本质内涵上都显示出了差异性。为何要把两个互动领域理解为同一个社会化模式的两种类型呢？唯一的理由在于，如果不求助于相互承认的同一机制，就根本无法充分地说明每一个互动领域的内在逻辑。在法律中，黑格尔和米德建立这种联系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当我们反过来认识到必须对他者承担规范义务时，才能把自己理解为权利的承担者。换句话说，我们只有采取“普遍化他者”的立场，让他教会我们承认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是权利的承担者，我们才能在确信自己的具体要求会得到满足的意义上把自己理解为法人。

黑格尔在晚年再次以令人满意的清晰性揭示了这种必要的联系。这种联系让他本人和米德把法律关系理解为互相承认的形式。在《哲学全书》的纲要中，他再次写道：

［在］国家里……人得到承认，被当作理性的动物、当作自由、当作一个人、当作个体来对待；个体在他那方面通过克服自我意识的自然状态，通过服从一种普遍性，一种本质上和现实中作为意志的意志，即服从法律，从而使他自己具有被承认的价值；因此，他以一种普遍有效的方式承认别人是、同时也希望别人承认他是自由、是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有所作为。(36)

毫无疑问，由于使用了谓语形容词“自由”，这种表述方式就清楚地表明，黑格尔常常有意用法律承认形式来指涉现代法律关系的特殊构造，因为，只有这种关系才在本质上对一切自由平等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黑格尔而言，重要的是证明个体人格的独立性的存在归因于特殊的相互承认方式，而这种相互承认方式又体现在实证法中。相反，在“普遍化他者”概念中，米德的最初兴趣在于这种法律承认的逻辑。迄今为止，我们在历史重建中一直忽视的就是这种差异。究竟是哪种特殊类型的承认，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我关系，才是法律关系结构所固有的？在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之前，我们必须澄清上述差异，哪怕是十分粗略的也好。传统法律和后传统法律的差别清楚地表明，不像在爱的关系中，法律承认中特殊的相互对称形式只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现出来。

在讨论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时，我们看到，“法律承认”概念首先仅仅是指这么一种情境：自我和他者作为法律主体互相尊重，唯一的理由是，他们都意识到在共同体中正当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可是，这个定义对赋予个体的权利和这些权利在社会中的论证方式却没有作出特别的说明。相反，这个定义所说明的仅仅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仅当一个人在交往的意义上被当作共同体成员来承认，他才能算是某种权利的承担者。对个体而言，作为基于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交往集体的成员，成为社会接受的角色，这就产生了某些权利，只有通过诉诸一种权威的制裁力量，个体才能正式确信这些权利是不可让渡的。(37)这一极其温和的法律秩序概念非常适合于揭示传统社会法律承认的一般特征。只要个体的合法要求尚未与后传统的普遍主义道德原则融为一体，它们最多只不过是作为一定共同体成员所享有的权利而已。由于米德在“普遍化他者”概念中只有一次涉及这种合作的权利与义务的基本秩序，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只给予法律承认以有限的规范意义：单个主体在主体间获得承认，仅仅是因为他是基于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成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传统的法律承认形式甚至也给主体的人的“尊严”提供了社会保护。但是，这种尊严仍然与主体的社会角色完全融为一体，而主体的社会角色是在权利和义务普遍不平等分配的语境中所获得的。

相反，只要依赖于普遍主义道德概念的前提，黑格尔借以得出法人定义的结构就只能采取法律承认的形式。因为，随着向现代性的过渡，已经在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后传统的基本概念渗透到了成文法当中，并受到了论证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与有争论的规范的理性共识观念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法律体系可以被理解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表达，按照它的内在要求，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与特权。(38)因为，在这样的联系中，仅当法律规范在原则上承认互动伙伴是自由和平等的存在，才有可能期待互动伙伴具有一种服从法律规范的自觉意志，所以，一种新的更加严格的相互性形式就进入了法律的承认关系当中：法律主体遵纪守法，同时又彼此承认是能够就道德规范自主作出合理决断的个人。所以，黑格尔的定义不同于米德的定义，只有当社会法律秩序能够从伦理传统的自明权威中分离出来，并重新依靠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证原则，黑格尔的定义才适用于社会法律秩序。

黑格尔和米德之间的这种区别引出了有关法律承认在现代法律关系条件下获得的结构特征的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澄清显示着公民共同体全部成员个体独立的同一性的承认形式的必要结构。我们可能已经从青年黑格尔那里得知，这种普遍特征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情感态度，而必被认为是理解力的一种纯粹认识成就，几乎是它设定了情感激励的内在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普遍特征的结构，一方面它必须与喜爱感和吸引感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又影响个体行为。

第二，在现代法律关系条件下，主体互相承认他们具有道德担负能力，这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全部主体所共有的这一特征，不能用来指代具有明确范围和内容的人类能力。相反，它说明，一个有责任的个人的地位根本就是不确定的，这导致了现代法律结构处于不断开放和明确的过程之中。

尽管我们可以用经验科学来支持对爱的承认形式的解释，但要解决上面两个问题，这种方法还远远不够。不过，我们在这里依然满足于用经验的概念分析来提出问题。由此得出的断言是，随着向现代性的过渡，个体权利与具体的角色期待分离开来，因为个体权利在原则上必须归属于作为自由存在的每一个个体。如果这种简单的说法正确的话，这就已经间接指出了法律承认的新的性质。我们可以明确认为，对于传统的法律关系，承认某个人是一个法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存于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赋予他们的社会重视。这种共同体的传统伦理构成了一种规范境域，个体的多种权利与义务在这一境域之中仍然联系着社会合作体系中的不同使命。所以，法律承认仍然是按照每一个作为角色承担者的主体所享有的重视程度而被等级化了，这种关系只是在使法律关系服从后传统道德要求的历史过程中才渐渐被打破。而就观念而言，每一个主体作为法人必须得到的承认，就与社会重视程度分离了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尊重形式，只有将它们分别对待，才能对它们的功能进行分析。自康德和席勒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尊重他者和重视他者，而上述主题就反复出现在这些讨论当中。(39)这些讨论的一个突出倾向是，在随着法律承认和社会重视的分离而出现的“尊重”的两种语义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在“法律”关系中，我们关心“尊重”概念的第一种用法，而第二种意义对于解释“价值共同体”中的承认形式则具有重要意义。

差不多在上个世纪末，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Ihering）对广泛支持着法律承认与社会重视历史断裂的“尊重”概念作出了区分。(40)在他论述“法律内的意图”的著作之第二卷中，他揭示了可能有助于社会“伦理”整合的各种不同行为形式之间的绝对关联。他的这种理论主要是在方法论上大大地影响了德国法学的发展。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行为模式原始地由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构成，他就必须系统地区分社会尊重的不同类型。耶林在概念分析中获得的基本划分来自种种可能回答“是什么使另一个人受到尊重？”之类问题的方法：在耶林称之为“法律承认”的情况下，这个观念表述为必须把每一个人类主体看作是“自为目的”，而“社会重视”是在可能以社会现实关系的标准来衡量个体的范围内强调他的“价值”。(41)如使用康德的表述方式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法律承认的情况下］所处理的是对“个人意志自由”的普遍尊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即社会重视的情况下］所处理的是对个体成就的承认，其价值是依据社会认为他们重要的程度来衡量的。所以，在法律上把一个人当作人来承认不可能认可任何其他标准，但对他们的特性与能力的重视，至少隐约地借助了一种标准尺度，必须依据这一尺度来判定他们的轻重大小。(42)在耶林看来，这些区别原始地具有允许在理论上对风俗习惯进行卓有成效的分析的功能，在这些风俗习惯中可能历史地形成了社会重视。但是，由于他的观察囿于现存的框架之中，所以仍然没有回答“如何精确地规定法律承认的具体结构”这个问题。但对于近来那些分析哲学家更清楚地区分个人之间不同的尊重形式的努力来说，这种理论不无帮助。

我们可以承认作为个人的人类，而不需要重视他们的成就与特性，这种理论论证沟通了耶林的研究和当代讨论。是否假设了评价等级或者精确地选择出这些等级，我们必须通过运用这个标准来区别尊重的两种形式，这一信念也同样引导着斯蒂芬·L.达瓦尔（Stephen L.Darwall）。(43)他一开始就把对作为个人的人类的尊重追溯到一种“承认尊重”，因为这种形式原始地导致了认识上承认如下事实，即关于他者，个人面对的是拥有个人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普遍化的尊重永远保留着某种在语义学上呈现在“承认”（Anerkennung）一词中的“被某人认识”（Zurkenntnisnahme）的涵义。(44)但是，仅当对情境的解释辅之以面对个人施加在自己行为之上的必要约束的实践认识之时，我们才能从认识的承认过渡到由后康德的道德尊重概念所标明的承认：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个人来承认，就必须以一种在道德上受个人特征强制的方式对全体个人采取行动。虽然这么做并不意味着我们更接近问题的解决，但法律承认的结构总算是变得明朗了一点，因为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限定个人规范强制性的方式。换句话说，因为，这种关系结构一方面假设了我们对独立的个人必须保持的法律义务具有道德认识，另一方面又只有从经验上解释情境，我们才知道在特定的具体的他者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与具有使这些义务现实可行的性质的实在相关。故此，特殊情境的现实运用的使命是法律承认结构不可违背的构成因素，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它具有普遍主义的构成意义。按照对这种情境的经验描述，常常还必须追问人类主体的活动范围的普遍有效性，正是在这一范围内，因人类主体归属于不同等级的道德上负有责任的个人，这些权利才现实可行。我们马上看到，运用范围和情境解释构成了现代法律关系的脉络之一，为承认而斗争就可能出现在这种脉络中。(45)

从根本上把重视某人与承认作为个人的某人区别开来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即重视不至于在经验上运用普遍的直觉认识的规范，相反是渐渐达到对具体特性和能力的认可。与耶林一致，达瓦尔宣称，重视常常假设了一种评价的参照系统，指示出人格特性价值的多少优劣。(46)但是，与耶林不同，达瓦尔的兴趣在于那种指向主体道德品质的狭义认可。当我们考虑价值交往的承认形式时，必须突出整个社会重视语境中的特殊形式的道德尊重的作用问题。在这个环节上，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从法律承认和社会重视的比较中得出的暂时结论。在这两种形式中，人都可能因某些特性受到尊重。在法律承认之中，它就是使人们完全成为人的一般特性。在社会重视之中，它就是将人们互相区分开来的个别特征。故此，法律承认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限定个人的构成性，而社会重视的中心问题则是借以衡量特殊个性的“价值”的评价参照系统的构成性。

如此说来，这一初步结论又引入了出现在法律承认的结构性关联中的第二个难题：必须存在一种途径来决定主体既相互尊重又作为法人相互承认的能力。解决这个难题更加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分析后传统条件下授权功能的关键。在渐渐从地位归因（Statuszusch reibungen）中分离出来之后，这一任务的目标在表面上看来首先是保护和强化这一普遍能力的占有与实施，这一普遍能力第一次赋予人作为个人的特征。但是，应该被保护的究竟是具有合法能力的主体的什么普遍特征？这个问题取决于同现代法律在结构上相关的新合法化形式。如果法律秩序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如果法律秩序，仅仅在原则上能够得到其所囊括的全部个体的自由认可的程度上，依靠个体遵守法律的自觉意志，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假设，这些法律主体至少都具有独立进行合理道德决断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归属能力，就绝对不可想象主体是如何能够一致认同法律秩序的。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合法性依赖于权利平等的个体理性的共识，每一个基于现代法律的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是共同体成员具有道德上的责任能力（moralischen Zurechnungsfähigkeit）。

但是，这种责任能力还是没有显示出一种始终恒定、轮廓鲜明的特征。说一个主体能够基于理性洞察而独立行为，意思是指某些事情只有与对合理一致的含义的说明联系起来，才能够得到确定。因为依赖于构想基本的合法化程序的方式，如若个人平等地参与合法化过程，那些必须归因于个人的特征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构造意义上赋予个人特征的能力决定要素，故此取决于能推动参与合理意志形成之主观必要条件的背景假设。合法化程序要求越高，共同构成道德责任主体地位的特征也就越广泛。正如方才陈述的关联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能力（只要社会成员作为法人互相尊重，具有这些能力的他们就能彼此承认）也具有变化的趋向。对于后传统条件下授予个体权利的现实发展，只稍稍加关注，上述能力的变化方向就一目了然。我们在现代社会正在面对的个体权利要求的累积扩张，可以被理解为道德责任个人普遍特征的范围渐渐扩大的过程，因为在为承认而斗争的压力下，参与合理意志形成的必要条件日益更新，而这些条件必须纳入我们的考虑之中。我们早些时候在黑格尔的思辨观念中已经遇到了同样的主题：罪犯迫使资产阶级法律秩序沿着实在的机会平等之维度延伸它的法律规范。

在法学研究中，这一主题马上变成了一种程式，将个体权利分为保障自由的人权、保障参与的政治权和保障基本福利的社会权利。人权是指保护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非权威的国家干涉的消极权利。政治权利是指保障个人参与公共意志形成过程的机会，是一种积极权利。社会权利是指保障个人公平占有基本产品分配，这也同样是一种积极权利。这种三分法可能已经出现在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著作中，他影响深远的地位理论根据服从的义务将地位分为消极地位、积极地位和法人的主动地位。即使到现在，这种方法也仍然被罗伯特·阿勒克西（Robert Alexy）所采用，目的在于给予基本个体权利以正当性。(47)但是，对于我们的论证脉络而言，最最重要的是，这种区分也决定了T.H.马歇尔（T.H. Marshell）新近的著名努力，他力图把社会阶级差异消失的历史重构为基本个体权利扩大的过程。(48)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其成熟的社会理论语境中也采用了这种分析，以此作为他说明现代法律发展的参照。(49)

马歇尔基于上面所描述的激变情境，在传统和现代法律的构成之间作出了基本的区分。随着个人权利要求与社会地位归因的断裂，首次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于每一种法律秩序都不允许任何例外与特权。因为这一要求涉及个体作为公民而占据的角色，平等观念也同时获得了政治共同体之中“成熟的”成员资格的意义：独立于整个经济实力中的差别，每个社会成员都被赋予了一切权利，有助于使他们平等地表达政治利益。在这里，令马歇尔感兴趣的是，只要个体服从于平等的要求，基本个体权利就必然处在发展的压力之下。作为社会斗争的结果，个人被迫公正地对待这种要求，这个事实使个体权利要求扩大到这么一种程度，以致最后，甚至前政治的、经济的不平等再也不可能完全存而不论了。

马歇尔对这一更多地蕴涵着现代法律形式按承认而渐渐发展方式的命题所作的论证，采取了历史重构的形式。(50)在这一框架内，法律理论分类是可行的，依照这种分类标准，可将林林总总的个体权利要求系统地分为三类。马歇尔赋予了三分法以历史含义，最粗略地说，人权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发展于19世纪，而社会权利发展于20世纪。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一假设的分期（对此我们在下面进一步规定）所具有的意义在于，它历史地显示了每一种新的基本权利的建立都无不受到一种论证的强力推动，这种论证隐含着政治共同体成熟合格的成员的要求。最初，政治参与权仅仅是作为人权的派生物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它至少在18世纪就已经被给予了那些男性成员，其人口数量在一直增长。一开始，只有那些具有足够的收入水平和财产占有量的人，才具有参与公共意志形成过程的肯定要求。那些曾经与地位连在一起的各种权利一旦分别得到扩大和形成分割，法律政治气氛的变化一旦表明再也不存在可靠的论证来反对被排斥的群体的平等要求，这些权利就成为一种特别引人瞩目的普遍人权。在20世纪初就有一种信念完全确立起来，这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过程。

与政治参与权一样，社会福利权也出现在一种意义“自下向上”地被驱动的扩展过程中，这种意义依附于政治共同体“成熟的”成员资格的观念。这一权利范畴的前史，就存在于19世纪许多国家为推行普遍义务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中。这一斗争的目标，不是给儿童而是给未来的成年人以必要的文化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平等地行使公民权利。只要达到了这样的目标，就差不多可以认为，如若大众积极地发挥其优势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社会生活水平和经济稳定程度的保障，政治权利就必然只是对大众的形式上承认。在20世纪，这样一些平等要求中所凸现的权利，至少在那些走在福利国家道路上的西方国家，毕竟是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权，它将保证每一个公民有可能肯定他们的其他一切权利。

从对马歇尔理论的简单概括中，不难见出，基本个体权利的连续扩展以某种方式和规范原则相联系，这种规范原则从一开始就是引导观念。因为，个体合法要求的每一次丰富，都可以理解为道德观念进步的活生生的体现，而这种道德观念是，如果期望社会全体成员遵纪守法，他们就一定能基于理性洞察服从现存的法律秩序。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从来就是永恒变革过程的开端，它至少产生了两种新的个体权利，因为后继的历史一再证明，在弱势群体的压力下，根本没有给平等参与合理共识提供合适的前提条件：为了作为道德责任个人参与政治，个体不仅需要在法律上得到保护，免于别人对其自由领域的干涉，而且还需要在法律上受到保障，有机会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过程，仅当个体也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水平，他们才可能现实地运用这种机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公民法律地位的上升伴随着那些构成意义上赋予个人特征的核心能力的持续扩展。特别是那些让主体基于理性洞察而得以独立行动的特征从此内涵着最低限度的文化教育和经济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要作为法人相互承认，其意义比现代法律进化过程开始可能具有的意义远为丰富。在法律上被承认的同时，不仅个人面对道德规范自我导向的抽象能力得到了尊重，而且个人为占有必要社会生活水平而应当具备的具体人性特征也得到了尊重。

正如马歇尔描述的历史图景所示，通过社会斗争而扩展基本个体权利，仅仅是过程的一个侧面，这一过程整体上采取了有必要区分的两条发展道路互相关联的运动形式。平等原则之进入现代法律的结果是，渐渐得到扩大的不仅是法人地位的内容，其中累积性地体现了新的要求，而且还有法人地位在社会意义上渐渐扩张，以致它延伸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故此，马歇尔用一个简明扼要的命题概括了他对历史的鸟瞰所得出的结果：“沿着规划好的道路向前推进，就是向更高程度的平等推进，构成社会地位的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被授予社会地位的个人数目的增多。”(51)我们看到，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律的实质内容增加了，同时对个人实现社会保障的自由的机会上的差异产生了一种更大的敏感性。反之，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日益扩大规模的先前被排除的弱势群体也像其他一切社会成员一样被赋予了同样的权利，法律关系也就被普遍化了。因为这两种发展可能性都内在于现代法律关系，所以黑格尔和米德都相信法律领域中为承认而斗争具有连续性。对于拒绝被承认或遭到蔑视的情形所作出的反应中出现的对峙，就显示了法人实质内容与法人社会地位的范围的发展中的冲突。(52)

为了进一步描述这些作为社会冲突之基础的蔑视经验，就有必要简单地说明那种通过法律关系而变得可能的肯定的自我关系。按照米德，他自然就建议把与授权行为相联系的主导心理现象看作是作为道德责任个人而自我相关能力的提高。正如在爱的情况下，儿童通过母亲持续的关怀而获得基本的自信，以非强制的方式肯定他们的需要，成年人通过法律承认的经验获得一种可能性，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对他们的独立性的普遍被尊重的表达。自尊之于法律关系，恰如基本自信之于爱的关系，这个观念已经由一种概念上的合适性暗示出来了，这就是把权利看作是解个人化的社会尊重的符号，同样，爱也可以被看作是对逾越距离而获得的关怀的情感经验。后者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了使他们信赖自我需要和自我渴望感觉的心理基础，前者产生了个人因值得每一个人尊重而能够自我尊重的意识形式。当然，仅仅是随着普遍人权的确立，这种自我尊重的形式才获得了那种与道德责任即个人尊重价值核心的说法相关联的特征。它所要求的条件是，个体权利不再分别地赋予具有社会地位的群体成员，而是平等地赋予自由存在的所有人；惟其如此，个体法人才能在他们之中看到一个观念的客观化参照，他们具有独立形成判断的能力而得到了承认。乔厄尔·法因贝格（Joel Feinberg）的思想实验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关系。他为了证明授权行为的道德意义，而发展了这种思想实验。他的讨论非常适合于揭示法律承认和获得自尊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若不是经验上的，也是理论上的。(53)

法因贝格提供了一种虚构的社会状态，其中存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高水准的社会善良意志和相互通融，尽管社会现存的权利制度还是绝对未知的。为了避免过分轻易地处理事情，他附加了一种道德义务意识和一个实证法律体系，从而在下两个步骤上补充了一个社会集体性模式，他称之为“乌有乡”（Nowheresville）。最后，以这种方式构想共同体，他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论，这一社会集体性将在至少和今日社会中提供给基本个体权利同样高的层次上保障公民的幸福生活。在现存社会中，通过法律要求、按照帮助与尊重而有助于人们的一切都受到了利他主义倾向和单方义务感的保障。在一种“乌有乡”社会里仍然缺少某种东西，缺少某种我们出于道德直觉而一般地考虑的东西，这种缺失的意义正好是法因贝格理论的兴奋点。通过分析这一虚构共同体中虽属重要却正好缺失的东西，他确定了个体权利对个人的意义。给他解决这一自我设定的问题提供钥匙的是“权利”一词的意义。只要“权利”一词在占有普遍人权的意义上运用，它就获得了那一关键的意义。如果我们认识到，在这种环境下占有普遍人权无非是指能够提出要求，而这种要求的社会补偿又被认为是合理正当的，那么，在“乌有乡”中所缺失的东西也就一目了然。对于社会个体成员，没有个体权利而又要生存，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尊：

拥有权利，我们就能“活得像人”，就能注视他者，就能在根本上感到人人平等。认为自己是权利的占有者，感到骄傲就不是过分的，而是合适的；同时也具有最低限度的自尊，这是为了赢得他者的爱和重视所必不可少的。的确，尊重个人……可能仅仅是尊重他们的权利，所以，没有他者，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存在。所谓“人类尊严”，可能不过是可承认的肯定各种要求的能力而已！(54)

虽然这条思路难免模糊和矛盾(55)，我们尚可从中得出一种论证，为米德所暗示的学说提供更稳固的基础。由于占有权利就意味着能提出已被社会接受的要求，这样就给予人们一种合法化的方式，使人们清楚地确认自己已经得到了别人的尊重。给予权利以推进自尊发展的力量的，是权利所具有的公共性。如果权利能够赋予它的承担者以一种权能，使他们投身于可以为互动伙伴所承认的行动，权利就具有了这种公共性。因为，随着在法律上诉诸权利的选择活动，个体现在获得了一种象征的表达手段，其社会有效性每次都能向他显示出来，以至于他们普遍地作为道德责任个人而相互承认。如果我们把上述观点引进于这一脉络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法律承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自视为个人，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有那种品质，使参与话语意志结构（diskursiven Willensbildung）具有可能性。我们不妨把以此种方式肯定地自我相关的可能性称之为“自我尊重”。

但是，这一结论暂时还只是理论上的断言，仍然完全缺乏经验的支持。为何在自尊中是如此难以证明现象的现实性，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仅当主体在视觉上因缺少可感的质而深感苦恼之时，它就只能在否定形式中获得一种可感的质。自尊的现实存在，每每只能通过经验的比较间接地推导出来，这些经验的比较涉及人的群体，从群体的一般行为中我们可以得出有关蔑视的经验象征地得以再现的形式的结论。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是一些偶然情形所指示出来的。在这些情形中，被涉及的群体自身就从被压制的承认是如何侵害个体自尊机会的角度，公开讨论了对基本权利的拒绝。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如美国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权运动中的讨论所表现的那些情境中，对被排斥集体的自尊的法律承认的心理学意义开始凸现于语言学表层。在相关的出版物中，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讨论，忍受法律上的低权益状态如何必然导致社会羞耻感的麻木，以及只有通过主动的反抗和抵制才能从这种麻木中解放出来。(56)

三

黑格尔和米德都把爱和法律关系与另一种相互承认形式对立起来。虽然他们也试图对此作出不同的说明，但对于这种形式的特殊功能基本达到了一致的认识：为了能获得一种未歪曲的自我关系，人类主体除了情感关怀和法律承认的经验之外，还永远需要一种允许他们积极地与其具体特征和能力相关联的社会重视形式。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著作中，用来命名相互重视的承认关系的概念是“伦理”。相反，在米德那里我们发现的是已经制度化的劳动合作分工的具体模式，而不是纯粹形式化的承认形式的构想。从这两种描述方法的比较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进一步把主体间共有的价值视域之存在假设为必要条件，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这种承认模型。因为，只有自我和他者共有一种价值和目标取向，彼此显示出他们的品质对他者生活的意义和贡献，他们才作为个体化的人相互重视。一个初始征兆表明，我们对黑格尔和米德的解释不致陷入经验上得不到支持的结论，但这一征兆最终却来自于对现代法律关系的分析。决定现代法律关系的基本的普遍原则，只有通过首先将它们看作是法律承认与社会重视形式断裂的结果，才能得到重建。在社会重视形式中，主体是根据社会所规定的具体特征的价值而得到承认的。在这些历史地发生变化的社会重视模型中，我们可以辨认出黑格尔和米德引进第三种相互承认关系时心中所想到的早期经验形式。如果我们回到一度终止的分析线索，就能够在经验所支持的现象学意义上通过比较法律承认和社会重视对第三种互相承认关系的特征作出完美的界定。在这种关联之中，结果一定表现为，黑格尔和米德运用“伦理”和民主化劳动分工，都是为了挑选出唯一的、在规范意义上具有特殊要求的价值共同体，而每一种给予重视的承认形式都必然要收纳在这一共同体之中。

我们看到，与现代法律承认不同，社会重视的目标是指向刻画了不同个人特征的特殊性。故此，现代法律代表了一种承认媒介，表达着人类主体的普遍特征，而社会重视承认形式则要求一种社会交往媒介，必须能够以一种普遍的，更确切地说，一种主体间强制的方式表达着人类主体的个性差异。在社会层次上，这一中介的任务是由一种永远开放和普遍渗透的、在象征意义上清楚表达的方向性构架来完成的。在这一方向性构架中，陈述了那些整体上构成了一个社会在文化上自我理解的价值与目标。这么一种方向性构架可以作为认可特殊人格特征的参照系统，因为他们的社会“价值”是由他们对于社会目标的实现所作的贡献的大小来衡量的。(57)一个社会在文化上自我理解为引导社会对个人的重视提供了标准，因为个人的能力和业绩是根据他们对实现文化规定的价值给予帮助的多少来进行主体间评判的。这种相互承认形式也与社会生活语境假设相联系，社会成员通过走向他们共同目标的构想，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但是，如果社会重视是由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伦理目标构想所支配，那么，它所能采取的形式与法律承认形式一样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们的社会范围和对称标准，一方面取决于社会规定的视域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人所选择的理想的个体特征。伦理构想越是向不同的价值敞开，它们之间的等级配置越是让位于水平竞争，社会重视也就可能越清楚地获得个体化的品质，产生对称关系。故此，在这里，按照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它所经历的历史的结构的转型来分析这种特殊的承认形式，也显得极为自然。正如法律关系一样，社会重视也只要在它逾越了前社会合作组织的框架之后，它才可能获得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所以，这种正在进行的结构转换，按照概念史来说，是由荣誉概念向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范畴过渡来标明的。

只要一个社会的伦理目标的构想仍然是在实质上被思考，其对应的价值观念也是以某种等级制的方式组织起来，以至于大大小小的有价值的行为方式的范围能够出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就是按照社会荣誉来衡量的。这些共同体的传统伦理允许按照人们对实现中心价值所作出的贡献，和进一步被纳入引导个人生活的特殊方式的价值，来对社会内部的责任领域进行垂直的分层。而且，恰恰是依附于这一模型，个体方可获得与他的社会地位相符的“荣誉”。故此，在合作组织的社会中，“荣誉”是表示社会地位的相对层次。当个体设法使自己的行为在习惯上合乎“在伦理上”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集体期待之时，他们就能获得某种社会地位。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从内容上说，‘地位上的’荣誉通过如下事实表现出来，即首先是一种特殊社会方式可望从一切希望归属于这一世界的人身上产生。”(58)在这些前提之下，个人社会评价所指向的人格特征，就不是生命历史个性化的主体的特征，而是文化分类的地位群体（Statusgruppe）的特征。正是按照群体的“价值”，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价值才得到衡量，反之，群体价值又是从社会地决定的对实现社会目标所作的集体贡献的程度中浮现出来。“荣誉行为”，就是每一个体为了现实地在集体意义上获得与他们的社会阶层相一致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基于文化预先给予的价值秩序来完成的行为。(59)

当社会重视按照上述合作模型组织起来，与之相联系的承认形式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性质，即在一个文化上分类的社会阶层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对称但外在不对称的关系。在地位群体之内，主体作为特殊的个人互相重视；因为人们共同的社会立场，这些个人共有那些以社会价值尺度为基础被赋予了某种社会地位的特性和能力。在地位群体中间，我们发现了等级化分类的重视关系，这就使社会成员能够重视他们的阶层之外的主体，因为他们的特性与能力也在文化上预定的程度上对集体共同价值的实现有一定的贡献。当然，这种相对稳定的承认关系系统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社会群体为了通过示威性的风格化，矫正对于集体特征之“价值”的不公正认可，而可能采取一种可取的“补偿尊重的反主流文化”(60)途径。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对合作社会也同样是典型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看到的，社会群体为了垄断高社会声望的长期机会，往往拒绝非共同体成员靠近他们群体的优越特征。(61)但是，为荣誉而展开的日常斗争的这些维度，只要不直接动摇一般地标志着传统社会文化自我理解的实质价值等级制度，它们就完全与合作的承认关系系统框架相联系。

后传统哲学观念和政治理论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无法不触及社会统一的价值信念的地位，在这个关节点上，传统伦理的渐渐贬值就开始了。我们看到，法律承认关系与等级制社会重视秩序分裂了，但从向现代性过渡看，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除此之外，秩序本身也服从于一种顽固的充满冲突的结构转型过程，因为，随着文化革新，社会伦理目标有效性的条件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即使社会价值体系还可以作为评价参照系统，借以似乎客观地决定一个社会阶层所特有的荣誉行为模型，这也要从根本上归因于价值体系特殊的认识给予性。事实上，它仍然把它的社会通用性归因于宗教或形而上学遗产中未曾没落的信念力量，而且作为一种“超越—社会的参照物”隐含在文化的自我理解之中。但是，只要在广阔的范围上逾越了认识的门槛，换句话说，只要伦理义务被组织起来成为内在决断的结果，对社会价值体系特征的日常理解就必须改变，因为法律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改变在先。被剥夺了其不证自明的先验基础，这一价值体系就再也不能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参照体系，再也不能为阶层对个人行为的特殊期待提供一种关于社会荣誉之相关标准的明确知识。与有效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一样，价值世界经历了双重失落：它既失落了客观性质，又失落了以一种统治着行为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决定社会声望的尺度的能力。故此，在现代性门槛上，资产阶级为高贵的荣誉而进行的斗争，就不仅表现了确立新价值原则的集体努力，而且也代表了这些价值原则的一般地位之间互相对峙的开端。它首次敞开了一种争论，那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否要根据作为类型而从属于整个群体的特性之预定价值来衡量。正是自此以后，主体方可作为依据特殊生活历史而个体化的存在，进入社会重视的竞争领域。

在前面描述的社会激变过程中，通过合作而分层化的荣誉原则而对个体保证的一种重要的社会重视，就开辟了向新的形式化法律关系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发展中，它获得了“人类尊严”概念里的普遍通用性。(62)在人权的现代目录中，所有人都有其社会地位的平等法律保障，尽管直到现在也未能明确这种保障产生什么实际法律后果。但是，正如我们从下面事实中可以清楚地得知的，法律关系不能整合社会重视的全部维度：与其整个功能一致，社会重视只能应用于那些使社会成员彼此区分的特性和能力。仅当个人自我认识到因为他们恰恰不以一种和他者无分别的方式共有的成就而得到承认时，他们才能感到是“有价值的”。虽然，为了把个人的社会荣誉层次与他在地位群体的成员资格联系起来，先前还是在集体意义上规定这些个人特征的差异，但是，随着传统价值等级的渐渐消解，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为反对那种以一种与个人的“社会阶层”相应的方式规范自己行为的强制，即以一种古老的承认关系体系把个人束缚起来的强制，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就导致了有助于实现社会目标的个人观念的个体化。因为，预先确定哪种引导个人生活的方式在伦理上再也不被认为是可取的，所以，社会重视开始不以集体特性为取向，而是以个体在生活过程中所发展的能力为鹄的。成就的个体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人自我实现之不同形式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开放。故此，正是一种价值多元的形式，虽然是以特殊阶层和特殊性别语汇来规定的形式，构成了个体成功程度和个体社会价值得以限定的文化取向框架。在这一语境中，社会荣誉概念渐渐融入了社会声望概念。(63)

概念转型历史过程的一个侧面导致了“荣誉”范畴向一种不同的应用语境即私人领域的降格，不过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同引导着特殊地位群体或社会阶层生活的方式相联系。从此，“荣誉”仅仅是表示个人的那些值得无条件地保护的、自我理解方面的、主观上可限定的标准。先前在公共竞争中荣誉所占有的地位渐渐地为“地位”、“声望”等范畴所取代，后者被假设能把握一种尺度，可衡量个体在社会上因其个人成就和能力而被给予的重视。现在，这种承认形式所获得的新组织模型仅仅是指个人价值的狭义分层。这一狭义分层是两个过程所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荣誉”普遍化为“尊严”，另一方面是“荣誉”私人化为主观限定的“诚实”。所以，社会重视与任何形式的法律特权都不再有联系，在结构上也不包含对个人人格的道德品质的指代。(64)反之，“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仅仅是指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社会抽象限定目标的实际实现，进而自我实现并由此赢得社会承认的程度。与这一新的个体化承认关系系统相关，现在一切都依赖于普遍价值境域的规定，这种普遍价值既不拒绝各种不同的自我实现形式，同时又必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涵盖力量的重视体系。

与这些冲突的任务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张力，它被引入社会重视的现代结构中，使它永远从属于文化冲突。因为，不管如何限定社会目标，是按照表面上中立的成就概念，还是按照开放的多元价值境域，在这些社会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在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作用之前，都常常需要一种派生的解释实践。现代社会抽象的引导观念为衡量个别特性和能力的社会价值所提供的普遍有效参照系统极其微小，以至于将它们运用于承认领域之前常常必须通过补充的文化解释而得到具体化。故此，被赋予不同自我实现形式的价值，以及规定相关特性和能力的方式，都从根本上依赖于在每种历史情况下对社会目标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

但是，由于这些解释的内容反过来又依赖于以一种显示着他们的特殊价值的方式、成功地对自己的成就和生活形式作出公开解释的社会群体，上述派生的解释实践就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的文化冲突之外的东西了。在现代社会，社会重视关系从属于永久的冲突，不同的群体在冲突中以符号力量为手段，参照普遍社会目标，努力提高与他们的特有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能力的价值。(65)可以肯定，在每一种情况下大体上决定着这些冲突的暂时稳定结果的，不仅是特殊群体控制这些符号力量的权利，而且还有（轻易不受影响）公共注意的趋势。社会运动越是成功地把公共领域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集体代表的被忽视了的特性的意义，他们也就越有机会提高社会价值，提高其成员的社会地位。因为，恰如西美尔早已看出的，除此之外，这些社会重视关系还间接地与收入分配模式相适应，所以，经济上的对抗对于为承认而斗争的形式也具有构成意义。

与此相随，社会发展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它给予承认的相关形式以生活历史个体化的主体间关系的非对称性。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生活世界中把抽象的社会目标具体化，文化解释仍然都取决于重新评价特性和能力的社会群体利益，但是，在（通过冲突而出现的）价值系统中，衡量主体社会地位的根据是，在自我实现的特殊语境中他们对社会可能有什么作为？黑格尔和米德分别以“伦理”概念和“民主劳动分工”观念提出的方案中，作为目标的正是社会重视的这种组织模式。在他们设计的解决方案中，他们展望了一种社会价值系统，社会目标就在这一系统之中得到了复杂而又细致的阐发，以至于每一个体基本上都有机会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我已经努力描述了黑格尔和米德的理论困境，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表明他们共同的核心观念。仍然有待询问的是，“团结”这一范畴为什么就自荐为这些假设的解决方案的优先概念呢？但是，惟有那一伴随着社会重视经验的个体自我关系得到揭示时，才有可能澄清这个问题。

只要在重视之中存在的承认形式按照地位群体组织起来，相应的社会区分经验才能一般地指称个人特有群体的集体同一性。根据社会价值来得到承认的个体成就仍然极少与地位群体的类型化集体特性分离开来，结果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才能感到是社会重视的受众。这种承认经验允许个体获得的实际自我关系就是一种群体自豪感或集体荣誉感。在这里，个体自我认识到自己乃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可以集体地完成事业，他们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得到了其他成员的一致承认。在这些群体的内在关系中，互动形式正式获得了团结关系的性质，因为每个成员都认识到自己得到了其他成员同等程度的重视。这是因为，在最初的亲近程度上，“团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主体彼此对等重视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66)这一启发性的意见也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团结”还是初步地被运用于在集体抵抗政治压迫的经验中出现的群体关系。这里，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实践目标的共识当即产生了主体间价值境域，每一个参与者在这一价值境域中学会在同等程度上承认他者的能力与特性的重要意义。(67)对等重视机制也可以用于解释这么一个事实：战争常常代表着一种集体事件，它能跨越社会界限产生自发的团结与同情关系。在共同经验到的巨大冲突和牺牲中，一系列新的价值凸现出来，使主体得以互相重视先前一直为社会所忽略的成就与能力。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仅仅是阐明了实践自我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只要个体仍然遵循合作路线而被组织起来，这种自我关系就允许个体获得社会重视。可随着上述承认形式的个体化，实践自我关系也使主体能够进入变革过程。现在，个体不再把他们与社会标准一致而取得的成就和因此而受到的尊重归因于整个集体，相反，他们可能肯定地将它们归因于他们自己。在这些变化了的条件下，经验到社会重视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切实感觉到的信心，即个人的成就和能力将被其他社会成员承认，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意味深长地把这种实践的自我关系（在日常语言中通用的表达是“自我价值感”）称之为“自重”，与“基本自信”、“自尊”范畴并列。(68)在每一个体都有能力自重的程度上，我们才可以谈到社会团结（见图2）。

所以，在现代社会，个体化和独立化主体之间对等重视的社会关系代表着社会团结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彼此对等重视就意味着根据价值互相评价，这就使他者的能力和特性也对共同的实践有意义。这种关系就可以说是“团结”，因为，他们不仅激起被动的宽容，而且还激发了对他者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切实可感的关怀。只有我主动地关怀他者（外在于我自己的）个性特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目标才能实现。“对等”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同等程度上互相重视，这一事实早在每一社会价值境域解释的本质开放性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根本不可能想象一系列在数量上以某种方式固定以至于可以精确地比较个体贡献的集体目标；相反，“对等”只能意味着每一主体免于被集体损害，结果他们被给予了机会，使他们能经验到自己是对社会有价值的存在，据其成就和能力，他们得到了社会承认。因此，我们根据“团结”概念构想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开启了一种境域，个体为社会重视而进行的竞争获得了一种免于痛苦的形式，即一种摆脱了蔑视经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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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承认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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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个人的同一性与蔑视：强暴、剥夺权利、侮辱

人的完整性，在其存在的深层，乃是归因于我们一直在努力辨别的认可和承认模式，这么一种意义是我们日常语言运用中所固有的。因为，直到现在，在那些认为自己未能受到他人善待的人们的自我描述中，道德范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伤害”或“羞辱”，它们都和蔑视形式也就是拒绝承认的形式有着关联。这种否定概念用来称谓一种不公正的行为，这不仅是因为它有害于主体和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而且是因为伤害了他们在主体间获得的肯定的自我理解。如果不潜在地涉及一个主体对他的同伴发出的承认要求，就根本无法有效地运用“蔑视”和“伤害”这样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日常语言包含着经验的意义，显示着在人类存在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同他人的认可之间具有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蔑视”一词所含意义就是人的特殊脆弱性，它来自黑格尔和米德所揭示的个体化与承认之间的相互依存。每一个个体即米德所说的“客我”的规范的自我形象都取决于他人持久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蔑视的经验就使个体面临着一种伤害的危险，可能会把整个人的同一性带向崩溃的边缘。(1)

确定无疑的是，在口语中，“蔑视”和“伤害”的含义可能包含着对主体心理伤害的各种不同深度。对基本人权的公然贬低，和伴随着个人失败公众所暗示的微妙羞辱，二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而在这一术语的应用过程中，差异有被抹杀的危险。相反，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对于补充的“承认”概念的系统贬黜，这个事实却显示了蔑视的个体形式之间的内在差别。如果蔑视的经验真的标记着“承认”的保留或撤销，那么，在否定现象的领域内，也可以发现与肯定现象的领域内同样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三种承认模式的区别，就给我们提供了分辨诸种蔑视的理论依据。衡量它们的差别之根据，必须是通过否定个人特殊的同一性要求而对个人的实践自我关系所能造成损害的各种程度。只有从这一系列的分别出发，我们才能着手解决黑格尔和米德都未能回答的问题：蔑视的经验为什么隐含在人类主体的情感生活中，以至于它可以为社会对抗和社会冲突，即为承认而斗争提供动力？

如果我们把上文所作的区分当作一个肯定的背景，那么，从一种在肉体完整性层次上造成个人伤害的蔑视开始，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在实际的虐待形式中，一个人被强制地剥夺了自由支配其肉体的一切机会，这种虐待形式就是最根本的个人贬黜形式。这是因为，不论其背后的意图如何，每一种违背他或她的意志而控制个人肉体的努力，都造成了一种程度上的羞辱，它比其他蔑视形式施加在个人实践的自我关系上的羞辱更加具有毁灭性。因为，这些形式的肉体伤害的特殊之处在于，正如集中体现在拷打和强暴中的那样，它们所引起的并非纯粹是肉体的痛苦，而是一种与在他人的淫威之下感到孤独无助、无法自卫相联系的痛苦，以致个人在现实中感到失去了自我(2)。肉体虐待表现了一种对个人（通过爱获得的）基本自信的持续破坏，而只是因为这种基本自信，个人才能独立自主地协调他自己的肉体。因此，与一种社会羞耻形影相连，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失去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赖，甚至在肉体层次上也影响到了与其他主体的一切实践交往。因此，这种蔑视从个人身上剥夺的是一种承认，是对个人自主控制肉体的权力的理所当然的尊重，而这本身又只有通过把情感支持作为社会化过程的构成部分来加以经验才能获得。结果，行为的肉体性质与情感性质之间的成功整合就从外部被摧毁了，同时遭到持续毁坏的还有最基本的实践自我关系，即个人基本的自我信赖。

由于这些心理的自信形式负载着情感前提，它们遵守的是与融合与区分的主体间性平衡相联系的不变逻辑，所以，这种蔑视经验也不可能简单地随着历史时间或文化构架而发生变化。无论怎样努力建构合法化的体系和赋予蔑视经验以什么正当意义，拷打或强暴所造成的伤害常常伴随着个人对社会世界之可靠性的信赖感的急剧衰退，常常伴随着个人基本自信的崩溃。比较而言，我们所辨别的三种蔑视中的其他两种形式就深深根植于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两种形式中，任何一种道德伤害都和相应的承认模式一样，处于历史变化过程当中。

第一种蔑视形式深深地扎根于那些肉体虐待的经验中，摧毁着一个人的基本自信。因此，我们必须在那些贬黜的经验中寻找第二种蔑视形式，它可能削弱一个人的道德自尊。这里所指的是一些个人的蔑视形式，一个个体在结构意义上如果被一个社会排斥在权利的占有之外，他就必然遭受到这种蔑视。我们最初仅仅是简单地把“权利”理解为个人通过正当的方式可以获得社会满足的要求，因为他作为共同体的合格成员享有参与制度秩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被彻底地拒绝了这些权利，那就暗示着他或她并没有被赋予和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程度的道德责任。正如否定权利或社会排斥所特别显示的那样，这些蔑视形式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强行限制个人的自主性，而且在于它们与那种情感相联系，即他未能享受一个成熟合格的、平等地赋有道德权利的互动伙伴的地位。对个体而言，被否定了社会性地有效的权利要求，就意味着侵害了主体间的期望，这种期望使个体作为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主体而得到承认。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蔑视经验十分典型地导致自尊的失落，即丧失作为在法律面前平等、与周围所有人进行交往的互动伙伴而自我相关的能力。(3)因此，蔑视从个人身上所剥夺的承认形式，就是在认识上对道德责任地位的敬重，而道德责任又必须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慢慢地获得。这种蔑视形式表现为一种历史可变量，因为，究竟什么才算道德责任主体之意义内涵，是随着法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所以，常常用来衡量剥夺权利的经验的标准，不仅是普遍化的程度，而且是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权利的实际范围。

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对主体的自尊造成伤害的第二种蔑视形式与第三种贬黜形式区分开来，这第三种形式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价值有着消极的联系。直到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蔑视的评价形式，如对个体或集体的生活方式的贬黜，我们方可得到现代意义上的“伤害”、“诽谤”等行为样式。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荣誉”、“尊严”或现代意义上的“地位”，是指他或她的自我实现方式在社会传统文化境域中受到社会重视的程度。如果价值等级制度被如此地建立起来，以致把个体生活形式和信仰方式当作低劣之物或残缺之物予以贬黜，那么，它也就使得主体无法赋予自我能力以社会意义。对于从事这些评价的主体而言，在评价上贬黜某些自我实现模式的结果，就是这些主体无法把自己作为共同体中具有肯定意义的存在而与自我关涉。对个体而言，这些社会贬值的经验特别导致了自我重视的失落，即失落了将自己作为能力与特性均得到重视的存在来自我敬重的机会。这种蔑视形式从个人身上剥夺的承认形式，就是对他或她必须在群体团结的鼓励下排除种种阻碍而发现的一种自我实现形式的社会认可。当然，只有制度上确立的社会重视模式在历史上充分实现个体化，也就是说，只有这些社会重视模式在评价的意义上是代表个体的能力而不是群体的特性，个人才能作为个体的人与这些文化贬黜形式发生关联。所以，就像剥夺权利一样，这种蔑视经验也处于一个历史变化过程当中。

以上就是以分析的方式区分出来的三种蔑视经验，它们的典型特征在于，常常以参照人类肉体败坏状态的隐喻来描述蔑视对个体造成的后果。对拷打或强暴给个人造成影响进行心理研究的时候，常常说到“心理死亡”。在研究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对付权利剥夺与社会排斥的方式时，通常使用的概念是“社会死亡”。关于与生活形式的文化贬黜相联系的蔑视形式，我们比较爱用“伤害”这个范畴。(4)这些在隐喻意义上暗示的肉体痛苦和肉体死亡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观念：对人类心理完整性的种种不敬，和机体传染病在肉体再生产过程和环境中一样，发挥的都是否定的作用。社会蔑视或社会羞辱的经验危及人的存在的同一性，正如传染病危及肉体生命一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用语言学实践所作出的解释具有可靠性，那么，它起码包含了两种涉及我们意图的隐秘暗示。

第一，通过与肉体疾病相比较，提示了一种对痛苦的社会蔑视经验一样合适的观念，即辨别出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使主体意识到他们所处状况的征候。这里的假设是：与肉体征兆相应的，就是表现在社会羞耻感中的消极情感反应。

第二，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人类“心理健康”和完整性？对于这个问题，基于概观各种蔑视形式的比较方法也提供了解答的可能。如此观之，与疾病的保护治疗相应的是社会保障，它们与承认关系相关联，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主体免受社会蔑视的痛苦。虽然第二种比较只有在研究个人完整性和社会蔑视的关系时（请参阅第九章）才于我们有益，但是，第一种比较对我们即将展开的论证已经显示了启发意义。因为，伴随着蔑视经验而产生的消极情感反应，可能恰好显示了为承认而斗争借以扎根的情感动机的基础。

社会蔑视经验如何会激发起主体进入实际斗争或实际冲突？在黑格尔和米德那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一定意义上，缺少一个中间环节，通过在认识上告知个人所处的社会情境，把纯粹的痛苦引向行动。这种引导功能可能是由消极情感反应如被羞辱、被激怒、被伤害而感到愤恨来完成的，这就是我想阐明的观点。这些消极情感反应构成了心理征候，以此为基础，个人才认识到自己被非法地否定了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在人类对于承认经验的制度性依赖中，可以再次看到这个理由。为了获得成功的自我关系，个人就必须依赖主体间对他的能力和成就的承认。如果在某个发展阶段上没有得到这种社会认可的经验，那么，个人人格内部就出现了心理的裂痕，像羞耻与激怒这些消极的情感就充塞其中。所以，蔑视经验永远伴随情感的激动，这在原则上向个体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的某些承认形式被撤销了。为了给这一复杂的命题至少在大体上的可靠性，不妨把它与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心理学所阐述的人类情感概念联系起来。

杜威在早期的一些文章中明确反对那种把人类情绪亢奋状态看作是内在情感的必然表现的流行论点。关于这种（在威廉·詹姆斯那里也曾出现）的概念，杜威认为，由于一直都假设心理事件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先于“外在的”行为，这样就必然忽视了情感对行为的作用。(5)杜威论证的出发点是这么一种看法，即在人类经验境域中，情感从积极或消极意义上完全依赖于行为。换句话说，它们一方面作为一种亢奋的肉体状态伴随着特别成功的（同人或物）“交流”的经验，另一方面它们又作为失败或受阻的行为经验。这种失败的经验为杜威设计人类情绪的行为理论学说提供了启发。按照这一学说，气愤、激怒和悲哀等消极的情感构成了注意力转向的情感侧面，人的注意力指向了他自己的期望。只要人们在打算进一步完成一个行动而遇到了困难时，这种转向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反，诸如快乐、自豪等积极的情感就出现在人们突然摆脱了不堪重负的激动状态之时，因为此时他已经能够为压抑的行为问题找到一种合适的、成功的解决方案。所以，杜威一般把情感看作是情感反应，它们产生的基础是自我意图实现的失败或成功。

从这个普遍的论点开始，只要我们更具体地划分可能导致人类习惯行为受挫的“错乱”类型，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区分各种情绪。因为，这些错乱与失败必须以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先在于行动的期望为背景来加以评价，所以，我们可以基于两种不同的期望来作出最初和粗略的区分。习惯成自然的人类行动可能不仅在工具性成功的期望语境中、而且在规范行为期望语境中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如果不期而遇的障碍引起了指向成功的行动不能成功，那么这就导致了最广义的“技术”错乱。反之，如果为规范所引导的行动因认为有效规范受到破坏而为情境所击败，那么这就导致社会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冲突。第二种受到阻碍的行为构成了道德情感反应付诸实践的经验境域。在杜威的理论中，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情绪的亢奋，人类就以这样的情绪对下列情形作出反应：把他们不期而遇遭到击败的行动归因于对规范期望的违背。衡量个体情感差别的根本标准是，是主体抑或是互动伙伴违反了阻碍行动的规范？在第一种情况下，主体在负罪感中感受到行为的障碍，在第二种情况下，主体在道德激愤的情绪中感受到行为的障碍。但无论怎样，在两种情况下都确定无疑的是，杜威认为，这就是个人在情感上经验着反身依靠自我的行为之典型情境，也就是说，随着注意力转向个人自己的期望，人们也就意识到了认识内容，在这里就是道德知识，而正是这些认识内容决定了计划的行为和受挫的行为。

具有开放性质的道德情感是羞耻——但前提是，它不仅仅是指对个人赤身裸体明显感到害羞，这种害羞在人类学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在羞耻中，互动伙伴对违反规范应负何种责任，从一开始并不明确，而遭到破坏的规范是主体把行为习惯性地继续下去所缺乏的。正如精神分析理论和现象学共同坚持的那样，羞耻的情感内容一开始就在于降低自我的价值情感：由于自己的行为遭到拒绝而自我羞辱，主体就把自己看作是比从前所假设的社会价值更低的存在。用精神分析的行话来说，抑制行动对道德规范的破坏和消极影响的不是超我，而是主体的自我理想。(6)这种羞耻，只有在真实或想象的互动伙伴被伤害的自我理想获得见证时才能被经验到。这种羞耻可能由自我也可能由他人引起。在自我引起羞耻的情况下，个人违背了建构自我理想原则所凭借的道德规范，而把自己经验为低劣的存在。在他人引起羞耻的情况下，由于互动伙伴违背了那种作为凭借而可能依据自我理想成其所欲的道德规范，个人就遭受着降低自我评价的压迫。因此，交往的道德危机就由被挫败了规范期望的主体所激发起来。这一主体相信他或她可以把规范期待置于另一个人尊重自己的意愿当中。在这个意义上，第二种道德羞耻表达了主体的情绪，因为这个主体的自我诉求得不到敬重，所以不能继续行动。在这些情感经验中，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他的个体人格在构成意义上对他人承认的依赖。(7)

在与羞耻相关的情感反应中，蔑视经验可能成为为承认而斗争的动机。因为，仅仅是通过再次获得主动行为的可能性，个体方可驱散那种因羞辱而被迫进入其中的情感冲突状态。但是，促使重新展开的实践有可能采取政治抵抗形式的是，在这些消极情感中，作为认识内容的道德认识是可能的。正如集中体现在肉体虐待、剥夺权利和侮辱中那样，仅仅是因为人类主体根本无法以情感中立的方式对社会伤害作出反应，社会生活世界中互相承认模式就有得以实现的机会。因为，伴随着使个人的承认要求被蔑视的经验而产生的每一种消极的情感反应，都延续了一种可能性，即那种对个人的不公正将在认识上自我展示出来，并成为政治抵抗的动机。

当然，在这些情感反应中，不公正的蔑视并不是无法避免地必然自我显示，而仅仅可能自我显示，这个事实就暴露了社会现实中道德的实践基础是多么脆弱。从经验上说，被损害被侮辱的情感中固有的认识潜能是否能够成为政治—道德信念，这首先就取决于被伤害的主体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构成方式：一种社会运动只有在具备了表达手段时，蔑视经验才能成为政治抵抗行动的动机。但是，这种集体运动的形成和发展逻辑，只有在道德经验的动力学基础上，通过努力解释社会斗争的分析，才能被发掘出来。



(1)　关于个人同一性被摧毁的危险，请参阅布雷韦尔（Glyris M. Breakwell）编：Threatened Identity，New York，1983。

(2)　斯卡里（Elaine Scarry）对拷打所引起的现实性失落作出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其The Body in Pai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New York/Oxford，1985，第1章。

(3)　请参阅博克斯比尔：“自尊与反抗”，《哲学与公共事务》，6（1976/7），第58页；法因贝格：“权利的本质与价值”，《权利、公正和自由的边界》，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第143页及以下诸页。

(4)　关于“心理死亡”范畴的研究，请参阅Bruno Bettelheim，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London：Thames & Hudson，1979，第1部分；关于“社会死亡”范畴的研究，请参阅Orlando 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及Claude Meillassoux，Anthropologie de l’esclavage：le ventre de fer et d’argen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6，第1部分，第5章。

(5)　请参阅John Dewey，“The Theory of Emotion”，I，载Psychological Review，1895，第553页及以下诸页；“The Theory of Emotion”，II，载Psychological Review，1895，第13页及以下诸页。关于杜威情绪理论的有用论述，请参阅Eduard Baumgarten，《美国学派的精神渊源》，第2卷：《实用主义：爱默生，詹姆斯和杜威》（Die geistige Grundlagen des amerikanischen Gemeinwessen, vol.2：Pramgmatismus：R. D. Emerson, William James, and John Dewey），Frankfurt am Main，1938，第247页及以下诸页。

(6)　请参阅Gerhart Piers and Milton B. Singer，Shame and Guilt：Apsychoanalytical and A Cultural Study，New York，1971，第23页及以下诸页；Helen M. Lynd，On Shame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第2章；西美尔也有同样的定义，参阅其《社会学著作》中的“论羞耻心理”（Zur Pschologie der Scham，Schriften zur Soziologie，J.-J. Dalhme and O. Rammstedt编，Frankfurt am Main，1983），第140页及以下诸页。

(7)　这一方面被许多研究者低估了，请参阅内克尔（Sighard Neckel）：《社会地位与羞耻感》（Status und Scham. Zur symbolschen Reproduktion sozialer Ungleichheit），Frankfurt am Main，1991。


第三部分
社会哲学的展望：道德与社会的发展

运用经验现象学，我们可能已经揭示出，黑格尔和米德将承认形式一分为三并没有完全失去社会现实这个目标。确实，他们最终完全能够有效地揭示互动关系的内在结构。因此，像两位理论家所假设的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承认模式与主体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类型联系起来，所谓主体的实践自我关系，就是他们肯定性的自我关联。于是，在第二步上，要根据个人可能破坏甚至摧毁的实践自我关系的特殊层次来区分社会蔑视的诸种形式，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这种权宜的划分为我们理解究竟是什么把黑格尔和米德的基本观点转化得如此富有挑战性提供了理论手段。在社会生活现实中，对人的发展进步负责的道德力量，就是为承认而斗争，这就是黑格尔和米德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明确的断言，有时似乎还带有历史哲学的色彩，要想给它一种理论形式，就必须提供经验证据来证实如下结果：蔑视经验代表了社会反抗和集体暴乱的认识之情感源泉。但这是我在这里所无法直接证明的。相反，笔者必须勉强接受一种间接的历史描述方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首先要努力返回到一种始于黑格尔和米德的社会哲学传统。当我们带着可比较的理论意图探索各种理论，检讨后黑格尔主义思想史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许多看待历史的方法。这些方法大体上都利用了黑格尔，却毫不参照米德，他们把历史发展看成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紧张竞争过程。而对承认的三种形式进行系统的区分，可以揭示出许多使后黑格尔主义思想常常陷入困境的混乱。马克思、索雷尔（Georges sorel）和萨特的社会哲学代表了一种最重要的思想潮流的典范，这种思想潮流在理论上把社会冲突理解为承认要求的担当者（这与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截然对立），却又没有能力真正透视其道德的内在结构（第七章）。

但是，进一步批判地发展这一传统，就要求说明历史因素和经验因素，这些因素使它完全可以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谈论“为承认而斗争”的进步作用。故此，笔者的第二步就是努力简要地解释社会斗争的道德逻辑，以便说明社会斗争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现实动力源泉（第八章）。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被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所矫正的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学说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主线，那么，这最终就要求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规范视角加以论证。本书最后一章就想通过一种伦理的形式概念来展开论证。在伦理的形式概念中，个人完整性的诸种主体间性条件统统都被看作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前提（第九章）。


第七章
社会哲学传统的轨迹：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提出了关于承认冲突的具体模式，但从未对社会哲学史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的理论仍然处在《精神现象学》的深重阴影中，因为《精神现象学》在方法上极其成熟，在论述上也更加鲜明，“为承认而斗争”的主题被严格限定为“自我意识”产生条件的问题。但是，《精神现象学》论“主奴关系”一章还是充分暗示了一种政治理论的变革，因而他早期著作的核心主题在本质上仍然可能呈现出来。他一心想把主奴关系解释成旨在承同一性要求而展开的斗争，这样，黑格尔就可能开启一种思潮，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相逆而行，把社会分裂（Entzweiung）归因于破坏道德要求的经验。在这一思潮中，对社会斗争作出了划时代的重新规定，并对历史发生了最大影响的理论家是卡尔·马克思。在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中，引导青年黑格尔的道德理论观念便与功利主义思潮被综合到了一起，这是一种充满张力又高度矛盾的综合。在马克思主义陷入经济还原论之后，索雷尔致力于把社会转型过程纳入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视界。他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维科和柏格森，而不是黑格尔，为克服社会科学中的功利主义，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按照承认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努力，却几乎是种危险的努力，而且也差不多完全失败了。最后，晚近的萨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使“为承认而斗争”更有效地服务于具有批判取向的社会理论。但是，一开始，他的存在主义作为黑格尔学说的翻版，与他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家的许多令人联想到承认理论的主题还有冲突。不论是马克思、索雷尔，还是萨特，他们的理论探索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是一致的：社会发展过程一直都是按照承认运动三个道德维度中的一个来加以思考的，而我们在区分这些道德维度时，又主要依靠早期黑格尔。尽管如此，上述种种理论还是构成了一个思想传统的不同环节，其相继发展的过程，让我们认识到承认理论在解释道德进步时所要承担的使命。

马克思虽然参考了《精神现象学》，但没有阅读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他在《巴黎手稿》中只是就主奴辩证法这一狭隘意义讨论了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结果，在他的理论创作的起点，马克思就沉湎于一种值得怀疑的倾向之中，这就是将承认要求的丰富光谱还原为通过劳动而自我实现的维度。(1)但是，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成主体间的承认过程。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根据手工劳动模式或艺术活动模式建构起来的，(2)这一劳动具有总体性特征，在完成过程中，自身能力的对象化经验与一个可能的消费者的精神（Geistige）期望纠缠在一起，结果就是，经验给予个体一种以主体间关系为中介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在和《巴黎手稿》写于同时的《穆勒政治经济学笔记》(3)中，马克思谈到了劳动过程中通过自我和通过他人的“双重肯定”：也就是说，通过生产的对象，一个人不仅可以把自我经验为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体，而且可以把自我理解为有能力满足互动伙伴要求的个人。(4)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认为，单一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不可避免地摧毁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人之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因为，随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也具有独立控制他们被分离的生产活动的能力，这种控制是一种社会交往前提，使他们在共同体的生活关系中可以作为合作伙伴而相互承认。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摧毁了以劳动为中介的承认关系，那么，随之而来的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成“为承认而斗争”。所以，与《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一致，青年马克思才会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最初，他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道德冲突，其中，“劳动的解放”是对等重视和个体自我意识的主要条件。毫无疑问，正如马克思不久就承认的，这种解释包含着一系列有关历史哲学的思辨前提，而这是他当时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过程中所获得的。

青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继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承认理论的冲突模式，仅仅是因为，他的人类学的劳动概念直接把个人自我实现要素与主体间承认要素等同起来：人类主体，就其结构而言，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渐渐将自己的能力对象化而自我实现，同时还在情感上承认全体互动伙伴，因为他把他们当作是有所需要的共在主体。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旦破坏了这种整体的活动，每一种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在劳动过程中都必须被理解为致力于重新肯定相互承认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旦能够重新获得独立的劳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主体作为有所需要的类存在而彼此肯定的交往条件。由于没有拉开时代距离，马克思无法真正认识到的是，这种模式糅合了浪漫派的表现论人类学、费尔巴哈的爱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支配着马克思对历史哲学之沉思的那些不可靠前提，不久就充分向他表明，他必须在理论上改弦易辙从而废除这些前提。甚至在按照生产美学把劳动当作手工劳动或工艺活动来思考时，也不可能仅仅把劳动理解为“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5)；同时这些前提也不允许把劳动看作是主体间承认关系的充分完全实现。对象化模式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一切个体的特性和能力常常已经充分地存在于心灵当中，只要通过生产活动就可以把它们表现出来一样。而且，认为在与客观对象打交道时其他主体必然是作为可能的消费者存在、的确也作为有需要的存在得到承认，这种想法揭示了全部创造活动的主体间性内涵。虽然如此，这种想法还是削弱了满足物质需要的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承认关系。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把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狭隘地局限在生产美学的方向上，但由此引起的结果是，那些并非直接源于合作的自我管理过程的主体间承认的全部特征，就被排除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社会斗争的道德范围之外。马克思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社会斗争悄悄地与劳动过程中自我实现的目标联系了起来。当然，带着这种有意的夸张，他的“异化劳动”概念不仅已经负载着来自历史哲学的前提，而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所产生的侮辱现象上。(6)的确，马克思这样认为，这使得人们第一次能够把社会劳动本身理解为一种承认的中介和一个可能出现蔑视的场所。但是，由于他的冲突模式具有片面的生产美学特征，所以，这就妨碍了他把他所诊断的异化劳动放到复杂的主体间性承认关系当中，以便能够揭示异化劳动在社会斗争当中的道德意义。

马克思要想从这种片面的生产美学的冲突模式中解脱出来，就必须让他的人类学的劳动概念摆脱在早期著作当中对历史哲学的过度依赖，以便把劳动概念当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绝对基础。(7)可是，他常常据以认识当时社会斗争的狭隘的道德理论视角，就成了功利主义思想主题入侵的关口。(8)为了分析资本，马克思重申了他早期的观念，即劳动不仅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而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过程。因为，只有同时把人的劳动理解为生产要素和表现事件，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既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又看作是人类自我物化的一种特殊关系。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还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观念：每一种未异化的劳动行为都必须被解释为对人类全体成员之需要的充满爱的肯定。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也放弃了以前让他根据历史哲学继承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模式的思想资源：如果个体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不再自主地引起对其他主体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再可能把劳动者的斗争解释成争取承认的交往条件的斗争。这就必然使马克思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从而失去了解释阶级斗争的历史哲学的钥匙。为了摆脱这一尴尬的处境，他运用了功利主义的社会冲突模式：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同他新的基本概念相一致，他把不同阶级之间冲突运动的规律固定在经济利益的对立上。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不像黑格尔所解释的那样是为承认而斗争，而是沿着为（经济的）自我肯定而斗争的传统模式。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突然取代了因相互承认关系的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

由于马克思用道德理论限制了他最初的解释方法而间接地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他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新的冲突模式。因为，把阶级斗争的目标还原为仅仅与社会劳动组织直接相关的要求，这就使他可以轻易地抽象出破坏道德要求而产生的政治关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已经包含着向功利斗争模式过渡的可能性，因为他将承认要求的光谱限制在一个维度上，随着哲学人类学附加解释的失效，这一维度很容易就被改造成纯粹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把劳动者的社会斗争完全当作他对日益自律的资本的内在分析的构成部分来加以讨论，认为劳动者从事社会斗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相反，个人在生产过程的地位与同一性要求被挫败所产生的道德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而这在马克思的描述当中再也没有表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中有些段落涉及显然是遵循为扩展法律要求而斗争的社会冲突模式，但这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形。(9)因为，与现代法律普遍主义的成就之间高度矛盾的关系，妨碍了马克思在这些社会冲突中看到全然有益的证据，以证明劳动者必须展开反抗法律无视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的斗争。马克思过于自信，以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观念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化需要，以致他认为可以把法律上为承认而斗争的各个方面当作没有矛盾的东西来加以肯定。(10)

但是，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里，我们发现一种真正取代功利主义的趋势，不过这些著作不是致力于发展经济理论，而是致力于分析历史和政治。在这些著作里，引导马克思的是一种与他的早期资本理论著作相对立的社会冲突模式，它几乎是在赫尔德的意义上把不同社会集团传统文化的生活形式都囊括了进去。(11)最初，马克思理论视界的扩展只不过是他的方法论意图所带来的结果，他在历史研究中，有意对那些过程的现实发展作出一种生动的叙述描绘，而这些过程在他的经济分析中早就研究过了，不过，这种经济分析是从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资本关系的推广过程。所以，马克思的学说必须考虑到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它们对被异化的集体如何感知他们的处境和如何采取政治行动产生了影响。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吸纳特殊阶级的日常文化，就必然会改变用于解释政治冲突行为本身的模式：如果说，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就是塑造了社会经验和匮乏经验的东西，那么，政治冲突中的不同团体追求何种目标这个问题就再也不可能在纯粹强调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得到回答了。因此，马克思就必须在不同的取向上建立他的解释方法，如此一来，冲突就势必被认为是依赖于反映在每一种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各种价值：在这些社会斗争中，团体或阶级都努力捍卫和建立起确保其同一性的价值观念，因而彼此发生了冲突。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提供的是一种“表现主义”模式。(12)

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指，参与冲突各方的行为是一种表现现象，也就是说，按照使情感和立场广为人知的表现行为模式而呈现出来。当然，这是基本的理由，它促使马克思把不同团体的宗教传统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经验知识纳入他的研究，因为这些事实为确认集体的价值观念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而且，“表现主义”也可用于描述马克思著作中的一种趋势，即按照戏剧文学样式来表现社会冲突的过程，其中，冲突阶级各方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都被描绘成在作生死存亡的斗争。(13)马克思的政治历史者作明显不同于《资本论》，他按照伦理分裂（Ethische Entzweiung）的模式来解释阶级斗争：在他以戏剧化的方式详细描述的社会事件中，彼此对立的集体行为者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马克思就再次背离了功利主义的倾向，更加接近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所描绘的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和承认关系结构相联系的道德要求。在这个语境中，“表现主义”一词还有第三个意义：它强调了马克思历史著作中有一种趋势，就是把阶级斗争仅仅看作是集体追求自我实现的冲突形式。但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冲突并没有真的涉及可以在社会层面上得到解决的道德现象，而是涉及水火不容的价值之间永恒斗争的历史缩影。

马克思本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经济学著作的功利主义途径与历史研究的表现主义途径系统地联系起来，尽管这两种模式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发生了冲撞。经济决定的利益冲突，与根据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所作出的对全部冲突的相对主义解释，比肩而立，而且没有任何中介。但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以系统的方式，把社会阶级的冲突（这可是构成他的理论核心的）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动机的冲突形式，根据这种冲突，承认关系的许多引申内容必须通过分析加以区分。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把他所设计的规范目标安置在他一直都用“阶级斗争”范畴加以考察的社会过程之中。

由于马克思赋予了利益取向的行为者模式以优先性，这些功利主义倾向就很快在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扩散开来。索雷尔在他的著作中反对这些功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他的全部理论最富于创建，但在政治上也最矛盾。由于那种易于激动的个人气质，索雷尔既不闪避变化无常的政治阵线，也不避免以一种明确超越折中主义束缚的方式使用最纷繁复杂的思潮。在他实际的介入过程中，他对君主立宪右派的同情一点也不少于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同情，他为革新马克思主义而做的工作受到了维科、柏格森、涂尔干和美国实用主义者的影响。(14)但从一开始，他的生活和著作中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他克服作为思想体系的功利主义的基本信念，它说明了索雷尔后来突然转向的原因，而正是功利主义思想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它自己的伦理目标，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5)在索雷尔看来，那种认为人类行为应当还原为追求利益的目的理性的观点，就是一种根本障碍，阻止人们发现现实地引导人们获得创造性成就的道德驱动力。沿着一开始就为他的理论工作确定的方向，索雷尔肯定要建立一种社会斗争的道德概念，在许多方面与青年黑格尔的冲突模式都有着一致的地方。

索雷尔的理论技术是一种社会行为的概念，它的取向不是追求利益的目的理性模式，而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在他研究维科的著作时，他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创造性的地位，而且，他按照道德理论改变了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各种创造性的观念综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视界，而它们主要是通过确定伦理之善和人的尊严的观念而组合到一起的。索雷尔在下一步就是要将这一理论框架更加精确化。在这一步，他也受益于对维科观点的解释：因为在社会阶级之间根本就没有衡量伦理之善的公认标准，因此，创造性观念的历史过程就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形式。社会阶级不停地用更普遍的词语来努力表述他们的规范和荣誉观念，并证明这些观念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组织的适宜性。但是，由于只有在权利媒介中才能为特殊的道德观念找到一种具有社会涵盖性的表达手段，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法律冲突的形式：

历史在群体斗争中形成。可是，维科认为，这些斗争根本不是一个类型，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存在着旨在夺取政权的冲突……也存在着争取权利的冲突。后一种斗争仅当在谈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时才可能被考虑到。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也许应该把这种斗争叫做“为了权利的阶级斗争”，并要进一步指出，它们以法律理论之间存在的冲突为原则。(16)

当然，这一原则在任何具体方面都没有揭示出法律规范和特殊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而“阶级斗争的伦理性”应该说就是源于它们之间的社会对立。(17)因为，迄今为止所揭示的一切只表明，社会集团在将他们的伦理之善观念纳入社会冲突领域之前，他们常常必须把这些观念转化成法律概念。与作为一种最初关怀道德理论之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伦理社会主义”相遭遇，这就促使索雷尔进一步论证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索雷尔显然没有直接接受这一新的方法，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严格地奠定在康德伦理学基础上，而是对之进行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独创解释，最终得出了一个关于我们日常道德观念性质的经验假设。在这个意义上，索雷尔把被压迫阶级一再纳入法律冲突的伦理规范追溯到青年黑格尔用“自然伦理”概括的特殊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情感经验：在家庭中，每一个人都通过“互敬互爱”(18)而获得一种道德感，而这构成了他们后来关于伦理之善的观念核心。所以，这些成熟的道德概念无非代表着社会普遍化的、个体在孩提时代就能够通过经验而获得的价值，这些价值属于“值得尊敬的生活”(19)的构成条件。但是，这些隐含在情感中的标准和规范并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法律体系”，即使它们成为集体道德观念的固定构成要素，因为索雷尔明确指出，它们所包含的仅仅是“否定”(20)。这就意味着，仅仅是否定的情感反应才向个体或社会团体显示他们对伦理之善的构想。在索雷尔看来，道德代表着所有伤害和侵犯的情感，每当我们遭遇在道德上被认为是不可辩护的东西时，我们就用这些情感来作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不同，必须用否定的情感反应与肯定的规范设定之间的基本差异来加以衡量。

到这里为止，索雷尔所阐述的阶级之间的权利冲突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现在认为，促使被压迫阶级进行持久道德斗争的动力，是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屈辱的集体情感。社会集团的成员通过家庭之爱而获得的伦理要求，现在采取了不公正对待的社会情感形式，并以某种方式涌入社会生活过程，以至于它们必然引起与占统治地位的现存法律规范系统的冲突。为了表达这一观念，索雷尔在概念上区分了“历史（形成）的”和“人的”（道德的）的权利基础：

因此，作为全部社会组织基础的历史的权利基础，就和教给我们道德的人的权利基础发生了冲突。这种对立可能长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对被压迫个体的辩护比社会依赖的传统更加神圣时，常常就会出现冲突。(21)

无论如何，这种思路也显示了索雷尔是把他的阶级斗争的道德理论模式建立在相对主义的狭义权利概念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秩序仅仅是对肯定规范的制度性表达，获得了政权的阶级一直都试图把先前被社会蔑视的感情转化成这种肯定的规范。反之，一切被压迫的阶级都努力对抗统治社会的优选法律体系，同时，在它能够与政权竞争之前，也必须创造性地把其（最初只是否定的）道德概念转化成肯定的法律规范。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都仅仅是体现了不公的特殊感受，出于道德上偶然的理由而当权的社会阶级就拥有这种不公的特殊感受。这种经过权力技术处理的“权利”概念使得索雷尔自己陷入了无望的困境，对法律承认的普遍主义潜能视而不见，而且他对基本理论模式的最后调整也无法改变这一大局。在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巨大影响下，(22)他发展了一种社会神话概念，也就是想用他的认识观念来揭示新法律观念的集体创造过程：由于人一开始就是情感的存在，并且可以比理性论证更轻易地直觉到直观的生命形象，所以，最能让被统治阶级把他们的“激越愤恨之情”(23)转化成肯定的法律原则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那些给不确定的未来以一种生动图画的社会神话。

社会神话学说只是在那最后支配着索雷尔努力以道德理论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上打上了烙印。虽然他给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所提供的独特解释框架配备了道德情感的经验材料，他还是反转航向回归于马基雅维利的传统：因为，在原则上，每个特殊阶级对于“有尊严的生活”的诉求都背靠着法律承认的利益，所以，任何法律体系，只要是基于政治权力，就能够宣称具有同等的效力。这一相对主义的结论归因于默然化解了黑格尔和米德严格区分的两种承认形式：因为，如果索雷尔集中论证的集体自尊的要求突然被当作可以在法律承认形式中得到满足的要求，那么，它对形式普遍化的压力就必然要从我们的视野当中被强行驱逐出去。至于其整个理论致力分析的、特殊集团被不公正对待的感情，索雷尔并没有充分地区分对价值观念的蔑视和对自主性期望的侵犯。这说明他没有把法律当作主体可以普遍化的自主性要求得以承认的中介，而是当作表达一种德性生活观念的手段，这一观念服务于特殊性质的目的。结果，他不仅缺乏规范标准来区分道德上正当的和非正当的法律体系，而且最终导致了把法律体系的内在观念完全留给了政治权力斗争。索雷尔把为承认而斗争归约为自我实现的单一维度，他这样做具有理论上的绝对性，这一绝对性不能不导致他的政治取向的致命结果。因为他根本无法把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道德成就与特殊阶级的运用方式区分开来，所以，他常常采取独立于一切政治和规范差别的立场，却又总是从根本上摧毁它。(24)这点同样也适用于那些间接受到索雷尔影响的学者，像亨德利克·德·曼（Hendrik de Man），他们至少是在索雷尔著作的启发下，根据受到伤害的荣誉感而不是根据经济利益，去分析劳动阶级的社会抵抗。德·曼由于无法把握现代法律领域的普遍主义内涵，所以最后同情民粹主义的政治权利潮流。(25)

对于索雷尔的著作，萨特一向评价甚低。萨特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思潮的第三位代表。(26)可是，在其后期著作中，他还是赞成索雷尔如下的理论观点，即社会冲突首先必须被理解为集体行为者之间承认关系的断裂。当然，萨特必须通过不断的理论修正，把这一基本上构成他对时代政治和事件的分析的解释模式同他的存在主义开端强行分别开来。因为，在他早期的主要著作即《存在与虚无》中，他坚信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成功交往，以至于他根本不考虑仅仅是部分遭到歪曲的社会交往的视角。

在萨特最初的主体间性理论中，“为承认而斗争”本身就作为人类此在（Dasein）的存在事实而被永恒化，这是由于萨特将“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二元本体论应用于他者存在的先验哲学难题而产生的结果。因为，作为自为存在，每一个人类主体都生活在永恒超越现行行动计划的状态中，所以，他必须把他人的凝视体验为对象化的过程，而他人的凝视就是我们可能获得自我意识的唯一途径，它按照我们可能存在的唯一方式规定了个人的存在。因此，回避这种由消极情感所标志的对象化危险的唯一途径，就是颠倒凝视关系的方向，按照一个人自己的生命规划来规定他人。这些相互对象化的动力过程把一种冲突要素引入到社会互动的全部形式当中，结果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把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希望排除掉了。(27)

但是，在萨特的政治哲学著作中，这种否定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一种已从多方面证明了其理论弱点的理论，(28)不久又悄悄地隐退在一种强烈的历史化方法后面。《论犹太人问题》这篇短文清楚地显示了一种理论上的转向，其中，萨特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社会蔑视形式，可以在小资产阶级的特殊经验之历史维度上找到它的根源。因而，他把犹太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作一种绝望努力的表现手段，这就是在被拒绝承认的处境下极力维持一种集体的自尊。(29)萨特现象学分析对象领域的改变，也修改了旨在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动力的逻辑。因为，先前被单个主体之存在主义经验占据的地位已由社会集体的历史经验取而代之，调整的可能性也就进入了交往关系。上述理论模式阐明了萨特在一系列进一步研究时代政治处境的著作中所选择的道路：为承认而斗争，不再显示不可避免的人类存在方式的结构特征。相反，它已经被解释为一种由社会团体之间不对等的关系所引起的现象，因而在根本上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历史相对化的冲突模式，尤其在萨特关于黑人的反殖民运动的论文中占主导地位。(30)在这些论文中，殖民主义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处境，它以某种方式歪曲了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以致介入的团体被迫接受一种准神经质的行为模式。殖民者自己感到彻底贬黜土著居民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自我羞辱，他们可能经受这种自我羞辱的唯一途径就是犬儒主义或更疯狂的侵犯。而被殖民者忍受“日常羞耻”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自己的行为一分为二，或者在仪式上超越，或者在习性上过度适应。(31)

虽然萨特的观点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可能有些过分，甚至过分粗暴，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交往理论的解释，并且十分关注经验目的。在萨特看来，殖民体系中，殖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不对等交往模式显示了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它要求双方同时拒绝又维持互相承认的关系。因为，为了使互动成为可能，殖民统治者就必须把土著居民当作人来承认和蔑视，同样，土著居民也被迫“同时要求又拒绝这种做人的条件”(32)。从这种对于不断地提出的承认要求的互相拒绝之中，必定会产生出一种社会关系，为了命名这一社会关系，萨特引进了“神经质”这个概念，尽管他仅仅是到后来在对福楼拜的宏大研究中才给这一概念提供系统的基础。不管如何，在萨特那里，“神经质”概念并不是指个体行为在心理病原学上的紊乱，相反，是指一种互动关系的病理学歪曲，它源于对在表层之下仍然有效的承认关系的互相拒绝。(33)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殖民主义的论文也充分说明，萨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决定着人的承认地位。一方面，他精心选择了有意拒绝“人权”，以此作为殖民体系中对土著居民造成的蔑视的标准。但是，在规范意义上说，这样一个规定又假设了一种有关人权的普遍主义形式，所以，另一方面，他所断言的“无非是一种谎言的意识形态，一种对掠夺的完美辩护”(34)。所以，在同一语境中，我们又发现了这样的看法，即在殖民体系中，土著居民“作为人存在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因为在结构意义上，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实现形式还没有得到宽容。单独看来，这两种定义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可是，在萨特手上，它们被用到了同一篇文本当中，以致每一种都失去了其规范意义。

这种概念上的不明确充分暴露出，萨特哲学理论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理论的发展显然从来都是无法同步的。因为，尽管他殚精竭虑，亦始终无法为从相互承认关系的道德视角来看待冲突所必须使用的规范前提作出系统的论证。(35)在萨特的晚期哲学著作中，我们发现一种相互承认的规范概念常常是暗示性的，尚未发展到分析当今历史事件所要求的解释层次。而在他的政治著作中，萨特和索雷尔一样，终究沉湎在概念混淆当中。萨特也不可能在理论上清楚地划分基于法律和超越法律的相互承认形式，所以他亦如索雷尔一样，不可避免地混淆了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实现的目标和扩展自由权利的目标。与索雷尔一样，萨特也无法给予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主义以道德意义，但只要我们向黑格尔和米德学习，区分“为承认而斗争”的三种形式，这种道德意义就会显示出来。

以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为典范的思潮，的确发展和丰富了黑格尔耶拿时期在体系上对立于现代社会哲学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模式。马克思得益于他的基本概念框架，成功地揭示了劳动是相互承认的中心媒介，尽管他是以历史哲学的夸张术语揭示的。索雷尔能够把几乎从未得到学术理论严肃思考的集体蔑视的情感揭示出来，作为黑格尔所集中探讨的斗争的有效方面；最后，萨特运用“客观的神经质”概念打开了一种新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显然可以把普遍的社会统治结构理解为一种病态的承认关系。然而，三位理论家竟无一人能够进一步系统地发展黑格尔草创和米德社会心理学深化的学说。虽然在经验语境中他们常常巧妙地运用承认模式，可是，这一概念的规范含义仍然过于含混，甚至过于陌生，以致他们不能将其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解释层面。



(1)　关于马克思接受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情况，请参阅迈尔（Thomas Meyer）：《马克思解放理论中的矛盾》（Der Zwiespalt in der marxschen Emanzipationstheorie），Kronberg im Taunus，1973，第44页及以下诸页。

(2)　请参阅霍耐特：“劳动和工具行为”（Arbeit und instrumentales Handeln），载霍耐特、耶吉（urs Jaeggi）编：《劳动，行为和规范性》（Arbeit, Handlung, Normalität），1980，第185页及以下诸页。

(3)　这一观点受益于约阿斯：《论行为的创造性》（Die Kreativatät des Handelns），Frankfurt am Main，1992，第138页及以下诸页。

(4)　这段话是这样的：“假设我们以人类方式进行生产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产活动中既肯定自己，也肯定劳动伙伴，那么，我就可以：（1）在我的生产活动中将我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客观化，在我的活动中享受我的生命的个性表现，在观照对象的时候，因为我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客观的，可感的，所以获得了一种个体的快感，因此也无疑获得了一种权力。（2）在享受和使用我的产品时，我认识到我不仅通过劳动满足人类需要，也通过劳动将人的本质对象化，还为别人生产满足他们需要的产品，因此我获得了直接的愉快。（3）于你而言，我是你和种族之间的中介者，得到了你的承认，被你感觉为你的本质的完成，作为你的必要成分，从而认识到我在你的思想和爱之中得以确证。（4）在我的生命表现中我也形成了你的生命的表现，在我自己的活动中，我实现了我的本质，我的人性，我的交流本质。”马克思：“穆勒政治经济学笔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erlin，1956—1958，补充卷1，第443页，这里引文出自第462页。

(5)　对于这个观点的批评意见，请参阅朗格：《劳动原理》，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1980。维尔特在其《马克思早期人类学》（Die Anthropogie des frühen Marx，Studienbrief der Fern-Universität Hagen，1987）一书对马克思的外化模式提出了辩护，值得重视。

(6)　请参阅维尔特：《马克思早期人类学》，Studienbrief der Fern-Universitaet Hagen，1987。

(7)　关于劳动概念的变化，请参阅霍耐特：“劳动和工具行为”，前揭。

(8)　J. C.亚历山大把帕尔森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以一种明确的片面方式运用于马克思，见J. C. Alexander，Theoreticl Logic in Sociology, vol.2：The Antinomy of Classical Thought：Marx and Durkhei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第3、6章。此外还可参阅霍耐特、约阿斯：“马克思是功利主义者吗？为超越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一辩”（War Marx ein Utilitarist ？Für eine Gesellschaftstheorie jenseits des Utilitarismus），载《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社会学理论和历史第一次国际会议文集》（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I. Internationales Kolloquium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Berlin，1987，第148页及以下诸页。

(9)　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正义”一文里，维尔特对这个段落作了独到的解释，该文载其：《伦理学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德批判和规范基础》（Ethik und Marx. Moralkritk und normative Grundlagen der Marxschen Theorie），Angehrrn和Luhmann编，Königstein im Taunus，1986，第149页及以下诸页。

(10)　请参阅维尔默：“自然法和实践理性：论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问题的矛盾发展”（Naturrecht und praktische Vernunft.Zur aporetischen Entfaltung eines Problems bei Kant，Hegel und Marx），载E. Angehrn/G. Lohmann（编），《伦理学与马克思》，第197页及以下诸页。还可参阅G. Lohmann，《冷漠与社会》（Indiferenz und Gesseschaft, Eine kritischen Auseinandersetung mit Marx），Frankfurt am Main，1991，第6章。

(11)　请参阅霍耐特、约阿斯：“马克思是功利主义者吗？”，前揭。

(1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Berlin，1971年，第313页及以下诸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前揭，第111页及以下诸页。

(13)　朗德尔（John F. Rundell）就是遵循这一思路创造性地解释了马克思的历史论著，请参阅其《现代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ity：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Theory from Kant to Hegel to Marx），Cambridge，1987，第146页及以下诸页。

(14)　关于索雷尔的一般论述，请参阅下述著作：Michael Freund，《索雷尔：革命的保守主义》（George Sorel. Der revolutionäre Konservatismus），Frankfurt am Main，1972；Helmut Berding，《理性主义和神话》（Ratinalismus und Mythos. Geschichtsauffassung und politische Theorie bei George Sorel），Minden/Wien，1969。

(15)　这就是伯林（I. Berlin）迷人的观点。请参阅其“索雷尔”（Georges Sorel），载其《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ed. H. Hardy，London：Hogarth，1979，第296—332页。

(16)　索雷尔：“我们向维科学习什么”（Was man von Vico lernt），载《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2，1898，第27页及以下诸页，引文见第271页及以下诸页。

(17)　索雷尔：“社会主义伦理学”（Die Ethik des Sozialismus），载《社会主义月刊》，8，1904，第368页及以下诸页。还可参阅S. Sand，“Lutte de classes et conscience juridque dans la pensee de George Sorel”，George Sorel et son temps，ed. J. Julliard and S. Sand，Paris，1985，第225页及以下诸页。

(18)　索雷尔：“社会主义伦理学”（Die Ethik des Sozialismus），载《社会主义月刊》，8，1904，第368页及以下诸页。还可参阅S. Sand，“Lutte de classes et conscience juridque dans la pensee de George Sorel”，George Sorel et son temps，ed. J. Julliard and S. Sand，Paris，1985，第371页。

(19)　索雷尔：“社会主义伦理学”（Die Ethik des Sozialismus），载《社会主义月刊》，8，1904，第382页。

(20)　同上，第375页。

(21)　索雷尔：“社会主义伦理学”（Die Ethik des Sozialismus），载《社会主义月刊》，8，1904，第368页及以下诸页。还可参阅S. Sand，“Lutte de classes et conscience juridque dans la pensee de George Sorel”，George Sorel et son temps，ed. J. Julliard and S. Sand，Paris，1985，第375页。

(22)　关于索雷尔接受柏格森学说的情况，请参阅Michael Freund，《索雷尔：革命的保守主义》，Frankfurt am Main，第9章。Hans Barth，《大众与神话》（Masses and Mathos），Hamburg：Rowohlt，1959，第3章。

(23)　索雷尔：《论暴力》（Űber die Gewalt），Frankfurt am Main，第152页。

(24)　请参阅Helmut Berding，《理性主义和神话》，前揭。

(25)　曼：《社会主义心理学》（Zur Pschologie des Sozialismus），Jena，1927，论索雷尔部分，见第115页。

(26)　请参阅Jean-Paul Sartre，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von Frantz Fanon，载其Wir sind alle Mörder. Der Kolonialismus ist ein System，Reinbek bei Hamburg，1988，第141页及以下诸页。这里请参阅第146页。

(27)　萨特：《存在与虚无》（Das Sein und das Nichts），Reinbek bei Hamburg，1962，第3编，第1章。

(28)　重要的著作如下：托伊尼森：《论他者：当代社会本体论研究》（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Berlin/New York，1977，第6章；泰勒，“何谓人的行为”（Was ist menschliches Handeln？），载其《消极自由》（Negative Freiheit ？Zur Kritik des neuzeitlichen Individualismus），Frankfurt am Main，1988，第9页及以下诸页。

(29)　萨特：“论犹太人问题”（Betrachtungen zur Judenfrage），载其《论文三篇》（Drei Essays），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1979；请参阅拙文：“无力自重：萨特通往主体间自由学说的路上”（Ohnmächtige Selbstbehauptung. Satre Weg zu einer intersubjek-tivistische Freiheitslehre），载《巴比伦》（Babylon. Beiträge Zur jüdischen Gegewart），2，1987，第82页及以下诸页。

(30)　Jean-Paul Sartre，Wir sind alle Mörder，前揭。

(31)　Jean-Paul Sartre，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von Frantz Fanon，前揭，第150页及以下诸页。

(32)　同上，第151页。

(33)　Jean-Paul Sartre，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von Franz Fanon，第151、152页。

(34)　Jean-Paul Sartre，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von Franz Fanon，第155页。相反，关于萨特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潜在普遍论”，请参阅其Der Kolonialismus ist ein System，第15页及以下诸页。这里的内容请参阅第28页。

(35)　关于这个观点，请参阅M. Hunyadi，“萨特对不可能之道德的构想”（Satres Entwürfe zu einer unmöglichen Moral），载T. König（编），《萨特论集》（Satre. Ein Kongree），Reibeck，1988，第84页及以下诸页。


第八章
蔑视与反抗：关于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

上一章已经指出，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是一个理论传统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都从前理论层面入手紧紧依靠这样的经验：在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运动的自我理解当中，充满了承认概念的语义学潜能。马克思是最早研究劳动阶级组织行为的，对他来说，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的宏大目标无疑就集中体现在“尊严”这个概念上。索雷尔，作为法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先驱，毕其一生都用保守主义的“荣誉”概念来表达工人运动政治要求的道德内容。20世纪50年代的萨特认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名著是反殖民主义的宣言，他试图直接用黑格尔的承认学说来解释非洲黑人被压迫的经验。(1)因此，把社会冲突归因于对隐蔽的相互承认规则的侵犯，无论这种想法在三大理论家的日常政治见解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这种经验也几乎没有反映在新兴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中：社会斗争范畴在揭示社会现实方面起着构成性的作用，但它依然在达尔文主义和功利主义模式的影响下，把生存竞争的意义当作自己的基础。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都带着批判诊断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意图建立了一种经验社会学，但他们都没有在其基本概念中给社会冲突现象一个系统的地位。不论他们对社会一体化的道德条件的认识多么深刻，他们还是很少从中得出社会冲突范畴的理论结果。相反，韦伯把社会化过程看作是社会集团围绕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展开冲突的过程，在他的“斗争”概念中，一切道德动机都被忽视了。按照他的“社会学基本概念”中的著名命题，为了提高行动者的生存几率，“只要一个行为是有意地以执行行动者的意志为取向，并对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抵抗”，那么，这个行为语境就包含着一种社会斗争关系。(2)最后，西美尔（Georg Simmel）在其《社会学》（Soziologie）的著名章节也极力揭示冲突的社会化功能，认为冲突的根源除了“敌意”之外，还有一种社会的“差别敏感性”，但是，他极少将个体或集体的同一性维度归因于与承认相关的主体间前提条件，以至于被蔑视的道德体验不可能作为社会冲突的动因而进入他的理论视野。(3)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著作在许多方面都构成了值得注意的特例。(4)在R.帕克（Robert Park）和E.伯吉斯（Ernest Burgess）编写的教材《社会学导论》中，所谓“冲突”，一直都是指“为承认而斗争”，(5)但这种斗争只与民族性或种族集团之间的特殊冲突相关。除了简单提及“荣誉、光荣和声望”之外，对于如何适当地规定社会斗争的道德逻辑，这部著作也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内容。所以，在学院派的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的兴起与蔑视的道德经验之间常常存在的内在联系，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被不断割裂开来。叛乱、抵制与反抗的动机被转化为“利益范畴”，而且假设这些利益是来源于物质机会分配的客观不平等，而没有以某种方式将它与日常道德情感立场联系起来。霍布斯的理论模式在现代社会获得了优势，比较之下，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提出的方案不仅不完整和容易产生误导，而且还仍然只是一个隐蔽的理论传统的碎片。今天，谁如果为了获取规范社会理论的基础，而努力地重建黑格尔对应模式的断裂的效果历史，那么，他就首先要依靠社会斗争概念，以此而不是以前定的利益作为道德不公感受的出发点。在下面的讨论中，我想重建的就是在黑格尔与米德之间所选择的理论范式的本质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逐步认识到，近来历史编撰的趋势可能支持在道德蔑视与社会斗争之间确立起来的联系。

我们刚才阐述了以经验为基础的承认形式的现象学，由此可见，如果不参照固有的冲突，三个经验领域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得到恰当的描述：对于特殊承认形式的经验与同一性的新的可能性的揭示始终是紧密相连的，这必然引起为承认那些新的同一性形式而展开社会斗争。当然，承认的三个领域并未完全包括可能推动社会冲突的道德紧张状态，有了道德紧张，社会冲突才有可能发生。因为，一种斗争，只有在其目标超出个体意向的境域而被普遍化，以至于它们可能成为集体运动的基础的程度上，它才能被描述为“社会斗争”。对上述区分而言，其最初的含义是，作为最基本承认形式的爱，还不至于发展为本身就能引起社会冲突的道德经验：只有通过克服双方的反抗才能维持融合和自我标界之间的主体间性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爱的关系都包含着斗争的存在维度。但是，与爱相关的目标和欲望是不能逾越原始关系领域而被普遍化的，至少是在使这些目标和欲望成为公众关怀的对象的意义上，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普遍化。相反，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与权利和社会重视相关的承认形式，为了发生效用而依赖于社会普遍化的标准，那么它们就构成了社会冲突的道德语境。根据道德责任或社会价值原则所构成的这些规范，个体遭到蔑视的经验就可以被解释和再现为可能潜在地影响着主体的东西。一方面，在法律承认和价值共同体中，个体目标在原则上是向社会完全敞开的；另一方面，在爱的关系中，个体目标又必须封闭在原始关系的狭隘界限之内。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社会斗争，这在范畴的区分上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规定。我们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实践过程，其中个体对蔑视的经验被理解为整个团体的独特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经验可能会汇合成集体扩大承认关系的要求。

在这个临时的定义当中，纯粹否定的事态显得特别醒目，这就是它对社会学冲突理论中常见的区别保持着一种中立的姿态。(6)如果我们以上述方法从道德经验的角度解释社会斗争，那么就不存在有利于非暴力或非暴力形式的反抗的理论设定。相反，在描述的层次上，社会集团体会独特的蔑视和侵犯，为了公开表达和要求补偿，他们是否运用物质的、象征的或消极的暴力，这个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这种概念，对于意向形式和非意向形式的社会冲突之间的传统区别同样也保持中立，因为，至于行为者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意识到驱动行为的道德动机，这种概念根本就没作出正面的回答。再者，我们也不难想象这么一些情形，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们的反抗在主体间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具体途径在于，它们从自身出发，用纯粹利益范畴来说明反抗的道德意义。最后，如果认为个人与非个人的目标显示着排他的抉择，那么，这种认识并不完全适合于在这个意义上所理解的斗争，因为斗争在原则上只能通过普遍的观念和诉求来加以决定，而个体行为者在这些观念和诉求中，看到自己所经验的特殊蔑视以某种积极的方式被化解了。在社会运动的非个人目标和参与者私人经验遭到伤害之间，必然存在着一道语义学的津梁，它至少能够建立起一种集体的同一性。

通过公开描述，我们揭示了我们所主张的社会斗争概念，当然，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描述又有悖于其解释内容的固定意义。和所有的功利主义模式不同，这种解释模式提出了这么一种看法：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又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遭到破坏。这些期望与个人同一性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它们显示了社会承认模式使主体自我认识到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他们既是自主的存在，又是个体化的存在。如果社会挫败了这些规范的期望，就一定会产生那种使主体感到被蔑视时所表达的道德经验。但是，仅当主体能够在主体间解释框架内表达对伤害的感受，并把它作为整个团体的表征时，这种对伤害的感受才能成为集体反抗的基本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运动的兴起取决于一种集体语义学的存在，这种集体语义学使个人被挫败的经验可能被解释为不仅伤害个体本身、也伤害其他主体集团。如米德所说，能满足这种语义学前提的，是那些能在规范意义上丰富社会共同体观念的道德学说或道德理念，它们可以在规范意义上拓宽我们的社会共同体观念。同时，与这种拓宽承认关系的期望一道，这些语义学也为辨识个体伤害的社会根源开启了一个解释视界，由此可以揭示个体对于伤害的感受所具有的社会根源。因此，只要这些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它们也就产生了一种亚文化的解释视界，那种先前被化作碎片和私下处理的蔑视经验在这一视界中就可能成为“为承认而斗争”的集体道德动机。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去把握社会斗争兴起的过程时，社会斗争却包含了比上面提到的方面更多的承认经验。源于对共有的被蔑视感的社会批判解释，社会反抗不仅是一种用来肯定承认模式之未来发展要求的实践工具。正如文学传统和社会历史传统以及哲学传统所表明的那样，(7)深深卷入政治行为对于当事人也发挥着直接的作用，把他们从消极忍受羞辱的悲苦处境中救助出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自新的积极的自我关系。第二种斗争动机与蔑视经验结构本身紧密相关。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耻辱感中包含着一种道德感受，集中表现了自尊的削弱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伴随着对羞辱和贬黜的被动忍受。如果卷入集体反抗就能克服这种对行动的限制，那么，个体就发现了一种表达形式，可以间接地建立对道德价值或社会价值的自信：因为，个体期待着未来的交往共同体承认他们目前的能力，这样，他们在现实环境中虽然未能得到承认，但在将来将获得社会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公开证明他对蔑视和伤害的经验能力，这样可以挽回一点失去了的自尊。当然，政治集团内部的团结通过促使参与者彼此重视，也可以提供一种承认的经验。

以上似乎阐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切社会对抗和冲突形式在原则上都遵循着为承认而斗争这一模式：每一种集体反抗和叛乱行为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恒定的道德经验框架，社会现实在这一框架中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承认和蔑视的规则而得到解释。但是，这种命题可能引出一个致命的结果，从一开始就要求我们讨论社会斗争服从逻辑的可能性，而这种逻辑多少是由对集体利益的自觉追求所决定的。在许多历史情境中，纯粹是为了保障经济上的生存，才导致大规模的反抗与叛乱，这就清楚地说明，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反抗都根源于对道德诉求的伤害。利益是追求目的的基本取向，它紧紧依赖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因为个体必须努力获得再生产的条件。一方面，不同主体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社会处境，并因此认识到自己面对着同样的再生产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利益就成为集体的立场。另一方面，被伤害的情感形成了道德经验的核心，作为社会互动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人类主体怀着被承认的期望而走到一起，彼此遭遇，这种期望就是心理完整性的前提条件。整个主体集团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感作为他们的社会处境的独特情感来加以对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感就导致了集体行为。开始于集体利益的冲突模式，把社会斗争的发展进程归因于社会集团为获得或扩张再生产机会的控制权而作出的努力。所有那些希望通过把文化符号产品纳入特殊集团再生产当中而拓宽利益引导的斗争范围的方法论尝试，都采取了这样的思路。(8)相反，始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集体情感的冲突模式，则把社会斗争的兴起和进程归因于社会集团的道德经验，他们掌握了社会承认或法律承认从自己身上被剥夺的过程。在始于集体利益的冲突中，我们分析的是争夺稀有产品，而在始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集体情感的冲突中，我们分析的则是为个人完整性的主体间条件而展开的斗争。但是，第二种承认理论的冲突模式不应该取代，而应当仅仅补充第一种功利主义的冲突模式。一种社会冲突在什么程度上服从利益追求的逻辑，又在什么程度上服从道德反应的逻辑，这永远是个经验问题。尽管如此，社会理论扎根在利益维度上，这就彻底遮蔽了我们对道德情感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以至于现在的冲突承认理论模式不仅有扩展的必要，而且有矫正的可能。支配着冲突的集体利益不一定被认为是终极的结局或者是本源的动因，相反，它可能是在为承认和尊重的规范要求留有余地的道德经验境域中被构造出来的。比如说，只要社会对个人或团体的重视明显地相关于对产品的控制水平以至于获取哪些产品就可能导致相应的承认，那么，情况就是如此。大量的历史研究通过集中探讨下层社会阶级的日常道德文化，指明了正确解释社会冲突的方向。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有助于为这里发展的冲突模式提供经验上的支持，并对公开的批评作出回应。

在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政治运动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偏爱追求集体利益的相关模式，结果必定看不到社会斗争的道德规则。只是在20年前，当社会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汇流时，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历史编撰方法，能够认识到广大下层阶级参与冲突的规范前提，在这之后，情况才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历史编撰法相对于传统方法的优势，就在于它高度重视研究社会日常生活当中道德行为规范的视界。借助于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工具，历史研究可以揭示不同亚文化集团的政治反应所依赖的规范共识中的潜在规则。促使改方向的动因，无疑来自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在他的研究当中，传统的功利主义前提被规范的前提取而代之。汤普森通过研究激励英国下层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日常道德概念，从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思路。(9)启发汤普森思考的是这么一种观念：社会叛乱不仅仅是经济困苦和物质匮乏的直接表达。相反，经济供给之不堪承受的水平倒必须根据人们一致诉诸共同体组织的道德期望来加以衡量。当经济处境的变化被认为是对默然有效的共识的侵犯时，实践的抵抗和反抗就在象征意义上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斗争就先行假设了对道德共识的分析，因为在社会合作的语境中，这种道德共识以非正式的方式主宰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

可是，视角的改变还不足以得出在历史研究水平上支持如下命题的结论：社会对抗在原则上是根据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模式来理解的。为此，必须进一步证明，每次侵犯被伤害者之间隐含的共识，都被认为是对其社会承认的拒绝，结果就伤害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解释这种动机语境的第一种理论是一些历史研究著作，它们采用汤普森的方法，并沿着个体或集体同一性的维度对他的方法进行了发展。只要考虑到主体实践的自我关系，我们马上就会一目了然：对于参与者而言，每一种历史情况下存在的共识最后都变成了组织相互承认关系的规范秩序。这一领域内的开创性工作是由B.摩尔（Barrington Moore）完成的。并非巧合，摩尔的“隐含社会契约”概念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一拍即合。他对1848年和1920年德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劳动阶级中激进好战的亚团体基本上就是那些感到他们先前得到承认的自我理解将受到社会政治变革的巨大威胁的人们。(10)这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就是共同体中合作团体之间的规范共识，摩尔把它看作是决定相互承认条件的松散的规则体系。因而，只要政治上强制的变革破坏了这种隐含的契约，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个别亚团体固有的同一性的社会蔑视。而且，在摩尔看来，仅仅是危及到集体自尊的可能性，就产生了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反抗和社会叛乱。

今天，历史研究中有一种趋势，主张把政治巨变的动机归结为特殊团体的荣誉观念，这种趋势强化了摩尔的立场。格里辛格（Andreas Grieβinger）对18世纪手工业者进行了出色的研究，(11)以他为典范的一系列研究，通过把政治上对道德期望的挫败与对传统公认的承认关系的颠覆完全联系起来，从而给汤普森的方法添加了更多的同一性内容。

这种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经验细节，作为对“社会对抗遵循为承认而斗争的模式”这一命题的原始经验支持。但是，实际上这些研究给予承认关系内在逻辑的角色还太有限，以至于只承认对特殊生活世界的历史解释，而这些研究的一系列不足就来源于这个事实。它们是自发暴动，还是有组织的罢工，抑或是以消极形式反抗，这些已被描述的事件常常获得了看似插曲的性质，因为它们在社会道德发展中的真正地位还并不清楚。但只有承认关系借以自我扩大的逻辑成为历史解释的参照系统，那横亘在个体过程与总体发展过程之间的鸿沟才会变成通途。

提出这个使命，就有必要认为，一直在讨论的冲突模式不仅是社会斗争兴起的解释框架，而且是道德发展过程的解释框架。甚至只要追根溯源，直接探讨承认关系的发展逻辑，就能够对以别的方式无法理解的事件进行系统的分类。只要根据承认而把握了它在道德进程中所具有的建设作用，每一种独特的历史斗争或历史冲突就显示出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当然，要从根本上拓宽我们观察历史过程的视界，还要求相应地改变我们对原始研究材料的看法。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感和被蔑视的经验，二者都是解释社会斗争的源头，但它们现在再也不仅仅是行为动机，而且必须从道德角度予以研究。这种道德角色是在承认关系的展开（Entfaltung）过程中赋予它们的。结果，迄今为止还是社会冲突的情绪原料的道德情感，就失去了其明显的纯洁性，而变成了整体发展过程中起阻碍作用或加速作用的要素。最后这种陈述明确表明了对理论方法的挑战，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应该能够把为承认而斗争理解为道德发展的历史行程。而为了区分进步与反动，就必须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根据对终极状态的假设和把握，这一规范标准可以指明一条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所依靠的一般解释框架描述了道德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相互承认的规范潜能就在理想化的斗争系列中展现出来。这一模式在黑格尔和米德的理论区分中找到了其出发点。从整体上说，爱、法律和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构成了人类主体发展出肯定的自我观念的条件。因为，三种承认形式相继提供了基本的自信、自尊和自重，有了它们，一个人才能无条件地把他自己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存在，认同他或她的目标和理想。但即使是这种三分法的存在，也受益于对仅仅存在于现代的社会分化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退入了理论上假设的原始情境之中。我们在分析当中已经看到，法律关系必须服从于一种后传统的道德诉求，才能从社会重视的伦理框架中独立出来。如果这种情况属实，我们就可以假设，三种承认形式以一种未分化的方式连成一体的社会互动形式就是将要描述的发展过程的原始状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古老的集体道德，它的诸种操劳既没有完全从部落成员的权利之中，也没有完全从社会重视当中分离出来。(12)因此，预设的解释框架必须塑造的道德学习过程，也同样必须完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使命：它一方面必须区分不同的承认模式，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既成的互动领域内释放出每一种模式的固有潜能。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区分各种层次上的承认水平和它们的内在结构，那就不难看出，只有第二种过程才直接提供了社会斗争的动因。

虽然承认模式的分化源于社会斗争，而社会斗争又仅仅是在释放主体潜能的宽泛意义上涵盖了承认的要求，但这一过程的结果却正是达到社会文化层次的标志，在社会文化层次上，具有内在意义的每一种结构都会发挥作用：只要爱与法律承认、社会重视彻底分离开来，相互承认的三种形式就随着特殊发展潜能的显示而同时作为不同的斗争形式凸显出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发现规范结构不仅融入了法律关系，具有普遍化和实质化（Materialisierung）的可能，而且融入了价值共同体，具有个体化和平等化的可能，这一规范结构是可以通过蔑视的情感经验来加以认识的，而且还可以诉诸这些蔑视经验所引起的斗争。亚文化语义学为这些集体反抗形式准备了肥厚的滋生土壤，其中可以找到表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感的共有语言，这种语言不论多么迂回曲折，总算是指出了扩展承认关系的可能性。这一预先设定解释框架的使命就在于描述一种理想化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各种斗争就能够释放出现代法律与社会重视的规范潜能。这一解释框架让客观意向的语境凸显出来，在这一语境中，历史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所以，每一种特殊的斗争的意义，是根据它为实现未被歪曲的承认形式所起到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来加以衡量的。不过，如果没有对一种实现个人完整性的主体间条件交往情境的理论预设，则根本无法获得这种标准。所以，说到底，只有当黑格尔的伦理概念经过修正和解实在化而重新发挥效用，他的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才能再次焕发现实活力，当然，它的要求已经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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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个人一体化的主体间性条件：伦理的形式概念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看作是解释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接下来就要从理论上对这一观念的规范视角加以论证：也就是说，为了把社会斗争史描述为行进在特定方向上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假设一种权宜的终极状态，从这一视角出发，就可以清楚地分析和评价特殊的事件。在黑格尔以及米德的理论中，我们正好在这一关键点上发现了一种后传统承认关系模式，至少把法律的、（家庭之外）伦理的承认模式整合为一个独特的框架。结果表明，两位思想家一致主张，在现代社会里，主体无论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还是作为个体化的存在都必须得到承认。通过上述简略的回顾，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仅仅根据来自狭隘的道德理解的概念是无法把握假设的终极状态的。一般说来，在康德的传统中，我们今天仍然是把“道德”看作是一种视角，它允许一切主体得到同等尊重或同等考虑和公平对待他们的利益。但这样一种说法过于狭隘，不能涵盖构成未被歪曲与不受限制的承认目标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对内容加以说明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那种能够描述承认关系发展的假设终点时规范理论的方法论地位进行一番分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不妨讨论一下美好生活的形式概念，或者讨论一下伦理（Sittlichkeit）。只有真正完成了对这种方法论正当性的辩护，我们才能采取第二步，重新利用黑格尔和米德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一种后传统承认关系的观念。这么一种关系概念必须将今天我们为了使主体认识其自我实现的条件得到了保障而在主体间所作出的一切假设包罗其中。

（1）正如上文所说，在源于康德的传统中，“道德”被理解为我们把一切主体当作“自在的目的”或当作自主的个人给予同等尊重的普遍态度；相反，“伦理”是指一个特殊生活世界中的固定习性，而且，如果能把握普遍道德原则的要求，就能对这一习性作出规范的判断。(1)今天，对伦理的贬低受到了道德哲学重估伦理价值运动的反击，这一思想运动回到了黑格尔和古典伦理学。在这一运动中，康德传统受到了批判，认为它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不能把道德的整体目的定位在人类主体的具体目的当中。因此，为了做到这一点，康德的批判者一如既往地指出，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取决于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好的生活观念，并由此再度颠倒了道德与伦理的关系。(2)但是，在重构承认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循的论证路线指明了一种立场，它并不特别适合这两种取向之中的任何一种。我们的方法从康德传统出发，不仅关心人类的道德自主，而且关心自我实现的一般条件。所以，道德被理解为普遍尊重的立场，成为诸种保护措施之一，致力于实现好的生活这一一般的目的。与那些极力与康德传统拉开距离的思想运动相反，不应该把这个善的概念看作是实在的价值信念的表达。因为这些价值信念总是构成一个具体的传统共同体的习性。相反，它必须与伦理的结构要素紧密相连，从通过交往达到自我实现这样的一般视角看来，可以在规范上把它们与一切特殊的生活方式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就我们把它发展成一个规范概念而言，承认理论正好居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社群主义伦理学的中间。与前者一致的地方在于关注最普遍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被认为是特殊可能性的条件；与后者一致的地方则是那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取向。(3)

毫无疑问，亮明基本立场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伦理的形式概念在方法论上如何成为可能仍然还不清楚。“伦理”概念现在必须涵盖可能被揭示为个体自我实现之必要前提的全部主体间条件。但是，如果对自我实现结构所作的一切说明都冒着变成对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生活理想的解释的危险，那么，我们又如何对这种能动的条件作出一般的断言呢？因此，一方面，我们所寻求的描述必定过于形式化或抽象化，以致不能对它是否仅仅揭示美好生活的具体解释而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它们也有足够的实在内容，比康德对个体自律的理论更有助于发现自我实现的条件。这里，回顾一下我们重建不同承认形式的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阐发我们的看法。

我们以经验为取向的研究能够具体地揭示出，米德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对黑格尔承认学说的自然主义改造，也就是说，黑格尔所区分的不同承认模式可以被理解为人类主体建立多种积极自我关系的主体间条件。承认经验和个人自我关系之间的联系，源于个人同一性的主体间结构。个体作为个人来构成的唯一途径是，学会从认可他人和激发他人的角度，把自己看作是具有肯定的特征和能力的存在。这些特性的范围以及肯定的自我关系的程度，随着个体能够运用于作为主体的自我的每一种新的承认形式而不断扩展。所以，自信的前景内在于爱的经验，自尊的前景内在于法律承认的经验，自重的前景内在于团结的经验。

这个简略的回顾对于我们现在的意图，比当初它出现时的意义更为深刻。因为，肯定的自我关系仅仅随着承认经验而同步出现，这个事实可以被解释为：它为个体的自我实现指出了必要的条件。如在别的语境中一样，一种否定的证明方法却提供了基本的论证形式：除非假设某种程度的自信、法律保障的自主和个人能力的可靠价值，否则，就难以想象一种成功的自我实现，如果自我实现被理解为无强制地实现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无强制”和“自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不存在外在力量和影响，它还必须具有这样的含义，即没有内在阻碍，没有心理抑制，也没有恐惧。(4)这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在肯定意义上说，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反身内指的信任形式，它给个体表达需要和表现能力以基本的自信。但是，我们已经看出，这种安全感，这些无忧无虑的自我相关的方式，构成了肯定的自我关系的诸种特征，但只有通过承认经验才能获得这种自我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与自我实现相关的自由依赖于人类主体所不能掌握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只有在互动伙伴的帮助下才能获得自由。如果我们要描述成功生活的普遍结构，那么，三种不同的承认模式就体现了有必要进一步假设的主体间条件。

显而易见，这种主体间条件满足了早先确立的伦理的形式概念的方法论范畴。一方面，现在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成功的自我实现的前提的三种承认模式，以一种充分抽象化或高度形式化的方式得以规定，以便避免这样的怀疑，即它们是否仅仅体现了具体的生活理想。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对这三种条件的说明已经非常具体，比那种一般的个体自决理论更多地显示了成功生活的普遍结构。与爱、法律和团结相关的承认形式提供了主体间的保护屏障，保护着外在与内在自由的条件，无强制地表达和实现个体生活目标的过程就依存于这些条件。而且，因为它们并不代表现存的制度结构，而只代表普遍的行为模式，所以，作为结构要素，它们可能是从一切特殊生活形式的总体性中被提取出来的。

我们所讨论的概念中更多的困难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三种承认模式中有两种具有进一步规范化的潜能。我们看到，法律关系和价值共同体都容易进入转型过程，这些过程都指向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增长。有了这种内在的发展潜能，作为自我实现规范条件的构成部分，我们引进了一种历史维度，这就限制了我们的形式伦理概念所提出的要求。可能成为成功生活之主体间条件的东西成为了历史变数，而且还取决于承认模式发展的实际水平。形式概念失去了它的非历史性，因为，从解释学上说，它结束了对每一种情况下都作为不可回避的现时结构的依赖。

（2）一种伦理的形式概念涵盖了自我实现的质的条件。就它们形成了主体个人完整性的一般必要前提而言，这些条件可以从多种特殊的生活形式中抽象出来。但是，就它们本身来说，这些条件具有进一步规范化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形式概念也不回避任何历史变革。正好相反，这一概念与它原发时期独特的初始情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我们的目标下，这一限制导致了从历史的角度引进三种承认模式的义务，以至于只有在每一种模式发展的最高水平上才能把它们看作是伦理要素。自我实现必须具备完善的主体间条件，这一点只有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才清楚可见，因为当下的历史条件在每一种场合都敞开了承认关系进一步向规范发展的前景。后传统民主伦理观念，已经作为这种论证的结论呈现出来，但它却是青年黑格尔首次提出的，又被米德在后形而上学的前提下进一步加以发挥。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他们都怀着同样的社会理想，在他们的理想中，平等和个人主义这样的普遍主义成就都体现在互动模式中，以至于所有主体都将作为独立的、个性化的、平等的和特殊的个人而得到承认。不仅如此，两位思想家都认为，这些特别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互动模式形成了一幅不同承认关系的网络，在每一种承认关系中，个体都能认识到在其自我实现的维度上得到了肯定。这样，黑格尔和米德已经十分接近我们在这里试图用一种以历史为基础，但依然具有形式特性的伦理概念所勾画的规范观念。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无法直接求助于他们的模式，因为他们两人各自所处时代的历史偏见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潜入了他们的模式之中。

就黑格尔而言，其承认关系理论中就已经显示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作为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承认关系必须揭示出后传统伦理形式的主体间意义。在《法哲学》中，黑格尔关于爱的讨论受到了他的时代制度结构的强烈影响，以致他最后只能得出资产阶级家庭的父权制关系模式。(5)一旦排除这种造成误导的具体化，一个运用典型的精神分析客观关系理论所阐明的观念就依然存在：在融会和自我划界的紧张平衡之中，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一切成功的原始关系形式，主体只有在不怕孤独的时候才能在个体性中彼此体会到为人所爱。这一自信方式，允许个体第一次获得让他们能够表达需要的自由，因而构成了一切自我实现的基本前提。所以，无论采取什么历史的制度形式，爱的经验都显示着一切真正“伦理”生活的内在意义。一方面，因为它不为规范发展留下余地，把爱整合于后传统伦理形式的主体间网络就不会改变它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发展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结构也可能使之更免于遭受歪曲和强制，交往伙伴在友谊或爱中可能享受到更多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后传统伦理的形式概念必须具备完整的结构，以便可以捍卫爱的绝对平等精神不受外力侵害和影响。恰恰在这一点上，对孕育在爱之中的承认模式的说明，深深影响了对法律关系的说明，后者必须被视为个人同一性的第二个条件。

如果不参照现代社会形成以来一直主宰着承认关系的规范发展过程，就不可能重建法律关系的承认模式。由此可见，法律关系本身也蕴涵着一种道德潜能，通过以发展普遍性和语境敏感性为取向的社会斗争就可以发挥这种潜能。这就是黑格尔和米德在讨论现代法律关系，视之为后传统伦理的主要条件的时候所没有充分考虑的东西。但是，两位思想家为了以人类自我实现为目的证明个体自由权利的意义而引进的理由，对我们仍然具有说服力。只有建立了民法，在原则上给予所有个体抉择的自由，主体才能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不受外在影响。简言之，自我实现依赖于法律保障的自主的社会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借助于法律保障，每一个主体才能把自己当作可以考量自身愿望的个人。但是，黑格尔和米德把现代法律关系仅仅局限在自由的权利上面，这样，他们就都无法认识到个体所享受的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法律运用自由的条件的改善。自我实现的法律前提是一个变量，因为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个体的特殊处境而不失去其普遍主义内容时，它们可以得到改善。因此，只要现代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得到了扩展，它们就可以在后传统伦理的主体间网络中找到作为第二要素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这种伦理框架中，这样一种权利对爱的关系和团结的条件具有同样的限制作用。法律的承认模式扩展到原始关系的内在领域，因为个体必须得到保护，免遭肉体暴力的威胁；这种暴力在结构意义上是每一种情感维系的微妙平衡本身所固有的。今天，造就个人完整性的主体间条件，不仅包括爱的经验，而且包括对可能在因果上同爱相联系的伤害进行法律保护。但是，现代法律关系对团结条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们建立了共同体生长的价值境域的形成必须普遍服从的规范限制。因此，问题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把团结作为后传统伦理条件的其他要素。如果不参照法律原则，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现代性条件下，主体为什么会持续依赖一种包罗万象的价值境域？对此，黑格尔和米德也已经提供了关键的论证。因为，个体要想自我实现，就必须认识到他们因特殊能力和特性而得到承认，所以，他们就需要一种只有以集体共同的目标为基础才可获得的社会尊重。但是，两位思想家都没有强调存在于他们通过经验发现的第三种承认模式，而是让它在关键内容上规范化。在他们看来，第三种承认模式不过是提供了伦理价值境域，它们足够开放和足够多样，在原则上给予每一个共同体成员以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社会的尊重。所以，在突出价值共同体范畴的规范意义时，这种思想取向产生了两个理论优势，不过，无论是黑格尔还是米德，都没有明确其优势的程度：一方面，由于社会尊重的承认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发展路线包括了进一步平等化和个体化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实现两位思想家所提出的观念，就需要超越现在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本身仅仅是为了认可共同体产生的价值而被构造出来的，而这些价值在结构上是与现代法律的道德条件相容的，也就是说，与一切个体的自主性是相容的。米德和青年黑格尔都认为现代社会在未来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开放的价值系统，让主体学会相互尊重自由选择的生活目标。如此一来，两位思想家就靠近了社会团结概念的门槛，这一团结概念的目的是要让享有法律自主性的公民尽可能地相互尊重。至于在内容上如何充实这一现代团结观念，他们在答案上分道扬镳了，不仅如此，他们各自的努力也都失败了。

随着论证逻辑的展开，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能指出实在价值必须占据的地位，我们的伦理的形式概念就是不完全的。因为，为了获得成功生活的规范普遍性，始于个人完整性主体间条件的努力，最终也必须容纳相关于社会团结的承认模式，而团结只能从集体共同的目标中产生出来。这些目标本身服从于在法律上被裁定的一切主体的自主性所建立的规范制约，这个事实又源于它们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因为，在关系网络中，他们与另外两种承认形式即爱和法律是共存的。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青年黑格尔试图用全体公民的“团结”这一概念去充实这个位置，可是他仍然把团结理解为“交往方式”。但是，他的方案带给他最大的是形式优势，让他付出的代价却是一种劣势，即他再也无法指出那种可以说明这种团结感出现的经验了。米德与差不多和他同时的涂尔干一样，把社会劳动分工看作是集体目标的框架，它导致了团结的力量（Solidierende Kräfte），通过推动团结的力量，全部主体都可以认识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但是，米德的设想注定在下面的事实上陷入困境：如若没有社会劳动分工组织，那么最可靠地评价各行各业的成就本身就依赖于伦理的价值观念。可是，这些价值观念正好是要参照技术要求而被中立化的。

黑格尔和米德一样，也迷失了规定伦理价值抽象境域的目标，而这些伦理价值是向最广阔多变的生活目标敞开的，又不失去集体同一性形成的团结力量。黑格尔耶拿时代的学说与我们相差达200年，米德的思考与我们相距近100年，这漫长的时间只不过是强化了进行一种整合的必要性。同时，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型，大大提高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以至于个体差异和集体差别的经验成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动力。最后，只有实现文化转型并进一步彻底扩展团结关系，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下，这里所构想的概念必须从黑格尔和米德的失败方案中得到教训，就是要允许不可克服的紧张关系存在：我们不能不宽容那些实在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可能产生后传统的团结，而这种团结与爱以及成熟的法律承认形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的方案本身也不能填补属于现代伦理形式之关系网络中被规定为特殊场所的地位。因为，这些实在价值是否在政治共和主义、生态苦行主义、集体存在主义运动中显示出来，它们是否预见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是否相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所有这些都不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未来社会斗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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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对照表

A

Achtung 尊重

Anerkennung 承认

—, liebende（s.auch Liebe） 爱的承认

—, rechtliche（s.auch Recht） 权利的承认

—, wertschätzende（s.auch Wertschätzung） 重视的承认

Arbeit 劳动

B

Bewegungen, soziale 社会运动

E

Ehre 名誉

F

Familie 家庭

Freiheit 自由

—, negative 消极自由

Freundschaft 友爱

G

Gefühle, moralische 道德情感

Gemeinschaft 共同体

Generatisierung 普遍化

I

Ich（Mead） 自我

Identität 认同

Individualisierung 个体化

Integrität 同一性

K

Kampf 斗争

—um Anerkennung 为承认而斗争

—um Selbsterhattung 自我持存的斗争

Kommunitarismus 社群主义

L

Liebe, Liebesverhältnis 爱，爱的关系

M

Mißachtung 蔑视

Moral 道德

P

Prestige 声望

R

Recht Rechtsverhältnis 法律（法权），法律关系

Reziprozität 相互性

S

Scham, Schamgefühl 羞耻，羞耻心

Selbst 自我

Selbstachtung 自尊

Selbstbewußtsein 自我意识

Selbstschätzung 自重

Selbstvertrauen 自信

Selbstverwirklichung 自我实现

Sittlichkeit 德性

Solidarität 团结

T

Tod 死亡

U

Utilitarismus 功利主义

V

Verbrechen 犯罪

Vertrag 契约

W

Wertgemeinschaft 价值共同体

Wertschätzung, soziale 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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